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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避免重蹈资本之祸

殷阿笛（Adi Igna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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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来，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致力于研究公司创新与竞争。他1997年的著作《创新者的窘境》影响了一代商业领袖，其中包括乔布斯和贝索斯。在本期“聚光灯”专题中，这位“颠覆式创新之父”将目光聚焦于更为宏大的话题：为何大公司坐拥巨额现金储备，却不愿对创新进行投资？克里斯坦森分析认为，症结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失灵。

在“聚光灯”专题开篇（见“资本主义的窘境”
 ）中，克里斯坦森及研究合作者认为，金融市场和公司当前用来评估投资的工具漏洞百出，因为它基于错误的假设：资本是稀缺资源，应谨慎使用。实际上，根据他们的最新研究，资本不再是公司最宝贵的资源，人们必须找到新的工具来评估创新和投资机会，而不是继续靠那些财务指标。

随后在第二篇文章（见“华尔街之罪”
 ）中，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高塔姆穆昆达将矛头直指金融业。他认为，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业是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罪魁祸首。华尔街不断膨胀的权力破坏了美国社会权力均衡，并给公司和其他机构施加巨大且错误的影响，迫使它们不惜以损害自身长期价值为代价，盲目追求短期利益。

破解这一悖论，其实并不困难。在《智胜维权投资者》
 一文中，作者为公司管理层提供了与资本市场新兴的维权投资者打交道的秘诀：确定公司战略重心，并持之以恒；从维权投资者角度分析公司；培养熟悉公司情况的外部顾问；塑造默契的董事会；持续实现既定目标；吸取维权投资者的合理建议。

道理并不复杂，但是知易行难。尤其是对管理的反思，通常需要管理者跳出利益关联后才能说得更清楚。我们采访IBM前CEO彭明盛（见“彭明盛：管理股东新模式”
 ），他用自己在IBM的实践，提供了与投资者密切合作的鲜活案例。彭明盛发明了一套体系，对抗资本市场的短期绩效压力，即用旨在提升营业额和增加现金流的长期战略路线图，替代盛行的季报模式与投资者沟通。

类似经济金融化以及金融机构话语权过重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中国企业，并在某种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欧美公司还有意愿进行效率提升型创新，许多中国企业却连基本的营销投入都在削减，结果或许省了些钱，却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不同于美国，中国需要着力解决金融体系过于庞大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企业管理层更多表露了关于金融领域对管理影响的担忧，一些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也进行了反思。遗憾的是，中国金融业的系统性变革进展缓慢，金融机构的管理效率因此大打折扣。我们希望此次“聚光灯”专题提供的见解与启示，能够鼓励更多企业管理者运用勇气和智慧，推进企业继续进行创新探索和管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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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市场的复杂性为人们创造了机会，他们可以巧妙地协商雇佣条款和条件。毕竟在诸多可能性的情况下，谈判是至关重要的。每一次谈判都有独特性，但一些战略、战术和原则可以让你的诸多难题迎刃而解。






——迪帕克马哈拉，《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4月刊，《求职谈判15条法则》一文







除了作者提到的那些建议，我还会建议求职者申请与应聘公司的同级进行一次面谈。这表示你是在认真地考虑这个工作机会，而且很想知道日常工作都涉及哪些事宜。面谈中，你不必问及他的薪酬，但是你应该问一些与企业文化、工作与生活间平衡以及工作环境方面有关的事情。


——钟家诺（音译）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管理咨询顾问





求职谈判15条法则中的一些的确很有道理，但是其中一些如果执行不当则会得不偿失。建议人们“避免、忽略或淡化任何形式的最后通牒”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展示个人独特价值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要离开谈判桌”可能代表着绝望、软弱和对自己实力缺乏自信。法则的问题在于总是有人知道如何打破它们，不是一味遵守。胜利则是属于那些勇于打破陈规的人。


——德里克雪佛兰


Harrison Chevalier谈判策略师、咨询师





当你读完这些法则，会发现其中大多数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但很容易被忽视。我非常喜欢其中的那条：明确告诉他们你是否会接受这份工作。很多时候，在应聘方给出工作邀请时不是立刻表示同意加盟，这说明你对这份工作不是那么感兴趣。从雇主的角度来看，他们期待你的即刻答复，否则这场谈判对他们来说就毫无意义。


——马汀哈德利


NATO高级译员





在进行任何谈判前，你都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想一想你想通过谈判取得什么结果。我建议你把这些想法都写下来，这样可以使得求职谈判的目的更为明确、具体。如果没有明确目标，在谈判中你也许会落得个发了脾气，最后又害了自己的结果。例如，如果未来的老板认为你提出的要求不合情理，他也许会收回先前对你的承诺，让你一无所获。


——埃韦利纳伊霍林


伊霍林咨询公司创始人兼CEO





谈判不应成为双方的争斗，即使你与对方现在都觉得应该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下一步就是回头看看自己想得到的与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准备做出让步。对一些要求或短期战术性的利益准备做出让步，以确保自己能够赢得所需要的，如长期的战略性利益。如果可能的话，这时你应该运用一定的手法，做出有条件的让步（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而不是单方妥协。另外，还要不时地向对方强调，你提出的要求同时也可以满足其他人的需要。


——凯瑟琳埃卢里


职业咨询师





不善于谈判的人，常常要求的比想要的少，因为把目标放低比较容易成功。但起点比想要的还低，最后得到的一定不会令你满意。善于谈判的人要求的会比想要的多，但是又不会太夸张，然后再从高点慢慢往下谈。预留足够的修正空间，显示出自己愿意让步。


——洛里菲施勒


谈判专家





谈判不是战争，不是征服者与受难者的对立，也不是迫使对手举白旗投降。经过这几年管理大师的谆谆教诲，大家都懂得最理想的竞争结果就是双赢（win-win）。谈判也应如此，倾听对方的条件，设法满足对方的部分要求。


——罗恩夏皮罗


运动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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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持续发展比CSR有吸引力

诸大建 | 文　徐明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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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是时候从CSR转到可持续发展了。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资不是成本，而是价值创造。这种投资不仅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更重要的是打造核心竞争力。






——《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4月，

封面专题《铸造“韧性公司”》






按
 照EMBA和MBA的传统教学方案，“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管理”的内容一直是放在“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课程名下。但实际上，企业可持续发展高于传统的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比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更有价值和吸引力。

正如《超越CSR战略》一文所言，中国企业是时候从企业社会责任转入可持续发展了。以下结合自己有关可持续性企业及其管理的研究模型，谈谈三点看法。



CSR为什么会过时？

从自己有关可持续性企业的对象－主体－过程研究模式看，现在流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有三个问题。

所谓对象，就是企业的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及环境影响，是企业社会责任领域重要的“三重底线”（TBL）。传统企业社会责任把商业利润与非商业效益分割开来，企业社会责任变成了与企业主业不甚相干的事情。没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时候，企业专注于商业利润，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现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常常被当作是企业要拯救世界，而不是拯救自己，结果花了不少钱却没有带来商业上的竞争力。

所谓主体就是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是自上而下的“要我做”的被动策略，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我要做”的主动战略。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政府从上面推着国有企业在干，企业本身并没有太多积极性，结果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急剧增加，对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作用却与日下降的状况。更为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来只讲正面不讲负面。如果真有那么好的企业社会责任，现实生活中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负面事件了。

所谓过程就是企业管理的决策、实施与绩效控制。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有四个阶段的进程，首先是不要社会责任的躲避型阶段，然后是在负面影响下的防御型阶段，而后是内部调整的适应型阶段，最后才有可能达到主动将内部与外部协调的积极型阶段。

在这一方面，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管理中只是配套性枝节性的东西，从来没有真正融入到企业运作、产品开发、人力资源管理等战略管理之中。以前不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是出了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时候救火式地进行应急管理；现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则是游离于企业主业，沦落为单纯搞慈善或者在企业没有专长的社会领域去秀爱心。



什么才是可持续性企业？

从伦理导向和战略导向的角度来区分企业社会责任，我同意《哈佛商业评论》文章中强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属于战略导向的企业社会责任。如《环保战略致胜未来》的文章所说，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对抗短期主义，进行负责任的企业管理创新。可持续性导向的企业相对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有三大优点。

一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信念是，在相信企业有责任为改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做贡献的同时，也相信企业每一笔投资应该带来价值回报。因此，在分析的时候要进行社会和环境价值审计，要找到财务表现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正相关曲线，降低企业成本、创造企业收入，而不只是传统企业社会责任强调的与商业利润无关的支出。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既不是单纯的环境保护主义，也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主义，而是强调环境制约下的经济增长，同时也把社会包容性纳入进来。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环境安全的三位一体发展。

二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是要将企业社会责任由外部推动、自上而下变为内部推动、自下而上，把财务、研发、供应链与生产运作、市场与消费者、人力资源等问题融合起来形成整体化的企业战略，全面系统地优化企业与内外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不是归到狭隘的公共关系部门进行单一的职能化处理。

具体做法就是将内部人力、财力、物力等要素管理，延伸为企业与社会界面管理，将内部的要素管理与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关联起来。比如，从财务角度看投资人管理，从人力资源角度看劳动力市场管理，从市场营销角度看消费者管理，从采购角度看供应商管理，从研发和生产运作角度看环境管理，从公共关系角度看政府与社区管理等等。

三是从管理流程的角度看，企业可持续发展与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的区别，是机械型组织没有弹性和适应力与有机体组织有弹性和适应力的区别。以前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是事后补救式、打补丁式的投入和管理，现在则是进行事前预防式的投入和管理，目标是提高长远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包括从效率导向的相对脱钩到规模控制的绝对脱钩，进一步则是经济社会系统实现资源环境限度内的弹性发展。这与传统的末端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区别。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研究强调适应并减缓二元齐下的脱钩发展战略。在发展遭遇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时，要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尽可能快地进行恢复，并且将非预期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如何造就可持续性企业？

研读《哈佛商业评论》这组文章，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这方面研究、教学和咨询的感受，笔者认为，走向可持续发展企业可遵循三个基本步骤。

第一，可持续企业不再运用传统财务模式进行决策和评估，而是要有可持续性三重底线的管理思维，要超越单纯的经济利润，在经济与社会的界面、在经济与环境的界面、乃至在经济、环境、社会三者的交界面，发现企业提高竞争力的蓝海空间。如《气候变化生存指南》文章所说，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企业需要从原料、生产、物流直到消费端，一项项检查企业的行为是否满足环保的要求。

第二，如《CFO看可持续之道》文章所说，企业要将自己的关注点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注点进行比对，在发现共同关注点的基础上找出财务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正相关领域，利用各自的优势进行互补合作。最终谋求从所有者利益最大化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从单一创造经济价值，提升到在经济、社会、环境交界面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正是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所说的共同价值（CSV）。

第三，要将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融入到运作管理与产品开发之中，使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具有强烈的操作性。如《可持续合作新成功模式》文章所说，可以按照过程与结果、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分出四类实现路径，即基于过程的内部合作，例如供应链的合作；基于结果的内部合作，例如行业标准的合作；基于过程的外部合作，例如物质回收的社会参与；基于结果的外部合作，例如生态维护合作等。

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于政府、企业、社会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更强调民主参与下的各方合作。在可持续发展的主体领域，关键是组织之间要处理好两两相交的界面问题。这些问题一般分为近界面、中间界面、远界面三个不同距离的问题。不管是什么组织，近界面的事情必须尽到全部责任，中间界面的事情具有参与责任，远界面的事情具有志愿责任。因此，可以按照不同的主体进行讨论，各司其职相互合作，联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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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大建是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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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链：构建供应链管理“第四维度”

陈喆　胡博强 | 文　徐明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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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风险管理策略和简单计算，通常导致企业领导者只会关注那些对产品差异化起重要作用且收费不菲的“战略供应商”，而忽视低成本商品供应商可能带来的风险。结果是，管理者采取了错误行动、造成资源浪费并致使公司陷入潜在风险。






——大卫辛奇－利维、威廉施密特、魏叶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2月，《供应链风险管理新模型》一文






供
 应链可以从宏观视角进行定义，即整体地将供应链视为产业链间的链接；也可以聚焦企业内部，从更微观的角度进行切分，划分为组成企业供应链的各业务环节。《供应链风险管理新模型》
 （点击查看摘要，全文阅读需购买
 ）一文所提出的供应链风险量化方法，其本质就在于筛选出对于企业宏观供应链较为关键的各项指标，按照“短板理论”去量化抽取其中某项“短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作为其风险量化指标。

同样，如果将所选的指标更加聚焦于企业的内部，即可以同样的方法实现从微观的角度去量化组成企业内部供应链各指标的风险。但与宏观供应链量化不同的是，由于微观环境下风险点颗粒度较细且同处于供应链上的各风险点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所以企业内部供应链的风险量化过程，是一种将拆分后的风险点重新组成风险链的过程。

以制造业为例，企业内部供应链可以拆分为销售至收款、采购至付款、生产及检验、存货及物流等业务流程，它们可根据业务模式进行调整以形成闭环循环。如与《供应链风险管理新模型》一文中“福特汽车公司供应商风险”案例相对比，我们假设以下情景：某公司原材料采购供货的及时在于准确的供应商信息、订单信息的准确性、订单审批时效等内部供应链管理活动。这个假设情景就涉及到了企业内部供应链中风险点的链条式组合（如
图1

 ），即形成了风险链。在进行风险量化时，则可将多条风险链进行组合作为“短板理论”中的各条“木板”，从而对风险链条或某一风险点进行量化。

构建供应链风险链，是从风险管理的视角，将风险管理的思维贯穿于供应链管理的每个环节。它可以与实物流管理、信息流管理、资金流管理一并成为供应链管理中的“第四维度”。宏观的供应链风险管理往往是选取一项或多项风险，并对该风险点的发生概率、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并相应地编制风险地图。但由于风险的层级过高，很难直接确定恰当的控制措施。比如，对于“缺货风险”，如果未能进一步进行风险分解，找到风险发生的关键因素，就很难优化日常管控。管理层是应该更关注企业供应商信息的准确性，还是更应该加快采购订单的审批，还是应该投放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跟踪订单履行情况？相信除了臆测，我们应该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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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采购至付款管理（一级流程）



（
返回阅读原文

 ）



在这种情况下，风险链的价值就得到了充分体现。如《供应链风险管理新模型》中“尼龙12”材料缺货而导致的供应链风险，让我们假设该缺货风险是由于图1中所列示的各风险点而联合导致，即组成了该原材料缺货风险的风险链。相应的，我们可以将该风险链的各风险点分别进行量化并编制如图2
 中的“原材料采购缺货风险链分析”。可以看出，该风险链中风险点3、4均为较重大风险点，故该公司可以相应地编制“风险－控制矩阵”（RCM，Risk Control Matrix），做到以风险点出发，做到控制措施与风险点间的准确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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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原材料采购缺货风险链分析



（
返回阅读原文

 ）



企业在开展供应链风险链管理的过程中，往往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供应链流程划分。
 供应链流程的划分主要是对供应链业务的横向拆分。一般还会结合标准流程划分，个性化地对公司业务流程进行划分。比如某制造业存在大量融资租赁业务，那就可以在标准化的流程框架下将该个性化业务单独作为一项二级流程体现。输出供应链流程框架后，需指定各一级流程、二级流程及三级流程的责任人。这些责任人要起到全流程管理的职责，不仅应实现流程端到端的整合、监督与管理，同时还应不断流程优化，进行跨部门流程协调。


识别供应链风险库。
 风险库的识别是一件日积月累的工作，它所呈现出来的“风险清单”，是对整个流程中风险点的收集与汇总，是组合风险链的数据库。一方面，它不仅需包括业务流程基本的风险点，同时也需要根据企业业务特色、行业特色进行个性化添加或删除。此外，为了确保该风险库的适用性，公司也需要对该风险库进行定期更新和评估，以确保风险点的适用性。


组合风险链。
 某风险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单单一项风险点引发的，特别是在当今业务模式及环境如此复杂的条件下。组合风险链就是要将引发风险事件的风险源（即何种事项引发风险事件的发生），按照流程或业务开展顺序进行逻辑性组合，最终输出形成风险地图。

组合时风险链需要遵循几项原则：

1、风险源颗粒度的一致性。引发风险事件的风险源成千上万，如果仅从哲学的角度考虑，任何一件风险源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到引发风险事件。但我们在识别、组合风险链时，需要确保风险源颗粒度的一致性，即可以从一个维度对风险源进行评估或其对风险事项的影响是直观的、直接的。

2、风险源的独立性。如果风险源识别颗粒度不一致或颗粒度过细，往往会导致识别的风险源间黏性较强，即风险源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况。若识别风险源间不够独立，则我们在做风险评估时就会由于风险源间的关联性而影响评估的准确性。

3、风险源的逻辑性。风险源间是具有逻辑关系的，其组合时也需要按照该逻辑关系层层展现。由于供应链上各业务流程有非常强烈的传递性，即链状特征，故风险源也往往以链状展开。


评估风险点及二级风险点。
 基于上述风险地图，根据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力，评估各个风险点，识别出企业经营中应该关注的重大风险。对筛选出的重大风险再进行风险链分析，将重大风险分解为二级风险，并对各项二级风险点进行再评估，最终形成“二级风险地图”。

当然，不是所有的风险链都需要去量化，也不是所有的风险链都需要进行二级风险评估。决定量化风险链的判断一定是从业务实际出发。如文中案例一样，由于风险事件的发生且造成极大的影响时，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量化并针对量化指标进行相应管理。如果企业以“风险管理”的角度进行量化，就需要对风险进行“预防”，那么，企业在执行时往往需要对风险库进行积累，即何种类型的风险链容易发生、何种风险一旦发生影响较大。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风险链的实质是对风险点的重新组合。风险点组合的开放性，使得风险链不仅可以与宏观风险进行衔接，同时还可以细化至具体的风险点。对风险点控制措施的完整收集，则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风险－控制矩阵”
 ，使风险点与控制点能够一一对应起来，从而准确布控消减风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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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矩阵（RCM）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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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喆是甫瀚咨询公司项目总监；胡博强是甫瀚咨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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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7月 聚光灯


备战营销新格局




［营销］


构建新型营销组织


大数据时代让企业看到了一幅美好愿景：大数据将充分释放客户关系管理的潜力——让企业全方位地了解客户，巧妙地为客户打造个性化的营销活动，让客户感到企业真正理解并关心他们，从而追随这些企业。

但事实恐怕并不遂人所愿。尽管企业对先进的CRM软件和数据寄予厚望，但很少有管理者能用好这些技术，稳定地创造出让消费者满意的体验。一方面，数字时代迫使营销人员与消费者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营销人员在积极思考如何围绕新技术、新工作方式进行营销，另一方面，企业内部沟通不畅和流程失效存在着微妙关系，营销人员往往会被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导致的问题困扰和限制。更有甚者，在多数公司里，营销部门的组织方式在过去40年里几乎都没有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由于组织的致命缺陷，企业往往无法理解自己和消费者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更难以懂得如何落实企业承诺。理想的营销组织应该是什么样的？新型营销将如何开展？

来自贝恩公司的研究表明，要促成“决策导向型营销”，管理者应找出各部门交叉点中拥有决策权的部分，并在三个关键领域优化决策流程：营销战略和规划、营销执行部门、运营和基础设施。

来自咨询机构Effective Brands及联合利华的专家则认为，构建出色的营销组织，必须有效地将营销部门与其他商业战略部门联系起来，围绕战略性关键问题优先开展营销活动，以全方位的广泛培训，提升企业内部的营销推动力。

而来自哈佛商学院、波士顿大学、GfK的研究则建议，营销组织应该破解客户档案中暗含的信息密码，修正企业营销行为，构建利益最大化的客户关系，最终促成客户关系管理的人性化。

但与组织结构调整相比，企业内部新型营销人员的培养更为关键。来自Gartner的研究显示，融合营销与IT技术的首席营销技术官（Chief Marketing Technologist）正备受市场青睐。此类人才既懂得营销，又精通IT技术，能够全面衔接市场与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分析与客户关系管理的不同需求。随着新型营销形态的出现，此类人才将越来越成为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商业模式创新所面临的挑战是准确定义所涉及到的业务。如果不能构建一种理念框架，不能识别出其中的发展机会，企业就难以系统地表达出这个过程，而这正是业务发展通常所需要的基础。最终，企业就会错失提高盈利能力和生产力的良机。英士国际商学院学者认为，任何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套关键性决策的汇集，共同决定了业务如何赚取利润、如何控制成本、如何管理风险。而所谓商业模式创新，正是对决策进行变革，即，应该做出什么决策、什么时候做决策、哪些人做决策、为什么做这些决策。遵循这样的变革原则，企业就能优化风险、收益和成本的决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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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面临的管理“老大难”问题










《纽约时报》主编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突遭免职。管理层剧变鲜明反映了管理实践中一个经典的老大难问题：如何保持权力之间的制衡？如何处理高管之间的内斗？如何降低负面影响？对于讲求含蓄、内敛城府的中国企业管理者而言，这一问题恐怕只会更为严重。管理团队成员并不是一定要彼此和睦，但一旦“合不来”就会影响到正常合作。从根源上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是整个团队的责任。






如何处理高管斗争

罗恩阿什克纳斯 沙费尔咨询管理合伙人｜文

化敌为友秘笈

布莱恩乌齐 凯洛格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变革教授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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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以用户为中心难以产生突破性创新

未来的营销机会，在于消费者对产品的经验与情感，如果企业能够捕捉到其中的“接触点”，企业就会抓住难以估量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属于那些懂得抓住消费者对产品的正面情绪与感觉，并使用想象力规划创新营销和研发过程的厂商。

[image: ]
下一场金融大火起于何处？

“救火比防火光鲜得多。”对大部分人来说，火灾故事远比阻燃剂的化学反应有意思，同理，关于金融灾难的故事也远比防范金融灾难的措施有意思。这种情况可不妙。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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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圣战”何时休

拉里唐斯（Larry Downes） | 文

柴茁|译　安健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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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极度激烈，简直如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不过，这可不是在悠闲夏日上演历史剧，而是真刀真枪的拼杀。恶意开发的专利产品是各大公司手中的武器，交战规则便是美国联邦法院复杂难解的法律程序。手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浩劫——价格飙升、设备被禁、创新受限，行业一片荒芜。

苹果公司和谷歌的开源操作系统安卓之间的大战是整场战役的核心，苹果公司要发动一场圣战，与安卓阵营斗争到底。

在苹果创始人兼CEO史蒂夫乔布斯眼中，iOS才是正统，安卓系统是彻头彻尾的异教徒。“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会告到底。”乔布斯被一连串专利诉讼激怒后说，“如果有必要，我会把苹果在银行里的400亿美元全部花光，来纠正这个恶行。我要摧毁安卓。因为它是个窃贼，为此我不惜发起热核战争。”

苹果也的确这么做了。2006年至2012年间，公司时为原告时为被告，在世界各地打了将近150场关于iPhone手机的专利诉讼，内容涉及手机的硬件、软件和整体设计。

跟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一样，复杂的盟友关系、补充协议和共同防御协定让整个手机产业陷入混战。索尼状告LG，诺基亚状告HTC，摩托罗拉（2011年后归谷歌所有）状告所有人，同时也成为众矢之的。

虽然很多案子以达成协议或详细的交互授权协约收场，但仍有许多案子会被判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损害赔偿，或禁止出售一些设备。只要是花在诉讼上的经费，不论多少，最终都得由消费者买单。

专利诉讼的范围极广，从最基本的设计元素（圆角矩形）到智能手机界面的标准特征（滑动解锁）都有所涉及。在苹果和三星公司（安卓阵营的主要力量之一）的诉讼持久战中，苹果坚称包括自动语音纠错在内的专利技术和“快速链接”功能（即用户通过点击号码就可以自动拨号）都是在抄袭iPhone。

在最近的诉讼中，苹果不仅指控三星在Galaxy和其他系列产品中盗用这些技术，还出人意料地称这些功能占每部手机价值的30至40美元。因此，它要求三星赔偿自己20亿美元的损失（上个月陪审团判处三星赔偿苹果100多万美元；双方都提出上诉）。

归根结底，这些案子和其他悬而未决的诉讼体现了手机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专利法案能够对企业进行授权，允许它们垄断创新长达20年之久。新产品是否应该获得强大的法律保护效益，抵消发明者背负的成本和风险？或者它们应该靠自身实力迎战模仿者的挑战，让市场和消费者决定一切？换句话说，什么类型的创新可以获得专利法案的保护？

在美国，人们可以从专利法中寻求答案，但专利法对创新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它只给“新颖有用”（New and Useful）且从未面世的专利提供法律保护。这个条件对现有的发明来说并不“明确”。

专利法听上去很简单。但法案中的每一个字都有赖于美国专利与商标局（PTO）的解读，如果是专利诉讼的话，还要参考法庭做出解释。

这就是为什么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信息技术发明上，问题变得尤为尖锐。因为对电脑、软件和营销相关的知识知之甚少，专利审查员在处理大量积压的专利申请时压力倍增。因此他们发明了一种失败的“外包手段”，使得几乎所有的申请都能通过。这样他们就把问题全部扔给了法院，让法庭去决定哪一种发明符合专利法的要求。

这种方法减轻了PTO的负担，却把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法院。跟有效的外包形式不同，PTO把工作转给其他机构，但这些机构并不具备接手的能力。总的来说，事情不是成本转移那么简单，在这个过程中，成本在不断叠加。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现在专利体系的成本超出了收益，过去25年来这一差距已累积达到数万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多。

更糟糕的是现有体系这种荒诞且低效的运行方式助长了专利滥用和恶性竞争，最终引发了两种系统间的专利圣战。如果人们能在专利检验的第一个环节严格把关，很多现在充满争议的专利根本就不会通过。而且，原告和被告的每一封诉求信、法庭案卷、上诉事实摘要都言辞夸张虚伪，内容大同小异，如果专利审核人员当时能对专利进行仔细检验，我们现在也能免受这些资料的荼毒。

最近，休战的一丝希望之火也被华盛顿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掐灭了，该法院专门受理专利诉讼案件。上个月，法庭撤消了联邦上诉法院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在2012年做出的一份相当敏感的裁定书。当时理查德作为主审法官负责审理苹果跟摩托罗拉的案子，结果两家公司都被判败诉。（独家披露：20年前，我曾是波斯纳法官的助理。我真希望自己现在还在做这份工作。）

回顾了这两家科技巨头索赔和反索赔的斗争后，波斯纳像所罗门王那样做出了判决——双方都没能讨到好处。他对两家公司“愚蠢”和“荒谬”的要求不予理睬，并且在案件结束后很快发博客称美国专利制度“功能性失调”。

然而几周前，联邦巡回法庭撤销了波斯纳的判决。称他对法律和专利申请书（很多其实还没经过检验）的常识性解读没有遵循上级法院令人费解的判例。因此，原被告双方不得不再度开战，继续投入数百万美元打官司。

手机市场是现代史上发展最快、最具创新精神的市场之一。在它被商业大战毁灭之前，如果不借充满智慧的法官之手，人们还能去哪儿解决专利纠纷呢？

不过，我们还能寄希望于美国国会或最高法院，它们或许还可以帮上一些忙。今年，一项恰到好处的专利改革提案似乎在国会取得了一定进展。该提案旨在限制“专利流氓”（那些事实上并没有发明出什么专利持有者）提出诉讼。这个提案或许能破例同时获得驴象两党的支持。

美国最高法院还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联邦巡回法庭用宽泛的眼光看待专利性。巡回法庭很少给出更贴近法律和常识的专利解读指导，但却反复更改法院的判决。这次，最高法院将破纪录地审理六个专利案，防止最新推出的软件专利权被滥用。而软件专利权可是当今专利大战中企业最喜欢用的武器。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持续百年，让整个欧洲陷入黑暗时代。在技术快速创新的背景下，智能手机的专利大战只需10年就足以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要想彻底结束这场“血腥”大战，我们或许只能期盼上帝的调停了。（据5月19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与谷歌达成和解，两家公司同意撤回针对对方的所有诉讼。然而苹果发言人也表示，上述协议不会影响针对三星公司的专利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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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里唐斯和保罗努恩斯（Paul Nunes）合著有《大爆炸式颠覆：传统创新者的灾难》一书（Penguin Portfolio出版社，2014年出版）。





[image: ]






博客 @HBR




阿里巴巴更像GE

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 文

王晨 | 译　安健 | 编校












今
 年5月初，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提交了在美上市申请。阿里的上市将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IPO。但在笔者看来，阿里的运营方式与Facebook、谷歌不同，和亚马逊也不像，倒是更接近于GE。

阿里巴巴业务横跨电商、支付、通信、商用软件、娱乐等诸多领域，很像一个企业集团，从战略方面说也是这样。哈佛商学院教授朱莉伍尔夫（Julie Wulf）在2010年的一项案例研究中指出，阿里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整体战略，各事业部有权自主制定战略，且彼此间竞争大于合作。

马云带领阿里巴巴取得的巨大成功，让我们重新思考这种在美国已经失势的战略取向。据前述案例研究：

马云亲口承认自己是杰克韦尔奇的粉丝，因此很自然，阿里巴巴的组织架构与GE有相似之处。正如韦尔奇并未在GE设置全局性纲领或战略，马云不喜欢在总部发号施令，而是授权各事业部自主制定战略。韦尔奇“非第一第二不做”，马云要求各事业部成为所在行业领导者。马云认为：“必须让事业部负责人放手去做正确的事情，我希望业务单元间形成良性竞争，成为各自行业翘楚。”

企业集团在西方已不多见，但在中国有些企业集团非常成功。《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的文章《企业集团为何成功》（“Why Conglomerates Thrive
 ”）解释道：“在发达经济体中，企业集团可能已被视同恐龙，但在新兴市场，多元化企业集团仍兴盛不衰。”

本文作者，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尔分校的J. 拉马钱德兰（J. Ramachandran）、蒂鲁吉拉伯利分校的K. 玛尼坎丹（K. S. Manikandan）和加尔各答分校的阿尼尔凡潘特（Anirvan Pant）简要回顾了西方企业集团兴起和衰落的历史：

企业集团在欧美的统治力曾持续数十年，但只有20家左右存活至今。20世纪80年代初，大批企业集团被糟糕业绩拖垮，这导致人们普遍认为，专注于单一领域的企业比多元化企业更能创造股东价值。此后，大部分企业集团收缩规模，转型为专业化企业。

现代企业战略的核心是互补性业务的协同。企业应整合能够互补的业务，出售无法整合的业务。企业集团则采取不同战略：将多元业务并置，给予各业务单元独立决策权。投资者对这种战略取向并不买账：据上述文章，“在华尔街，企业集团股价折价率普遍为6%至12%”。

当然，阿里巴巴的业务并非完全分散，而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中国互联网应用热潮。

阿里巴巴的特殊性在于，其业务具备一定互补性，战略取向又与企业集团相似。阿里并非自上而下制定决策，而是给予各事业部一定的决策空间。据上述案例研究，“阿里的文化是，当内部出现竞争和冲突时，业务单元的利益优先于集团利益。马云一直强调，事业部负责人应该自由地去做正确的事情”。

和典型企业集团一样，阿里巴巴各事业部有独立的董事会，甚至有独立的技术团队和平台。

“集团中枢”（Group Center）指的是企业集团中一组高管，他们负责制定长期战略，发现跨部门合作机会，并塑造企业特质和价值观。无疑，阿里巴巴也有类似设置：“集团组织部”。该部门由C级高管和120位事业部高管组成，这个领导力团队每年开会确定长期战略，并研究组织的完善和变革。

有些企业集团将整体战略置于业务单元独立性之上，有些则相反。《企业集团为何成功》的作者则认为，在二者间取得平衡才是王道。

他们认为，为创造战略优势，企业集团核心决策者必须从全局角度把握跨部门合作机会，同时保证日常管理结构足够灵活：

某种意义上，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使战略得以从治理结构中解放出来。治理结构理应适应战略的需要，但在现实中，战略一直受限于治理结构。为满足股东要求而放弃战略机遇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发展。如果核心决策团队足够有活力，企业集团可在业务单元层面上追求股东价值，在集团层面上构建战略价值。因此，虽然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在北美还不太受认可，但不代表它不会成功。

虽然企业集团本身不大可能在美国复兴，不过已经有征兆表明，企业集团普遍采用的自下而上的战略取向有可能再度流行。Facebook正将产品和服务“分拆”成更小模块，例如将某项功能剥离出来做成独立App。Facebook必须考虑：“分拆”完成后，战略制定应该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如果产品团队间发生利益冲突怎么办？

扎克伯格说，实施“分拆”战略是为了“创造专业化、完美的用户体验”。马云无疑会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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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特弗里克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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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的领导最出色

雅尼娜普丽梅（Jeanine Prime）

伊丽莎白莎莉布（Elizabeth Salib） | 文

moonlight650 | 译　安健 | 编校




在
 全球市场上，商业问题越来越复杂化，没有人能做到无所不能，因此，谷歌的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拉兹洛博克（Lazlo Bock）才会说，谦卑是他考察新员工的指标之一。他解释说：“你的最终目标是大家如何通力合作解决问题。我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就该退后。”博克说：“谦卑不光是给别人闪光的机会，也是对自己知识的谦卑。没有了这种谦卑，就无法进步。”

Catalyst网站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了这种说法。研究显示，要想营造一个让背景各异的员工都有归属感的环境，领导者身上必须具备四种品质，而谦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针对1500多名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德国、印度、墨西哥和美国的员工所做的调查显示：领导者身上利他或无私的作风会提升员工（无论男女）对自己工作团队的归属感。这种作风表现为：（1）行为谦卑，能听得进批评，勇于认错；（2）允许下属学习和发展；（3）有勇气，例如为了集体的利益甘冒个人风险；（4）放手让下属负责到底。

觉得领导有利他品质的员工称自己有了更强的创新意识，在新产品创意和改进工作方法方面提供了很多建议。而且，他们提到自己更有团队意识，会主动承担起没来的同事留下的任务，这种间接效果会更加提升他们的敬业度。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两种潜在的不同感受结合在一起，提升了员工的敬业度，这就是独特感和归属感。员工在团队中的特殊才能和技术得到认同能让他有独特感，而和其他员工之间的重要共性会让他有归属感。

如何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对领导者来说比较棘手，太强调员工的特殊性会让他的归属感下降。不过，我们发现，能掌握好这种平衡的领导者，身上很重要的一个共性就是利他，几乎无一例外。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还是有了一个常见甚至普遍的启示：要想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并因此而获益，领导者必须具有无私这种领导风范。以下是一开始要采取的具体办法，是根据我们最近的研究和一直以来对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领导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制定的：


拿自己的错误当反面教材。
 当领导者展示自己的成长过程时，其实是让其他人的成长和学习有了可参照的依据；承认自己有缺点，会让其他人觉得他们犯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往往会亲近那些敢于暴露自己缺点和错误的人——他们显得更加“人性化”，更像我们自己。领导谦卑的表现会让下属意识到大家都是一样的人，有着相同的目标。这一点在人员结构比较复杂的团队表现得尤为突出。


要沟通，不要辩论。
 表现谦卑的另一个做法是对不同的观点要真正去沟通。很多时候，领导者总想说服别人，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从而错失了解别人观点的机会。包容的领导者会谦逊地选择让别人先说。这样做不仅让自己学到了东西，而且也尊重了别人表达见解的权利。


包容不确定性。
 模糊和不确定性在当今企业环境中是常事，为什么不干脆包容呢？当领导者谦虚地承认自己不是所有事都能解决时，就给了其他人站出来解决问题的机会，而且，还会让大家产生相互依赖感。下属们会明白，要解决复杂、权限不明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靠彼此。


给下属当“下属”。
 包容的领导会让别人当“领导”。这种角色互换不仅有利于下属的职业发展，也让领导有机会换个角度看问题，对他们在人员结构复杂的团队中工作非常重要。

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是一家为制造业提供自动化、控制和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的一流公司。像他们那样，用上面介绍的各种方式体现谦卑，对促进包容性企业文化非常必要，而这种企业文化在公司的领导者看来，对他们管理全球各式各样的员工非常重要。

这家公司践行这种领导模式的关键策略之一就是玻璃鱼缸式会议——一种促进交流的做法。这种会议经典的情形是：屋子中央由几位员工和管理者围成一圈，更多的员工则围坐在四周。员工相互之间以及与管理者之间可以随意地谈任何话题，还会受邀参与最核心的话题讨论。这种会议每年在不同场地要举行数次，而管理者照例会在随意的交谈中体现出谦卑，向员工承认自己也有力所不及的时候，或分享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历程。

2007年，公司开始实行同性婚姻福利政策后不久的一次鱼缸式会议上，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员工表达了自己对这项新福利政策的担忧，而且是当着数百位员工的面。一位高层领导当时并没有急于辩解，而是引导这位员工进行沟通，问他问题，试探着了解他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这位领导认可了该员工及其他持相同观点员工的看法。其他领导也讲述了自己在坚持宗教信仰和拥护公司‘公平对待每个员工’这一政策之间碰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诸如此类的对话对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提升了员工对管理者的信任度，使他们对公司更投入，更有归属感，尽管人们在很多看法上依旧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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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案例显示，不能把领导者的无私错认为软弱。真正作到谦卑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勇气并不总会得到鼓励。选拔人才时，很多机构应该效仿谷歌、罗克韦尔和其他公司的做法，重新思考好的领导者该是什么样，不要像往常那样，选择只顾自我提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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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尼娜普丽梅博士是Catayst的研究带头人。伊丽莎白莎莉布博士是Catalyst的高级研究员。译文来自译言网译者moonligh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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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 Your Team’s Collective Time


明智管理团队集体时间

莱斯利珀洛（Leslie Perlow） | 文

刘铮筝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时间管理需要群策群力，其收效远不止于提高士气和减少员工流动率。






多
 数职场中人的时间管理方法不对。如果某人在工作中跟不上进度，无异于在生活中放弃节食或运动计划，会被视为缺乏自律性。为应对这一挑战，数不胜数的时间管理专家把研究重点放在个人行为习惯上，与私人教练类似。他们提供的建议包括制定更合理的任务清单，不要太过频繁地查看邮件，以及拒绝拖延症，等等。当然，所有人都有改善时间管理的潜质，但在以互动与合作为重的现代办公室中，时间管理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如何管理每个人的时间，而是整个团队如何管理集体时间。换言之，我们应当如何合作完成任务。抓住如下几大要点才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所在。

大概10年前，我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以下简称BCG）的一个团队工作，我们的工作任务听起来像一次小型改革，员工可以从周一到周五任选一晚，离开办公室，完全告别工作。咨询业向来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无休的超长工时著称，这一举措旨在改善员工的生活质量。改革一开始，就收到良好的反馈，因此这一试点项目被推广到4个咨询师团队，直至10个团队。项目结果发表在我2009年的HBR文章《让员工制订休息计划》中，也在我2012年出版的《与智能手机共枕眠》书中有所介绍，影响深远。在强制执行休息时间团队工作的咨询师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工作生活取得了更好的平衡，而且他们也感到自己从工作中学到了更多东西。因此BCG顺理成章扩大了该项目：到今春为止，这一项目在该公司40多个国家的77个办公室中得以推广。

从第一次介绍上述方法起的5年间，我将类似的时间管理措施推广到各行各业，才知道其能发挥的效用是多么巨大。这些举措让团队成员拥有了团队该如何协作的自主权，因此他们有能力也有动力让集体工作时间发挥最大效益。果然，团队合作得到了改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任务能够按时完成，员工更高效多产。制定休息计划的团队，尤其是那些定期开会讨论，确保每名团队成员都按照计划执行的团队，表现最佳。因为它们能够更开诚布公地对话，参与更多的实践和创新。



推行“提高生产率日”

我们之所以会发起时间管理改革，是因为很多团队依赖以往熟悉且经过实践证明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并不高效。即使那些在产品上不断创新的公司，在工作流程上却很少创新。我在研究同一家公司驻不同国家工作的三组软件工程师时，意识到了这一点。三组工程师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量完全相同，但工作方法截然不同。在中国深圳的一组采取“轴辐式”组织结构，即一名项目经理负责掌管和分配任务。在印度班加罗尔的一组，每名成员自治，任务则根据每人的技术专长分配。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第三组团队意识最强，其成员在三组中适应性最强，相互差异最小。

正如上文提到的，尽管终端产品相同，但三个小组不同的工作方法产生了不同结果。例如，轴辐式小组的工作时间比另两组短，而适应性最强的小组工作最灵活，更能掌控工作安排。三个小组彼此全然不知其他组的工作方法。我的研究起到了提示作用，每个任务都有多种不同的完成方式，任一小组都能找到更高效的办法完成工作，而这才是团队时间管理的真正强大之处：团队开发不断改进协作的能力，把工作效率一次次推向新高。

我在管理团队时间方面所做出的改进解决了时间管理上三个常见问题，尽管有时这些问题会有重合：

一些员工希望能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原因有三：一、他们可能跨时区工作；二、在严格按时交工或满足苛刻客户需求的压力下，产生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无休的职场文化；三、由于高科技的发展，人们能随时随地进行工作，由此产生了“随时待命”的心态。在上述情况下，制订休息计划的目标与可预见性有关，通常指制定出让员工知晓几点能够下班的时间表，或建立变动较小的工作日时间表。

经常长时间工作的团队或旺季里超时工作的团队所做的额外贡献通常得不到应有认可，这就导致员工的高流失率。作为对辛勤工作的奖励，这类团队成员特别希望能获得额外休息时间。在这类情况下，制订休息计划的目标意味着在普通工作周当中，留出休息期。

还有一些团队的工作经常被打断，比如遭遇“格子间”办公文化中源源不断的电子邮件，开不完的会议等干扰因素。此类团队成员渴求能专心工作的时间，以减少完不成任务的压力或回家工作的需求。此时制订休息计划的目标是指留出安静、免打扰的时段，包括不开会的时段。

以我研究的一家中型跨国制药公司情况为例，尽管其员工朝九晚五或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间相对固定，但他们依然压力很大。很多人抱怨上班时间内完不成工作，不得不把工作带回家或周末工作。

我在研究中发现，该公司的会议实在太多了。我研究的部门沟通过于频繁，以至于每个决定涉及的员工过多。与会者中有很多不必要的人员；会议经常撞车，每个人的Outlook日程表都排得满满。员工不得不在常规工作时间之外完成本职工作。

我在这家公司研究的团队制定出的休息目标是，每周有一天不开会，包括禁止电话会议等一切形式的虚拟会议，让团队成员在家工作。这些措施消除了办公室中的干扰因素和突发讨论，也节约了上下班路上往返时间。团队成员将这天称为“提高生产率日（EPD）”。

这一举措收效甚佳，不仅因为团队成员能够利用EPD完成本职工作，还因为这是必须严格执行的机制。为把成员从排得满满的工作计划中解放出来，该团队必须重新考虑所有会议的必要性及时长，哪些人需要出席，以及议程安排。经过重新计划，会议人数变少、时长缩短、更有针对性、频率降低。一位员工这样描述产生的变化：“尽管我通常在家工作比在办公室效率更高，但这一举措不仅仅是改变会议和在家工作这么简单，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关于我们作为团队该如何运营的思考。”该举措随后被推广到其他团队，经理们纷纷反馈，改变时间和会议安排让员工们工作效率更高，工作质量也提高了。



自下而上改变

在我研究的一家国际大型零售企业中，其位于美国的某会计小组总是要在月末加班工作，以便能按时上交财务报表。为鼓舞士气，小组负责人希望设法缓解赶工压力，最终推出了名为“掌控我人生（COOL）”的项目。该项目让小组员工每两周能抽出一个下午时间休息。

从项目一开始，小组员工的工作积极程度分数便直线上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该小组上交月末报表的时长从4天减少到了2天半。“和以前比，我的小组更多产、工作积极性更高、也更善于合作。”小组负责人如是说。而且他表示，其他小组的负责人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他说：“自下而上的改变引起了共鸣和领导层的注意，从而使项目得到推广。”该公司在美国的其他小组，甚至巴西和印度的小组也开始采纳“COOL”项目。

帮助员工管理时间，并非意味着要求他们改变自己，或赋予他们一起行动，改变工作方式的权利。一小步往往就能带来剧变。通过规划长短适中的休息计划，能培养出团队的新能力：把个人时间作为团队公共时间来管理。因此，员工能在工作之外更好规划个人生活，同时提高工作效率。换言之，团队时间管理能缓解员工加班和压力过大等问题，让组织能更好完成核心工作。对管理者而言，此举无疑能带来双赢。




生产率即实证

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纳休息计划项目，来改变团队工作方式，收效甚佳。



波士顿咨询公司


项目
 　可预见性，协作和开放式交流


结果
 　和其他人相比，参与者有高出


55%


的可能性，认可其团队尽一切可能提高工作效率；有高出


74%


的可能性，倾向于长期在BCG工作。



某制药公司


项目
 　提高生产率日


结果
 　与项目开始前相比，参与者有高出


35%


的可能性，认可其团队设法消除不必要的工作，有高出


55%


的可能性，对保持工作和生活平衡感到满意。



某零售商


项目
 　掌控我人生


结果
 　和过去相比，参与者完成月末财务报表的速度提高了


38%


工作积极程度提高了


25%




某技术团队


项目
 　固定工作日


结果
 　与过去相比，参与者有高出


62%


的可能性，认可其团队尽一切可能提高工作效率；有高出


31%


的可能性，认可其团队成员在工作中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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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斯利珀洛是哈佛商学院松下幸之助（Konosuke Matsushita）领导力荣誉教授，以及《与智能手机共枕眠》（Sleeping with Your Smartphone）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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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Abroad in Search of Higher Productivity at Home


海外收购助推本土业务

劳伦斯凯普伦（Laurence Capron）

奥利维尔贝特兰德（Olivier Bertrand） | 文

万艳 | 译　刘铮筝 | 校　时青靖 | 编辑












与未进行过跨境收购的企业相比，

那些进行过收购的企业本土业务的

生产率平均提升


12
 %






你
 发现一家国外公司的商业模式很不错，或拥有你公司所欠缺的知识，于是开始考虑是否应把它收购。理论上，收购能让你的公司获得新的专业知识，有助于公司发展壮大，但也可能妨碍公司的本土运营，你会怎么做？

尽管缺乏证据，但当今领导者往往坚信，收购目标企业不会干扰到本土业务的运营。我们针对法国企业的调研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与没有进行过海外收购的企业相比，进行过收购的企业3年后本土业务的生产率大大提高；跨境收购比本土收购能让企业收获更多。

在对183宗跨境收购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当目标国或目标行业竞争越激烈，企业从中获得收益越大，因为被收购企业在运营或定位上的经验较为丰富。而当本土业务因收购而获得资金投入时，企业从中获得的收益最大。跨境和本土收购都能提高企业生产率。

举个例子，2004年法国食品巨头达能收购了美国有机酸奶行业领头羊Stonyfield公司，后者在有机产品营销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拥有专业技术。达能从中受益良多，比如利用Stonyfield的碳排放指标检测行业对环境的影响；认识到降低奶牛的甲烷排放能让奶牛更健康，并提高牛奶中omega-3脂肪酸的含量。收购后不久，达能便推出了自己的有机酸奶品牌Les 2 Vaches，如今这个品牌在法国有机酸奶市场的占有率约为20%。

此外，欧莱雅公司也在1998年和2000年分别收购了两家美国公司SoftSheen和Carson，并在投资1100万美元对非洲人的头发和皮肤进行研究后，获得“针对不同种族的头发护理”的专业知识。欧莱雅创建了SoftSheen-Carson Europe品牌，并在现有法国品牌旗下，生产适合不同种族的护发产品。如今欧莱雅产品在非洲市场的占有率相当高。

此前的研究显示，通过海外扩张业务，企业通常可以通过接触新的市场生态系统、研发能力、专业技能、组织流程和管理实践而掌握大量新知识。研究发现，企业也可以通过跨境收购获取这些新知识。

此前有研究表明，海外直接投资会降低本土投资，海外投资多1美元，本土投资相应就会少1美元。我们的研究则对这一研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论证：海外收购能提高收购方本土业务的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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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伦斯凯普伦是英士国际商学院战略学教授。奥利维尔贝特兰德是法国Skema商学院战略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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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董事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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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针对意大利数千所家族企业进行的调研发现，随着女性董事的增多，那些由女性担任CEO的企业会表现更好。女性董事能让女性CEO们感到工作更舒适，更易于合作和交换信息。这项调研由意大利博科尼大学的马里奥达尼埃莱阿莫雷（Mario Daniele Amore）和亚历山德罗米尼基利（Alessandro Minichilli）以及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奥尔索拉加罗法洛（Orsola Garofalo）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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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Non-Native Speakers Can Crack the Glass Ceiling


语言歧视怎么破？

劳拉黄（Laura Huang）　马西娅弗里德格（Marcia Frideger）　约内皮尔斯（Jone L. Pearce）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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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英语母语者可以通过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来降低他人偏见。











在
 美国，因出生地而歧视他人是违法行为。然而，对那些非英语母语者的高素质人才来说，无形障碍依然存在，当他们想要晋升高管职位时所面临的困难就是一例。另外，在创业阶段，非英语母语者获得风投的概率也低于英语母语者。我们进行的两项研究对此做出了解释：很多人认为与英语母语者相比，非母语者不太具备应对办公室政治的能力，因此缺乏作为成功领导者或支持者所需的影响力。

在第一项实验中，我们要求179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根据一些人的简历、照片、面试音频对他们的政治能力、交流技巧和协作能力给出评判，为一个中层管理岗位评估出候选人。这些人年龄相仿，仪态魅力相似，教育程度和工作背景相当。按照英语为母语这一标准，参与者被分为两组。排除种族因素（每组一半是白种人，一半是亚洲人），平均而言，候选人中英语母语者获得推荐的概率比非母语者高出16%。非母语者则会被认为语言表达不流利或意思表述不清。评估结果之所以差距极大，完全是因为他们严重怀疑非母语者的政治能力。

为了避免在大公司中遭遇此类歧视，许多技术移民人士选择创业。于是，我们在第二个实验中关注创业风投情况。非母语者在这方面能得到更多资金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选取了一个真实的科技创业大赛的视频，播放给MBA学生看，但并未告诉他们最终结果。参与者就明显的口音、政治能力、交流技巧以及协作能力，对创业者作出评估。那些说话带口音的创业者同样被视为欠缺政治技能。最终，那些英语母语者获得创业风投的平均概率相比高出23%。

有多种方法可以减少上述歧视。非英语母语者应设法提高自己的政治能力。人力资源专家应在经理人培训项目上提醒接受培训人员尽量避免语言偏见。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对于政治手段这种无形技能的评估往往源自于瞬间的判断。




我是我们团队的忠实支持者。

我一贯会倾听客户需求。

我会马不停蹄地利用资源将想法应用于市场。





随着国际化人才日益增多，高层职位应聘者中将出现越来越多非英语母语人士。人力资源部门和创业投资者要想引进最优秀的高管人才、做出最明智的投资决策，就必须意识到并设法避免因口音问题而可能产生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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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拉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助理教授。马西娅弗里德格是圣名大学副教授。约内皮尔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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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高目标通常能提升个人表现，但也易于助长不道德行为。一项研究发现，与其他参与者相比，分到最难数学题的参与者，倾向于作弊的几率高达84%
 。他们表示，高难度任务耗尽了用于自律的精力。管理者应意识到，不断设定高难度目标会给组织带来负面效果。这项研究由华盛顿大学的戴维韦尔士（David T. Welsh）、亚利桑那大学的莉萨奥多涅斯（Lisa D. Ordóñez）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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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Early Beats Being Better


做得好不如来得早

亨里奇格雷夫（Henrich Greve）　马克－戴维塞德尔（ Marc-David Seidel） | 文

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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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亨里奇格雷夫与马克－戴维塞德尔研究了先发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在技术采纳过程中的作用。他们追踪了两种宽体喷气式客机的历史销售情况，型号分别是麦道DC-10与洛克希德L-1011三星客机。

研究者发现，尽管L-1011技术更胜一筹，提前一年进入市场的DC-10却因时机优势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虽然DC-10的设计缺陷曾导致多起事故，但它仍能重振旗鼓，持续畅销。








挑战：
 先发优势能够弥补产品漏洞吗？

格雷夫和塞德尔教授，捍卫你们的研究吧！





要想拔得头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麦道DC-10先于洛克希德L-1011一年面市，即使发生过两起飞行事故，也无法抹杀麦道的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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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夫和塞德尔：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两款为满足新兴的长途飞行市场所研发的飞机，两款产品刚上市时在外界看来几乎没有差异，可互相替换。DC-10于1971年上市，虽然比L-1011早了一年，却暴露出致命的设计缺陷。比如，在一次飞行过程中，DC-10的货舱门从机身脱落。但是，在DC-10的20年生产过程中，它的销量是L-1011的一倍。我们的研究显示，由于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偶发事件，质量稍逊一筹的DC-10产品战胜了质量更好的产品。事实上，设计缺陷所导致的飞行事故的确会带来负面影响，但不至于改变最终的结果。




HBR：
 什么是“偶发事件”？可不可以详细讲讲。

这些事件在采纳新技术的争先战中，给予其中一方领先优势。在我们的例子中，L-1011的发动机生产商劳斯莱斯由于进入破产管理阶段，导致飞机交付的延迟。这一年的延迟期使DC-10获得了竞争优势。




HBR：
 有没有其他例子证明，由于先发制人，低级技术得以逆袭？

在消费品领域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QWERTY键盘，即电脑标准键盘。QWERTY键盘刚开始是为打字机设计的，它的字母顺序并不遵从人们熟悉的顺序，这种设计的意图是让打字员放慢速度，防止打字机卡纸。但是因为先发制人的优势，这种意在降低效率的设计变得比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键盘更为流行。

还有汽车发动机的例子。在该产业初期，工程师一致认为蒸气发动机比燃气发动机效率更高。但是，在当时受人关注的赛车比赛中，由于蒸气发动机产生的动力过于强大致使汽车在赛程中不幸散架。这些初期偶发事件最终把燃气发动机推向市场主导地位，其动力没有那么强劲，也就不容易损坏车子。

让我们感到格外有趣的发现是，人们存在一个普遍共识，即低质消费产品之所以能够打败较高质量的产品，是因为消费者容易相互效仿。但是对公司来说，如果一家公司采用了某种技术，其他公司会刻意避免采用同种技术。然而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公司常常效仿其他公司的技术。




HBR：
 公司不是应该比普通消费者更理智吗？

许多经济学家都以为，公司在采用某种技术前会认真权衡其优势和劣势。但事实上，由于信息有限，人们很难确切估算某种技术带来的价值。因此，公司需要通过观察竞争者的市场表现来寻找线索。

如果某个竞争者采纳了一门新技术，公司就能肯定这项技术的价值。先采用技术者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使低质产品赢得竞争优势。此外我们还观察了公司弃用飞机后产生的效果。弃用行为使产品价值受损，令后采用技术者更难成功。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组织层面上的同侪压力。




HBR：
 这种连锁反应或许是偶然结果，但这也可能是战略决策，不是吗？

没错。早期事件的发生非常关键。率先占领市场这种先发优势的效用会随着时间而放大。




HBR：
 你的研究关注了商用喷气式客机。其中的教训是否适用于其他产业？

在B2B行业中，客户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不择手段，因此很难知悉他们对产品的满意度。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行业中的经验教训很容易被推广至其他行业。尽管我们研究了特定的两款飞机，但是我们猜想，跟风采纳类似技术的这个原理并不局限于一个行业。但凡是在客户根据竞争者的做法做决策的产业中，这一理论都适用。




HBR：
 公司能从这一研究中收获什么？

公司需要仔细观察产品推出一年到两年后的动向。在相互竞争的产品之间，起跑阶段非常重要，率先采用新技术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外，在产品推出初期，大肆宣传也非常关键。产品越受瞩目，它就越有可能影响其他竞争者跟风。效仿行为能扩大先行采用者的影响力，真正的对决这才开始。




HBR：
 也就是说，在一场“双人”赛跑中，你宁可率先推出一个差劲的产品，也不愿花更长时间推出一个更好的？

你的目标应该是尽快推出客户会买账的产品。如果早期客户弃用你的产品，那么你的先发优势会完全被抹杀。但是如果早期客户接受你的产品，其他客户接受这项技术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种现象决定了谁是赢家，而非产品的技术特征。



[image: ]
 亨里奇格雷夫是英士国际商学院创业学教授，马克－戴维塞德尔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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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the First Charts, in Three Charts


数据可视化起源

腾跃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很
 久以前，世上既没有线状图也没有柱状图。1786年，苏格兰工程师、经济学家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出版了《商业与政治图解集》（The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Atlas），共计44个图表，记录了1700－1782年期间英国贸易和债务，展示出这段时期的商业事件。这些图表是对当时通行表格的重大改进。

普莱费尔表示，他希望用简单易行的方式准确传达信息。“身居高位者或业务繁忙的商人只能关注那些大致概况，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些图表就能获得想要信息，无需大费周章去研究具体细节。”

普莱费尔对现代数据可视化发展的贡献不可估量，但他并未从中获多少利。在与英格兰和法国进行贸易（有时也涉及一些可疑操作）多年后，他在1823年于贫困中死去。在普莱费尔有生之年，他的创造并未引起世人关注。



贸易与独立战争

著名信息设计专家爱德华塔夫特（Edward Tufte）表示：“普莱费尔更喜欢采用下方图表样式，因为可以对数据走势有一个比较视角。”下方图表数据清晰地显示了1772年前后贸易状况出现的重大转折。普莱费尔认为：“如果美国沉入大西洋，英国遭受的损失将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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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放大图片





1700－1750年


普莱费尔写道，“在最初的50年里，我们注意到这个新兴国家经济简单有规律的增长，从贫穷步入富有。”


1750－1770年


“在随后的20年，”他继续说，“我们吃惊地发现英国在疯狂向北美倾销其商品。”


1770－1780年


“从最后10年数据可以看出，这种不道德的贸易方式迟早会引发灾难。”天呀。





柱状图过时了

普莱费尔首先发起的柱状图，一问世就遭到抨击，它仅在《商业与政治图解集》上出现过一次。普莱费尔为柱状图表现力不足感到惋惜，认为其“功能性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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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放大图片





饼状图更易对比出不同

1801年，普莱费尔开创出一种全新的数据可视化图形——饼状图。塔夫特表示：“饼状图天生适用于数据对比。下方图表特征非常明显：区分出多元数据，面积大小表示数量而且是第一个饼状图。普莱费尔非常青睐这种图表，因为它能让人们一眼就看出数据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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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放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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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贝克图书馆提供。威廉普莱费尔资料仅是克雷斯商业和经济收藏品（the Kress Collection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的一部分，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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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on a Hardware Store Education


五金店里学管理

爱德华E纳斯鲍姆（Edward E. Nusbaum） | 文

李茂 | 译　万艳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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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们需要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领导。像建筑师那样，设定愿景；像工程师那样，确保各项事情高效运转。






审
 计人员就像建筑质检员一样：检查公司的结构和系统，验证它的可信度，让投资人放心地把钱投到公司。我从小就在父亲开在克利夫兰的五金店里帮忙，这一经历让我有幸看到审计的另一面：帮助别人实现梦想。

在克利夫兰，邻里间关系很密切，彼此间交流比较多，在这里做生意要深谙五金业务。顾客常常来寻求建议，如果我们弄错了某种工具的用途，会给他们带来不小的麻烦。情况最难办的是，当我们知悉某些人的工程计划，发现他使用的工具不对，而他又苦于要赶工程，听不进任何建议时。因此，服务好顾客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推动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维持一种积极的客户关系。

在看到很多人事后都会来感谢父亲后，我也由衷地想为客户提供更适合他们的“正确工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也由此成为，美国第一家在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之前，就支持它里面很多提案的会计师事务所。我们还坚持股票期权应该费用化，作为成本出现在损益表上，为此我甚至去国会山说服国会议员。近期，我们支持了扩大审计报告以满足投资者需求的提议，还有欧盟委员会为提高审计质量、独立性、客观性和竞争性所做出的努力。我们非常赞成印度的《新公司法》，因为它可以显著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并确保审计监督的独立性。这些立场与我们很多客户的立场背道而驰，但我们相信它们是帮助客户实现业务发展的正确工具。

助人一臂是我对自己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定位。2001年，我成为事务所美国区的CEO，在此前的3年里，事务所已经换了三任CEO，连续3年增长落后于竞争对手。我把早年在父亲五金店打工学到的经验用到了事务所管理上，最终解决了当时的问题。在此后的8年里，公司收入增长了两倍，利润稳步增长，同时，我们的声誉扬名美国市场，跻身一流专业会计师事务所行业。4年前，当我被任命为事务所全球CEO时，全球经济处于负增长。我知道我有责任把在五金店里学到的经验分享给我的同事们，截至2012年，我们的增长超过了竞争对手。

CEO们需要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领导。像建筑师那样，设定愿景；像工程师那样，确保各项事情高效运转。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意识到员工建立伟大事业的愿望，并助他们一臂之力。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拥有3.8万多名员工，遍布120个国家。即便规模如此之大，我还是会常常回到父亲的五金店寻找处理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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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E纳斯鲍姆是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全球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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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ing It All on The Field


实战练就领导力

杰夫乔丹（Jeff Jordan） | 文

万艳 | 译　熊静如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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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泰格伍兹这样的世界级体育选手都需要高水准的教练，管理者何以能单打独斗？






很
 多人发现，经营一家快速成长的技术型初创企业非常有挑战性。没错，但最难的并非改进技术和商业模式，而是提高领导者自身能力。

1999年，我加入eBay时在公司运营方面已具备一定经验。我在多家公司职能部门担任过要职，比如曾任迪士尼官方商店的CFO，并在Reel.com公司（一家售卖DVD的网站，如今已经停用）做过6个月的CEO。我不确定这些经验是否作数，毕竟很难说在一家企业为了卖掉价值4000万美元的DVD而耗费4000万做营销是成功的经验。

但时任eBay CEO的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愿意给我一次机会。我意识到，相比Reel.com，eBay是更好的选择。于是我去了这家公司，负责管理一个初设“服务”部门，手下只有2名部属，其中一人不久后就辞职了。但我当时的希望是eBay的业绩增长，能给我提供更大的机会，事实也确实如此。

当时eBay正处于高速成长期。2000年，梅格将公司一分为二，我主管北美地区业务。2005年，我负责被eBay收购没几年的PayPal业务。加入eBay7年后，我管理的员工从最开始的1名，变成现在的5000多人。

这一转变给我最深的体会是：管理者需要快速掌握全新技能，才能与公司共同成长。打个比方：起初我是一名球员，很快变成教练，然后是球队经理，最终成为联盟理事。

然而，在学习过程中，犯错是难免的。随着手下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错误会被更多的人看到。这增加了学习新技能的难度。最好的应对方法是：将下属的监督视为财富，尽可能汲取知识，接受360评估，从同级和下属那里获取经验，寻求导师的帮助，聘请教练帮你解决问题并提高相关能力。聘请教练这个办法是朋友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教我的。在他看来，连泰格伍兹这样的世界级体育选手都需要高水准的教练，管理者何以能单打独斗？

要想成为伟大的领导者，管理者要具备强大的自省能力，知道他人对你的看法以及他人与你打交道时的感觉。这是一个需要精心观察的过程。我发现，具备以下几点更易于成功：求知若渴、不断改进、虚怀若谷、展现优势、坦承缺点，并随时准备取长补短。

尽管成为管理者会有成就感，但我却觉得做一名团队成员要有趣得多。这一点让我的学习进程颇为艰难。记得在eBay工作后期，我曾对Sun公司的创始人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说，随着公司达到一定规模，我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但乐趣却越来越少。麦克尼利则回答说：“傻瓜，难道你没发现，你的工作就职责就是处理这些烂事，以便让公司其他人能做得更高效、更开心？”



[image: ]
 杰夫乔丹是安卓森-霍罗威茨公司合伙人，曾担任OpenTable公司总裁兼CEO、PayPal公司总裁，以及eBay公司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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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滑行”

詹姆斯艾伦（James Allen）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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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阵子在上海，我有幸与贝恩公司的另一位全球合伙人布鲁诺兰纳先生一同驱车出席会议。兰纳先生是个在中国生活了快10年的法国人。就在我们穿梭于车水马龙之际，兰纳先生和我分享了他对中国式开车的看法：“刚开始在中国开车，我经常摸不着头脑，西方世界的交通规则在这儿好像失效了。后来我才慢慢适应过来，发现大多数司机遵循的是一套中国式‘滑行’规则。在他们的思维里，后方车辆要让着前方车辆，随机应变是后方车辆的责任。就算是转弯到主干道，前方车辆也不会往左边瞧一眼，它默认后方车辆会自动减速。”

我仔细斟酌了兰纳先生的说法，联想到许多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无法施展拳脚，或许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在西方企业一板一眼遵守规则开展业务的时候，它们的中国对手却在高速滑行，主要表现在以下4方面：


1．
 多数西方企业都习惯把其他西方企业视为眼中钉，而实际上真正对它们构成威胁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国企业。早前我出席的几次国际会议中，西方企业高管不约而同地表示急需将目标从传统西方竞争对手转向高速发展的中国企业。


2．
 当西方企业还在争夺眼前利益的时候，它们真正的竞争对手早就开始为未来布局。在许多西方企业的概念里，中国是典型的“回本溯源”市场，它们相信中国市场会先经历一段类似西方世界的发展期，然后在此基础上改革创新。然而，互联网在中国的命运告诉我们，中国市场拥有“变化视盲（change blindness）”的特性，未来的篇章在中国市场已然开启，这和我接触到的新兴市场100强（即DM100，贝恩公司发起的一个非正式团体，由100位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企业领导者组成——编者注
 ）成员的观察不谋而合。

中国企业充分了解这个事实，而西方企业则必须转变心态：如果它们的中国业务部门可以学以致用，将很有可能改变整个企业生态。这些业务部门正从全世界发展最迅猛的市场汲取经验。未来，它们将成为新型管理理念的主要输出者。


3．
 尽管许多西方企业不愿承认，但是它们在中国市场实施的其实是集团战略而非本土战略。它们辩称在中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优先战略，可是和本土团队交流一番过后，你会惊奇地发现，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应付集团的规章流程，而不是和竞争对手一决高下。去年，我对18位西方企业的老总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调查，就集团的规章流程到底是“价值创造者”还是“价值毁灭者”的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结果，17位企业老总都坦言说是后者。


4．
 毋庸置疑，西方企业是全世界的商业霸主。不过，在如今风云变幻的商业环境里，只有敢于打破常规者才能生存下去。要想在中国市场拔得头筹，企业必须快速反应，顺势而变。中国企业后来居上的原因正在于此。而西方企业存在的问题，就是它们在中国市场依旧以强者自居，任何决定都要层层上报至区域及全球总部。决策过程缺乏效率，导致行动迟缓。如果说这种做法在西方市场只是让它们磕磕碰碰，那在中国市场就是致命伤。

结合上述发现，我的建议是：西方企业若真想在中国市场收获成功，就必须摒弃西方世界的传统做法，另辟蹊径并入乡随俗，开始它们的中国式“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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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艾伦是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畅销书作家，贝恩全球战略业务联席主席。





大思路 The Big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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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21世纪英才新标准

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

（Claudio Fernández-Aráoz） | 文

刘铮筝 | 译　李钊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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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聘人才时，组织一直强调能力，但在风云变幻的今天，这种选拔标准不再适用。组织应以候选人的潜力为重，潜力是具有成长为复合型人才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它比智力、经验和能力都重要。管理者必须以五大关键指标衡量候选人是否具有潜力：正确动机、好奇心、洞见、参与和决心。






核心观点


难题所在
 　过去几十年间，在聘用和培养人才上，组织一直强调“能力”。工作被分解成不同的技能，符合这些技能要求的候选人会被聘用。但21世纪商业环境变化多端且极其复杂，精英人才市场紧缩，以致基于“能力”的选拔模式不再适用。








解决方案
 　如今负责招聘和晋升的决策者应该以潜力为重，寻找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复合型人才。








使用工具
 　管理者必须以五大关键指标评估现任和未来员工：正确动机、好奇心、洞见、参与和决心。管理者还应该用更好办法防止员工流失，交给他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进一步磨砺精英人才。






数
 年前，某电子产品零售业的家族企业为规范管理和扩展业务需要招聘一位CEO，我受邀参与猎头工作。

我与即将离职的CEO以及董事会共同确定岗位描述，然后开始搜寻和评估候选人。最后找到的候选人符合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毕业于顶级院校，有业内几家顶尖公司的工作经历，担任过一家有国际声望大公司的区域经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制定的每一项“能力”得分上，他都达标。但事实证明上述这一切都无效，他无法适应当时技术、竞争和法规方面出现的巨变。任期内表现平平，这家公司不得不在3年后劝退他。

上面故事和我刚从事猎头工作时的一段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我要为Quinsa公司旗下一家小啤酒厂寻找一位项目经理。彼时我没听说过“能力”的说法，刚入行我也没有研究团队支持，互联网也尚未兴起。Quinsa是该地区饮品业惟一成气候的公司，独占拉丁美洲最南端的啤酒市场。因此我无法在业内找到符合该职位条件的人选。最终，我联系到了一位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佩德罗阿尔戈特（Pedro Algorta）。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戈特是骇人听闻的1972年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之一，这次空难被多部著述记载，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天劫余生》（Alive）。阿尔戈特的传奇经历无疑让他成了“有趣”人选，但他没有营销或销售方面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然而直觉告诉我，他能成，最终Quinsa公司同意聘用他。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选择。阿尔戈特很快晋升为科连特斯（Corrientes）啤酒厂总经理，后又被任命为Quinsa旗舰品牌Quilmes的CEO。他带领着当时被视为拉美最佳高管团队，将Quinsa从家族企业转变为备受尊敬的集团公司。

为什么电子产品销售公司的CEO人选看似合适，却在实战中败北？为什么阿尔戈特这样显然不符合招聘条件的人却获得了巨大成功？原因在于潜力，即具有成长为复合型人才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阿尔戈特有潜力，而电子公司那位CEO没有。

30年来，我一直评估和跟踪高管业绩。基于实战经验和深入研究，我确认：潜力是能够预测各级职位人选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论初级、C级管理者还是董事会成员都是如此。我已经掌握如何判断候选者是否具有潜力的方法，以及如何帮助公司开发和利用这样人才，并将在本文中分享这些经验。当下商海变幻莫测，国际市场对精英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企业及其领导者必须进入识别人才的全新时代。我们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已由体力、智力、经验和能力，转变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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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人才时代

数千年来，我们对人才识别还没有彻底走出初级时代，选拔工作人选的标准多与体能相关。建造金字塔、挖运河、打仗、种地时代，我们都选择身体最健壮的人。尽管时过境迁，这些标准和工作要求关联度越来越低，但潜意识里我们依旧“按方抓药”。《财富》500强CEO们平均比美国人高2.5英寸，军事领袖和国家元首的数据也类似。

我本人出生于人才识别的第二个时代——智力、经验和业绩成为标准。在20世纪，智商即语言、分析、数学和逻辑能力，理所当然成了关键要素，尤其在招聘白领时更是如此。教育背景和考试成绩成了衡量智商的重要方法。工作标准化和专业化程度越高，不同公司和行业中的多数职位要求越趋同，很多工作的评估者越来越透明和可靠，以至于过往业绩变成重要指标。如果你寻找的是工程师、会计师、律师、设计师或CEO，那可在业内物色、面试、聘用最聪明、最有经验的候选人。

20世纪80年代，人才识别的第三个时代刚开始，我进入了猎头行业。这一时代的新标准，今天依旧盛行——“能力”。戴维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在1973年发表了《考察胜任能力而非智力》（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一文，他认为应该用素质和技能来评价求职者，尤其是管理者，用这些标准来预测他们未来的表现。这一思考方式符合当时情况，因为技术革命和产业融合让职位描述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过往经验和业绩与新职位的相关度降低。因此，我们将一份工作分解为不同能力，从而找到符合能力组合的正确候选人。在聘任领导者时，情商也成为比智商更重要的标准。

如今，我们刚进入识别人才的第四个时代，潜力成为重中之重。如今的商业环境酷似战场——VUCA（复杂、多变、模糊且充满不确定性），以能力来评估和任免人才显然已经不够。同一个人，目前成功担任某一职务，并不意味着他在新职务上也能成功，因为竞争环境、公司战略、合作对象和团队成员都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问题不是你公司的员工和领导是否具备正确能力，而是他们是否具有学习新能力的潜力。




顶级人才潜力

聚焦潜力能够改善组织任何层级的人才招聘，尤其是顶级人才招聘。和选择年轻经理时的情形相反，聘任CEO或董事会成员时，你经常会发现若干位候选人都具有合适的资历、经验和能力。正因如此，准确评估他们的动机、好奇心、洞见、参与和决心变得格外重要。

对CEO而言，一定要提前选拔继任者。理想状态下，新领导者入职后即可开展这项工作，但不要晚于现任即将离职前的3到4年。即使任期较长，亿康先达也会帮助公司从最高层之下的2到4层中，寻觅、评估潜力人才，设法留住那些潜力人才，将其发展为角逐顶尖职位的候选人。

我认识一位杰出的公司总监，她两度解聘有能力的公司高管，仅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该职位需要的足够潜力，而她希望将这些关键职务留给那些具备相应潜力的人。任命董事会成员也遵循同样的规则。我们公司的英国办公室最近帮助零售集团John Lewis Partnership评估两个非高层管理职位的一组候选人，使用了所有潜力指标，尤其是好奇心这项。毕竟，如果公司领导没有学习、成长和适应新环境的潜力，又怎会吸引到有前途的员工和有潜力的经理呢？





精英人才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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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鉴别潜力要比能力困难得多，但并非无法实现，我在后文详述如何去做。此外，对招聘者而言，组织需要在史上最困难人力资源市场搜寻潜力人才。最近欧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掩盖了以下重要警讯：全球化、人口结构和上升通道的种种问题都会让未来几年高管人才越发紧俏。

2006年，我与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里亚（Nitin Nohria）、亿康先达的同事一起研究“潜力”课题。我们收集了详细数据，采访了47家公司的CEO。这些公司市场资本总值达2万亿美元，收入超过1万亿美元，员工总数超过300万人。它们代表各大主要行业和地域，均为业内成功名企，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颇有经验。我们当时给它们的结论是，公司都将面临大规模人才荒。8年过去了，人才荒并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让我们详细分析上面提到的三个因素。全球化迫使公司走出本土市场，到海外寻找能助其适应全球化的人才。2006年时，我们的研究预计，到2012年大型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收入将提高88%。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机构最近的预测显示，从现在起到2016年，全球约70%的增长将来自新兴市场。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公司也加入世界范围内激烈的人才和顾客争夺战。例如，中国现在跻身《财富》500强的公司已从2003年的11家升至2013年的95家，其中跨国业务的增长占据了相当份额。华为公司有15万多名员工，其中很大比例在德国、瑞典、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印度的研发中心工作。另外还有很多与华为类似的印度和巴西公司例子。

人口结构对人才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高管成长黄金期是35岁到44岁，然而这一年龄段候选人才正在锐减。根据我们在2006年的研究推算，年轻领导的人口总数将减少30%，再考虑到业务扩张需要更多高管，这将导致可供选择的黄金年龄高管候选人数将减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0年前这一人口变化主要发生在欧美，但到2020年，俄罗斯、加拿大、韩国、中国等国家的退休年龄人口数量会超过当年毕业参加工作的人数。

第三个因素产生的影响与前两者同等重要，却很少人知晓：公司并未给未来领导者提供上升通道。普华永道2014年的报告显示，68位CEO中的63%表示，他们非常担心各级别员工是否能获得未来所需的相应技能。

波士顿咨询公司引述的分析报告显示，56%的管理者认为，候选人现有的能力和未来担任高管职务所需技能之间存在极大差异。哈佛商学院教授鲍里斯格鲁斯伯格（Boris Groysberg）在他2013年对高管预备项目参与者的调研中发现了同样问题：满分为5的条件下，受访者给其公司的上升通道打分平均为3.2；相比之下，他们给现任CEO打4分，给现任高管团队打3.8分。调查中的其他一些反馈也同样令人忧心：没有任何一项人才管理实践得分超过3.3，岗位轮换等关键的员工培训项目仅得2.6分，换言之，很少有高管认可公司在识别和发展合格领导者方面所做的工作。

最近我同事在高管论坛上进行的访问进一步证实上述观点：参与访谈的823名领导者中，只有22%的人看好他们公司上升通道；仅有19%的人认为，很容易就能吸引到最杰出人才。

我发现很多公司（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有半数高管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但其中一半还没有找到继任者或有能力继任的人选。正如格鲁斯伯格所言：“如今的公司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未来5到10年，等到他们退休或离职时，要从哪里寻找下一代领导者？”

全球化、人口结构和上升通道这三者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未来10年极大的人才需求缺口。人才争夺战不可避免，这是大多数组织面临的极为棘手的挑战。但那些知道应如何识别潜力人才、有效留住人才和开展培训项目进一步提高人才水平的组织，则可化挑战为绝佳机遇。



优化聘用流程

第一步，选对人。正如亚马逊CEO贝索斯在1998年所说：“制定人才聘用高标准，现在是、将来也是公司成功最关键的要素。”那么在评估求职者和员工时，如何衡量其潜力呢？

作为发展和晋升有为管理者的“绿色通道”，很多公司都有比较成熟的“潜力培养”项目。但其中大多数只能叫做“以前优秀”项目，参加者多因业绩好而被认定为未来表现佳。但在VUCA情况下，这种预测并不可靠。在我主导的高管项目中，80%的参加者说他们公司已经弃用经验主义的数据模型。我承认，评估潜能比评估智商、业绩表现和各类能力都困难，但并非无法实现。经过20多年完善，亿康先达开发的模型，准确率至少可以达到85%。

我们发现衡量潜力的第一个指标是正确的动机，以强烈责任感和极高投入度去追寻一个大公无私的目标。高潜力者不仅有上进心，希望个人能有所建树，也心存高远集体目标，他们往往十分谦逊，努力做到更好。我们把动机放到首位，因为动机不容易改变，而且通常是潜意识的流露——这是一种品质。如果某人动机总是出于一己之利，他根本不会改。

根据研究，我们还判断出有潜力候选人具备的四种特质：


好奇心：
 渴望获得新体验、新知识以及别人反馈，以开放心态学习和改进。


洞见：
 收集并准确理解新信息的能力。


参与：
 善于运用感情和逻辑进行沟通，能够说服他人并与他人建立联系。


决心：
 面临挑战或在逆境中受挫时，依旧能为目标不懈努力。

回到文章开头的例子，我之所以认为阿尔戈特能在Quinsa成功，并非因为他具备了什么特殊的技能或能力，而是因为安第斯空难的严酷考验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具备以上特质。他曾展现出无私动机，在幸存者中扮演至关重要但又谦逊的角色，为走出雪山探路的人提供给养：融化雪水给同伴止渴，从死去的乘客身上切下肉片，晾干后给同伴充饥。阿尔戈特没有被绝望击垮，对周遭环境始终保持好奇，冰上的融水引起了他的注意——水向东流。就是因为观察到这一点，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濒死的飞机驾驶员误报了坠机地点。飞机坠落在安第斯山脉阿根廷一侧，而非智利一侧。等待救援的72天充分证明了他的积极参与和顽强决心。他不离不弃地陪伴濒死的难友阿图罗诺盖拉（Arturo Nogueira），设法转移这位年轻人因腿部多处骨折带来的剧痛。他鼓励幸存同伴，不要放弃，说服他们达成“互助协议”，如果有人死亡，幸存的人可以靠吃掉死者的遗体而活命。

尽管阿尔戈特的CEO职责和他被困雪山的经历丝毫没有相似之处，但这些特质对他在Quinsa的职业生涯有极大帮助。在10年任期将尽，出于战略需要，他建议公司放弃他负责的农业综合企业，让大家用投票的方式让自己出局——这应该是他大公无私动机的最佳体现。他也是一名好奇心很强的高管，亲自走访顾客、客户，了解各个级别的员工，获得常常被忽视的意见。因此，他支持并采纳了很多革命性的营销提案，让Quilmes的销量提高了7倍，创下了历史性的盈利纪录。他独具慧眼，Quilmes和雀巢的继任CEO都是他选拔的人才。此外他也有独到的战略决策，例如他大胆出售所有非核心资产，使公司能够扩大区域性的啤酒业务。他的参与改变了Quilmes低效甚至有害无益的企业文化；他开创了管理者和下属一起开会的先例，后来公司上上下下纷纷效仿。最后一点，阿尔戈特在Quinsa也展示出惊人的决心。当时他受命创办一个新酒厂，刚接手就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但他没有放弃，而是竭力融资。几个月后，阿根廷因货币贬值和严重通胀发生动荡，他依然挺了过来，最终工厂在15个月内建成并开始运营。

那么如何一眼辨别出应聘者或员工的潜力？像我了解阿尔戈特一样，详细梳理其生活和职业经历。通过深入的谈话，讨论其职业经历，做详尽的背景调查，挖掘出候选人的很多故事，进而判断其是否具有或缺乏这些特质。比如，不能直接问“你有好奇心吗？”而应该寻找种种迹象，判断他是否愿意自我提高、喜欢学习，以及能否在失败中吸取教训。



比较恰当的提问方式：

 如果有人顶撞你，你会作何反应？

 如何让团队中其他成员发表意见？

 如何拓展思维、增加经验和进行个人发展？

 如何建立学习型组织？

 如何了解未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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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题时，应要求对方回答具体事例，深入了解动机、洞见、参与和决心。还要与了解他的经理、同事和直接领导详谈。

领导者必须在组织上下推广这些访谈技巧。研究者发现，优秀访谈者评估的准确度和候选人最终表现好坏正相关。然而，与其参考某些糟糕访谈者的建议，还不如抛硬币。总之，很少有管理者从商学院或雇主那里学到评估技巧。在对高管人才管理项目的调研中，我发现，只有30%的人认为，其公司提供了足够培训。多数组织里似乎都有好坏不分的招聘专员。

相比之下，重视招聘过程准确度的企业能大幅提高成功选拔人才的概率。例如，亚马逊拥有数百名兢兢业业的内部招聘专员，开设有效评估培训项目，甚至有一批经过认证的“高标准”专员。他们在某一部门工作，同时也评估和否决其他领域的候选人。

淡水河谷（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即Vale集团与亿康先达合作，在2001年到2011年CEO罗杰阿格纳利（Roger Agnelli）任期内，采取了类似策略。在他监督下，每一位高管的人事任命，均需对公司内外候选者进行客观、独立且专业的评估。鼓励管理者优先考虑有积极的动机、好奇心强、有洞见、参与度高且有决心的候选人，即使他们可能缺乏经验或缺少某方面的能力。阿格纳利说：“我们绝不会选择那些对我们长期战略和目标没有热情和责任感的人。”按上述标准，他们在全球聘用和晋升了约250名高管，这一策略收效甚佳。Vale成为国际矿业公司，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超越同行。



防止员工流失

一旦从外部招聘到或在内部发现真正有潜力的人才，下一步就是留住他们。毕竟竞争对手也在争夺市场上的人才，很有可能挖走你的人。阿格纳利表示，他在Vale任内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不是公司的高收入、高盈利或股价上涨，而是公司内部提拔的管理者素质不断提高。“在5、6年之后，公司所有管理者都是从内部提拔。”他说，成立优秀团队和留住团队成员，是任何领导者或组织获得成功的关键。

2011年巴西政府使用其在Vale的61%控股迫使阿格纳利离职，执委会8名成员中的7名也在一年内自动解职，公司市值很快折半。虽然这一决定与巴西以及国际股票市场看衰大宗商品股有关，但Vale的直接竞争对手力拓（Rio Tinto）和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同期市值并不像Vale缩水如此严重，显然这和投资者对流失核心团队的公司失去信心不无关系。

那么该如何向阿格纳利治下的Vale集团学习，并避免公司后来的惨剧呢？正如丹尼尔平克（Daniel H. Pink）在他的《动力》（Drive
 ）一书中所述，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型员工的源动力有三：自主权——掌控自我人生之自由；一技之长——在专业上追求卓越；目标——渴望为自我之外更大的事业服务。

当然，经济回报也很重要。所有员工，特别是高潜力员工，都期望回报与努力、贡献成正比，以便和从事类似工作的其他人区分开。然而，就我的经验而言，尽管不公平的薪酬制度会打击工作积极性，但超过一定程度之后，薪酬的重要性比大多数人想象得小。我追访过一些通过本公司找到工作的求职者，他们在新岗位干得不错，但3年内便离职了。我发现，85%的人离职后都找到了职位更高工作，只有4%的人表示，更高薪水是他们离职的主要原因。更普遍的原因是与上司不和、获得支持不足以及缺乏成长机会。

组织需要提供公道的薪资，最好能比平均水平高些，但也要在四个方面赋予自主权：任务（要做的事）、时间（何时做事）、团队（和谁一起做事），以及技术（如何做事）。组织设立有难度但依旧可以完成的挑战，减少分心的杂务，能让有潜力员工在专业上有所建树。贝索斯、阿格纳利等领导者的成功之道还在于为有潜力员工组建优秀的团队，让他们参与到组织和社会性的更大目标之中。可惜阿格纳利离开后，Vale集团对留下领导者的激励大不如前，因此很多人选择了离开。



横向拓展

将潜力人才简单粗暴地推上更高的职位，无法让他们成才。

最后你的任务是，为潜力人才提供发展机会，让他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发挥潜能。澳新银行（ANZ）的分行遍及33个国家和地区，约翰森哈维（Jonathan Harvey）是澳新银行的人力资源高管，他说：“在给未来领导者部署任务时，我们都让他们经历下一个角色的极限挑战，因为当他们面对困难承受达到极限之时，也正是学习和进步最快的时候。我们不强求他们超越极限，但我们需要全面发展、价值导向和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者，适当激发潜能的拓展任务能帮助他们达到更高目标。”

我总以日本为例来说明不努力栽培潜力人才的后果。2008年我和亿康先达东京办公室的Kentaro Aramaki一起评估日本高管的潜力和能力，即对比上述指标，客观测评哪些高管能担负更重大的责任（见后文《你还应该注意哪些特质》

 ）。我们将日本高管得分和全世界数据库中的平均分进行比较，结果令人费解。日本高管的潜力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能力却低于平均水平，好比选出的好苗最后没有成材。日本的人才培养流程出了问题，至今问题依在。尽管日本的教育机构和文化中强烈的职业伦理观让管理者起点很高，但会在成长时遭受重重障碍。长期以来日本领导者晋升通道十分单一，只能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一部门，恭恭敬敬地熬到自己是整个部门最资深的员工之后，才能升职。

最近东京一家跨国集团企业请我们为几十位高管做测评，他们都是50多岁。这家公司涉足很多行业和地区，本应是培养高管的练兵场。然而，参加测评的高管中只有一位管理过一条以上的业务线。所有测评者驻外的工作时间平均只有一年，而且英语水平有限。因此，没有继任CEO的合适人选。所有测评者工作的起点都很高，他们都是工程师，分别在研发、产品战略或营销部门待了20多年，他们的潜力都被浪费了。

将潜力人才简单粗暴地推上更高的职位，让他们控制更大笔的预算和管理更大的团队，这样的直线上升确实能有助其发展，但无法加速他们成才；横向轮岗，多元化、复杂、具有挑战性的职位才能让他们迅速成长。最近我们让全球823位高管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的潜力，71%的人给出的答案即激发潜能的拓展任务。另外，49%的人提到了轮岗和个人导师，这个因素位居第二。

那么如何确保组织员工的拓展任务和岗位轮换工作符合他们需求呢？再看澳新银行的例子，2007年到2010年间，该公司将业务扩展到亚洲，进行了大规模招聘，因此决定改善其领导培养流程。流程改革的重点是公司的关键业务领域，包括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需要系列稀缺能力、会因员工表现不同结果迥异的领域，以及如果一旦职位空缺就会危害到公司业务为继和发展势头的领域。

澳新银行评估了所有管理者的潜力，然后将得分最高的人分配到上述关键业务领域中。其他人才培养倡议包括“多面手银行家项目”，每年给10到15名参与者提供批发、商业和零售银行、风险管理以及运营部门岗位轮换两年的机会，以积累广博的行业和企业知识。岗位轮换后参与者被分配到固定岗位，专注于积累地域、文化、产品以及面向客户的经验，例如内部审计岗位就是必修课，确保他们了解银行控制体系。该项目有效期长达15年，最终目标是培养出区域CEO。

这一项目已初见成效。3年前澳新银行70%的高层都来自外部招聘，现在这一数字降至20%以下。内部调查显示，员工参与度从64%提高到72%，而且衡量员工对顾客服务和产品质量责任感的“同期表现卓越度”从68%升至78%。此外，公司在其他方面也因该项目而受益。2013年公司连续第二年在享有盛誉的格林威治顾客调查（Greenwich customer survey）榜上排名第4，而2008年的排位只居第12。

地缘政治、商业、产业和就业变化如此之快，让我们根本无法预测短短几年后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成功。因此，识别和培养潜力人才至关重要。我们要寻找动机强烈的人才；在追求有挑战性目标时敢为人先；为人谦虚，把集体放在个人之上；充满好奇，永不满足地探索新思想和新途径，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种种关联；积极参与工作并与他人互动；以及具有克服挫折和障碍的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忽略智力、经验、表现以及特定能力等因素，尤其是与领导力有关的因素。

总之，无论在组织的哪一层级，最重要的是，找到、任用高潜力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他们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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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应该注意哪些特质


尽管对今日高管而言，潜力是决胜要素，但也不能忽视我们多年来在评估人才上积累的经验教训。









智商。
 你可能无需进行智商测试，但依然有必要审查教育背景、过往工作经验、进行面试，据此来评判候选人的总体智力水平，包括分析、语言、数学和逻辑推理能力。你寻找的不是天才，而是能胜任大多数工作、达到一定水平智商的候选人。因为智商不容易随时间发生改变，只要能满足所招聘职位的需求即可。


价值观。
 价值观至关重要，和工作要求密不可分，通过面试和背景调查不仅能判断诚实、正直等关键品质，也能发现候选人是否认同组织的核心价值观。


领导力。
 尽管不足以代表全部，但某些能力确实有助于评估高管候选人。尽管职位和组织各不相同，但最佳领导者往往具备8种能力。


1．战略定位：
 参与广泛复杂分析性和概念性思考的能力。


2．市场洞见：
 对市场有深入了解，知晓其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3．结果导向：
 具有明确改善关键业务指标的责任心。


4．顾客影响力：
 有服务顾客的热情。


5．合作和影响：
 能够和同事及合作伙伴有效合作，包括领导。


6．组织发展：
 有吸引和培训精英人才以改善公司的动力。


7．团队领导力：
 能成功集中、团结和建立高效团队。


8．变革能力：
 为达成新目标，改革组织和团结组织之能力。







面试和背景调查不仅应该用来评估以上能力，也应该用来评估潜力，以确定候选人是否过去在类似情况下，发挥出了这些能力。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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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是亿康先达国际咨询公司（Egon Zehnder）高级咨询师，以及《人才决胜》（It’s Not the How or the What but the Who
 ）一书的作者（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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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HBRC Dialogue





专访华谊兄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王中军：相信战略直觉

陈圆妮 | 文　李武 | 编辑












在高度不确定的娱乐影视行业，华谊兄弟获得了持续20年的成功。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成一家令欧美同行艳羡的影视娱乐集团，其中关键，按王中军的说法，就是在大目标清晰的前提下，相信自己对商业的战略直觉，并强调“不怕犯错，想到就做”。






从
 20年前在美国送外卖，到20年后执掌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里体量最大的影视娱乐集团，王中军、王中磊和他们创立的华谊兄弟，在短短20年间上演的商业故事，用王中军常用的一个词形容，就是很有“想象力”。

从1994年开始，由一家小广告公司成长起来的华谊兄弟，在发展过程中实践了一系列创新，从最早在中国大陆设立导演工作室到引入银行融资拍摄电影，再到成为第一家在中国A股上市的影视传媒公司，这些在关键节点上累积起来的“先发优势”让华谊在同行业中越做越大。竞争对手换了好几拨，而华谊兄弟越来越有底气相信，自己可以在影视娱乐行业走得更远。

相对于中国许多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影视娱乐行业的产业化严重滞后，30多年来中国制造了大量明星，但绝大多数处于商业初级阶段的小作坊运行体制之下，散乱无序。因此，华谊兄弟最近10年的迅速壮大，让人看到在中国出现娱乐产业大集团的可能性。与上市前的公司知名度相比，华谊兄弟2008年的净利润不过6800万元，是不折不扣的上市公司“小萝卜头”。用王中军的话说就是“有很多人笑话，‘这么有名的一个公司干了1年才6000多万元利润，不如我卖半栋楼赚的钱’。”但在上市4年之后，华谊兄弟的净利润跃升至6.65亿元，业务也变得更多元化，从电影、电视剧、艺人经纪、影院到互联网游戏和实景娱乐，王中军的“去电影化”和“大娱乐”概念开始被市场逐步接受。

这显然不是看起来很美的理念营销，而是基于真实市场的商业探索与自我突破。2013年，华谊兄弟制作及发行的电影在国产影片120多亿元总票房中占30亿元，这个光鲜数字的背后是电影及衍生业务的盈利在华谊兄弟的财务报表上占比超过50%，凸显了公司对高风险的电影投资业务的严重依赖。

同时，随着中国电影票房的壮大，来自光线、乐视的同业竞争，包括万达这样千亿级企业的积极介入和互联网对电影行业的多层面冲击，均让王中军深感业务优化和灵活战略的重要性：华谊兄弟未来很难维持一家独大的局面，过于依赖难以预测的电影收入的业务结构很不健康。

王中军从两年前就提出“去电影化”的思路，并开始布局大娱乐战略，以争取获得在中国娱乐产业爆炸式增长阶段新的“先发优势”。不过在外界看来，华谊兄弟的业务多元化，也可能隐含着巨大风险，并对华谊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并购企业能否很好整合？能否产生1+1>2的效果？跨影视、手游、院线、地产的业务扩展是否适合华谊？体量扩大会否造成管理失当？新业务能否为集团提供新的业绩增长点？

所有这一切，目前并无确切答案，但这并不妨碍业界高度关注华谊兄弟的战略与发展，既因为它在中国影视娱乐行业的龙头地位，还因为它的大娱乐、全产业链布局，在中国影视娱乐业大发展的背景下，给了外界巨大想象空间。正如其公司名字所引发的联想一样：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自然催生了迪士尼、华纳兄弟等影视娱乐巨头，在中国迅速崛起过程中，已经抢占先机的华谊兄弟，能否延续其先发优势，进而创造性地在娱乐全产业链的战略优化与实施过程中，成为未来的迪士尼？同时，作为与创意人才合作最多的公司之一，华谊的团队管理和人才激励探索，也颇受业界关注，因为这是娱乐产业化的关键内功。

2014年初夏，在北京建国门外一幢高楼里王中军的画室中，这位华谊兄弟公司董事长兼CEO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分享了他的思考、总结和看法。和我们此前采访过的很多中外企业CEO不太一样，这位曾经有过艺术家梦想的CEO自称“根本不上班”，也不参与公司实际管理，他不愿意谈“管理”之类的词，甚至谈到团队选择时也不认为能给所谓合适的人定出标准。很多时候，他更相信自己的商业直觉和对人的感觉。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娱乐产业机会很多，他更多时候是“有浪漫的想法，想到就做”。在我们试图总结华谊20年来的战略思路和管理经验时，他更津津乐道于设想华谊的未来。在他看来，华谊在娱乐行业很多有引领意义的尝试都是基于一些激动人心的设想并立刻执行的。如果想法错了怎么办？王中军说：不能因为怕犯错误而不去尝试，“这是做事情最起码的态度。”他同时强调的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引人注目的新兴娱乐产业大国，正变得令欧美同行侧目且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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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2013年华谊兄弟主营业务构成　　右：2013年迪士尼主营业务构成




（数据来源：华谊兄弟年报和迪士尼年报）






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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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军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出生时间：
 1960年


毕业院校：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硕士


简介：
 1998年，王中军凭借其强烈的“实干型”个人风格、敏锐的艺术眼光和商业洞察力，使华谊兄弟成为首个以投资方式进入电影行业的民营公司；随后，作为“冯氏贺岁喜剧”的创始人，他带领团队开荒中国贺岁片市场并屡创票房神话，一举改变了中国电影行业单一由政策主导的模式。

两年后，王中军带领华谊兄弟实现“电影、电视剧和艺人经纪”的三板块联动的业务布局并延续至今。随后，他凭借其超强的融资能力和人脉，接连推出多部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至2005年，华谊兄弟已成为中国影视公司第一品牌。

2009年，他带领华谊兄弟在A股创业板成功上市，成为中国首个上市的影视传媒公司。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和布局，华谊兄弟目前已成为拥有电视剧、艺人经纪、游戏、影院、实景娱乐等9个子业务的综合性娱乐传媒公司。





积累娱乐产业的“先占优势”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但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不去尝试，这是做事情最起码的态度。


HBR中文版：
 你将华谊兄弟在中国电影业的地位归功于一系列“先占优势”，这些先占优势中有多少能归功于环境和机遇，多少是因为管理层对机遇的把握？


王中军：
 所谓“先占优势”其实是指：华谊兄弟是最早一批进入电影市场的民营公司之一，积累了更多的资源和经验，有更多的思考、更早的行动，自然也就更快见到成效。没有任何一个优势的形成能完全归功于环境和机遇，而没有领导者的因素。比如华谊兄弟成立于1994年，最初是广告公司，我们1998年正式进入影视制作行业。这会是环境和机遇100%主导的吗？领导者不作决断，企业不会进行这么大的战略调整。同样，企业领导者眼光独到，但是市场大环境不给你机会，你也无法取得优秀的成绩。

华谊兄弟这些年，从2009年IPO上市，到最早布局全产业链，建立“内容”、“渠道”、“衍生”三大模块，到融资并购拓展布局，再到实施国际化战略注资好莱坞，这些既是基于清晰的战略判断，也是大环境给予的机遇，我觉得二者缺一不可，不能拆分。




HBR中文版：
 回顾这20年的发展历程，华谊兄弟的“先占优势”是如何积累的？


王中军：
 总的来说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创新，比如我们在行业内最早设立导演工作室、第一家开创银行贷款拍摄电影模式、第一家上市等等。第二是高效，有想法立刻执行。光说不练不是一个好企业，我的风格是说了就练。第三是坚持高品质，这也是20年来华谊兄弟的品牌影响力和品牌价值一直领先行业的主要原因。最后是和最优秀的人合作，包括冯小刚、成龙、张国立、马云、马化腾等等。




HBR中文版：
 有想法就立刻执行，会不会是拍脑袋作决定？万一想法是错的呢？


王中军：
 创新当然是有风险的。如果所有的条件都已成熟，所有人都知道这么做绝对安全，那也就不叫创新了。我们在做这样一些今天看来对自己、对行业都有引领意义的尝试时，其实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是对大的发展趋势没把握，而是对细节。比如引入银行资本拍摄电影，当时电影行业开始露出发展壮大的端倪，但是仅凭民营公司自有的那点资本很难启动大项目，那稳定的外界资本介入就是迟早的事情，这个趋势是没问题的。但让人没有把握的是，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正确、这个项目是不是正确、这种具体的引入方式是不是正确。而这些，只有亲自尝试才能得到答案。没有足够的勇气，是很难迈出创新的脚步的。

我是军人家庭出身，自己也当过兵，受部队的影响比较多，做事情想得快做得也快。我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会非常快速的思考然后立刻着手开始做。至于想法是对是错，那就是考验你的判断是否准确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但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不去尝试，这是做事情最起码的态度。




HBR中文版：
 显然，创新是娱乐产业的生命线，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华谊兄弟有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创新机制？


王中军：
 对华谊兄弟来说，“创新”就像一种基因，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行业属性，我们总是和艺术家们一起打交道，我们需要给予他们很大的自由空间，这样才会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另一个原因是华谊兄弟一直保持着一种创业公司的心态，无论是20年前的小广告公司华谊兄弟，还是今天在中国体量最大的传媒集团华谊兄弟，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样可以让我们一直以最大的动力向前奔跑，寻找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创新的源泉。



战略清晰执行灵活


HBR中文版：
 在战略上，你不认为企业能规划5年以后的事情，华谊兄弟是否一直只做短期规划？


王中军：
 我的话可能有些被误读了。目前市场变化太快，5年前没有人知道今天中国电影市场会发展到这样的体量，也没有人知道今天最受欢迎的影片是什么类型，你做一个5年甚至更长的细致规划是没有意义的。做企业要贴合市场的发展变化，而不是编一个剧本就等着市场来配合你演出。比如5年以前，没有人知道手游行业可以这么快地火爆发展，也没人知道手游行业刚刚发展起来就遇到了IPO关闸，那你说我5年前的发展规划里可能会有2013年收购银汉科技这样一个重要的并购计划吗？不过作为企业领导者心里必须有清晰的未来发展目标，在大目标清晰的前提下，经营策略可以更灵活些，细节处及时调整，以更贴合和适应市场规律。




HBR中文版：
 在你看来，现在的华谊兄弟需要什么样的战略？


王中军：
 战略是很多层面上的，比如华谊兄弟在电影业务上的战略是精品化、多元化和国际化，但是在整个华谊兄弟集团层面，我们的战略是“去电影化”。这并不矛盾，去电影化这个战略我从上市之初就开始对内部高管们讲，我觉得对于华谊兄弟来说，如果只拍电影，那成为不了真正超大体量的公司。所以我们这些年，已经布局了电视剧、艺人经纪、游戏、影院、实景娱乐等9个子业务。当然电影永远会是华谊兄弟非常核心的业务，为华谊兄弟品牌加分，但是未来随着华谊兄弟其他业务布局的成长和成熟，电影在集团利润中所占的比重会慢慢下降。所以华谊兄弟的去电影化不是说不拍电影或者不好好拍电影了，相反我们会更努力更用心地拍更多的好电影，但是同时让其他的业务也快速成长起来。

具体来讲华谊现在有三个方面的战略：第一，国际化战略，在继续保持领跑本土电影市场的同时，向海外延展业务触角寻求业绩增量，在全球市场分得收益。第二，精品化战略，这是华谊兄弟进入电影行业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的战略，我们从中收获到的是华谊兄弟的品牌增值。在国产电影市场上，华谊兄弟出品就意味着品质保障。第三，多元化战略，包括合作形式多元化（签约导演、独立制片人、代理发行、中外合拍）、电影类型多元化（爱情、喜剧、动作、战争、动漫）、合作导演多元化（两岸三地、成熟导演、新锐导演）、IP变现方式多元化（互联网渠道的二次售卖、衍生品的销售、主题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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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兄弟全产业链商业模式




（数据来源：华谊兄弟）






HBR中文版：
 华谊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是符合中国电影行业特性的？从你的经验来看，哪些因素在影响你们战略的制定和执行？


王中军：
 中国电影行业正在蓬勃发展的阶段，银幕激增、票房爆发，但越是在这样的阶段越是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具体到各家公司的战略会各不相同，但是从整个行业来讲主要是两个要素，一是内容精品化，二是人才专业化。




HBR中文版：
 在这两方面华谊兄弟是怎么做的？


王中军：
 在项目选择上，我们有个绿灯委员会，有我、王中磊和主要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在项目筛选阶段就会进行亮灯通过的机制，这个剧本好，好在哪里，我们如何让优势最大化？不好又因为什么，是可以弥补还是硬伤？从源头筛选各方面都最有想象空间的好项目。

还有就是态度，电影是艺术品，相比标准化的流程，电影人的态度对作品品质的影响更多。我和王中磊现在还是会不断的看剧本，讨论项目，王中磊对华谊兄弟的电影项目更是事无巨细，从剧本交流到策划会再到后期发布会和全国巡回，一个不落。这就是对每一部电影都负责的态度。

人才方面，华谊兄弟每年年底都会有高管培训，我们的培训是为了让大家都实实在在学到东西。我们会根据不同方向邀请培训嘉宾，前年我们邀请的培训嘉宾是马云，讲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思维。去年年底的培训是柳传志先生做的，讲企业文化和内部管理。在整个行业内，能请到这样级别的人来做培训的应该也只有华谊兄弟了。

同时在实践中，每一个项目都是实战型的培训。这个很重要，所以华谊兄弟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实干家。



娱乐全产业链布局逻辑


HBR中文版：
 从两年前开始，华谊“去电影化”的逻辑是什么？有人认为，华谊越来越专注于资本游戏而没有踏实做主业，你对这些质疑有何回应？


王中军：
 我们的逻辑就是以内容生产为核心，以渠道、衍生为延展的全产业链布局。

关于这个质疑我们的年报完全可以解答。华谊的主业是影视，2013年华谊年度总票房30个亿，是民营电影公司里最高的，占国产片总票房25%的市场份额。电视剧营收5个多亿。这些主业发展都越来越好，“没有踏实做主业”是一个不成立的质疑。

华谊所有的资本运作都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新业务或者提高现有业务的竞争力。比如去年收购浙江常升一事，当时很多人都说贵，说这件事不合理。今年张国立的《原乡》在央视一套播出，口碑和收视都非常好，为华谊贡献了利润。而且另一部新剧也很快就会上。去年华谊收购银汉科技，当时也有人质疑说华谊不务正业，但是银汉运营良好，业绩增长迅速，我们在很多内容上进行了电影和游戏的互动。




HBR中文版：
 中国电影业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对华谊业务和战略布局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中军：
 互联网是个大课题。对电影来说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互联网带来盈利渠道和模式的增加，电影从大银幕离开后，互联网终端的电脑屏幕甚至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手机屏都可以成为电影项目生命的延续。同时，在电影制作宣发的整个链条中，互联网也都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一个故事好不好，是不是有群众基础，够不够接地气，都可以从互联网得到参考，营销宣传也有了更多的互动阵地。很重要的是，互联网为电影IP货币化提供了更多可能，比如华谊为什么要布局游戏业务，就是因为华谊有很多优秀的电影知识产权，而移动互联网游戏有广阔的受众，是互联网盈利最好的产品之一。在电影取得了广泛关注和社会影响力之后，如果可以推出优质的游戏作品，这将是很有想象空间的事情。同样，优秀的游戏是否可以反过来拍摄成为电影呢？当然可以，游戏的原有粉丝会成为电影票房的贡献者。这些都是互联网带来的机遇。




HBR中文版：
 虽然都是娱乐产业，细分领域的跨界布局如何控制风险？跨手游、影院、实景娱乐，华谊的业务体量是否过于庞杂？


王中军：
 任何投资和布局都会有一定的风险，但华谊所做的所有布局风险都相对很小。无论是影院、手游、实景娱乐，这些都是围绕影视内容生产为核心的业务，而这块恰恰是华谊最具核心优势并一路领先的板块。从华谊开始布局这些业务，到现在所有的板块都是稳步发展的，华谊整体业绩的增长也有目共睹。华谊从20年前只是一家单一业务的公司，发展到今天成为拥有9大子业务的娱乐集团，业务拓展是必经之路。而且华谊的这些布局并非心血来潮，都经过了很细致的考察，比如手游行业，实际上我从2009年就开始关注和了解，然后在2010年才投资了掌趣科技，到2013年手游行业开始爆发时，进一步并购银汉科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些行动都是建立在我们细致研判大趋势的基础上，所以并不存在什么过大的挑战。




HBR中文版：
 华谊这些业务之间是怎样的管理架构？


王中军：
 就是事业部架构，每个事业部都有一个一把手，娱乐内容一把手是王中磊，实景娱乐的一把手是我。新业务拓展我是牵头人，但是真正干活的是我们的CFO。

我现在在公司只对接事业部的老总，直接向我汇报的人就2到3个人，永远不会超过5个人。涉及内容制作，王中磊一个人向我汇报就够了，但是如果艺人公司的老总向我汇报，或者电视剧的老总愿意直接找我聊一聊，也没有什么。只是从结构上，他们并不是直接向我汇报。但是从业务层面上，我会定期跟他们开会，听听他们那一块业务今年是什么状态。



充分信任团队

老板就是看大方向，剩下的就是一条，充分信任团队，给团队充分授权。我可以包容团队犯的错误，但下一次绝对不能再犯。


HBR中文版：
 你的这种管理风格是授权型的，如果团队没有完成指标怎么办？


王中军：
 我个人的风格是对团队100%信任，所谓100%信任也就是100%的放权。我可以包容团队犯的错误，但下一次绝对不能再犯。我们也有做得不好的行业、不好的部门，但是要能够容忍，不能说做好了就说运气很好找对人了，做不好就一堆抱怨。我是管理上最轻松的人，因为我觉得我的心还是挺大的，即便这个事赔了钱了，或者团队没有做好，我不会真去怪罪这个团队，我觉得就是自己的眼光，或者自己没有用对人，不能怪人家。

我们电视剧其实整合了好几遍制片人，华谊电视剧就是做得不是特别有名。对于这个你要承认，不能扛着。我们去年开始并购张国立的公司，现在开始并购浙江永乐，既然给了你资本优势和平台优势，你为什么要放弃呢？你就要洗牌、换人，最终换到什么程度，可能换到5年后它也不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但是你不能不做。




HBR中文版：
 你选择管理团队的标准是什么？


王中军：
 我觉得没有标准，什么都是感觉，感觉他像你要的人，你喜欢，你觉得他思路上能够满足你的诉求。华谊的大方向基本是围绕着我来做。我说的这个方向，我的团队能够落实100%更好，落实不了100%，落实80%也行。也有团队或者高管跟我提反对意见，反对意见我听一听，有道理那就按大家说的去做，如果没有道理我还是要坚持我的道理，总之大家要往前走。团队也会用各种办法，这是一个大机器，这个机器它会“说话”。团队推不动或者走得慢，你就会感觉劲没往一处使，那你就要去检讨自己：这个事是不是走快了，是不是团队没有跟上，或者我这个路子走得不对，这个时候我就会去调整。

当然我们每个部门包括人事部门会有很多条例，包括进人的指标，薪水的占比，每年薪水上涨幅度多少，这些肯定有，但是这些不是我的事，我从来也没有看过。一些企业家朋友在聊天时跟我说，人力资源是公司最重要的，CEO必须直接管，但是我到今天也没有管过。




HBR中文版：
 如果团队出现问题怎么办？


王中军：
 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会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要陷在人事的纠纷里，或者你喜欢A不喜欢B，你喜欢C或者怎么样，这个公司的老板就没法干了，老板就是看大方向，剩下的就是一条，充分信任团队。




HBR中文版：
 创意人才的管理是否更具挑战性？华谊兄弟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王中军：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最基本的就是三点：共同目标、理解、信任。志同道合是第一位的，否则合作不会长久。然后理解彼此的需求，信任彼此的能力。比如冯小刚，他爱电影，我也爱电影，都想为中国观众拍出好电影，这就是志同道合。然后是理解，我理解他只想专注于电影拍摄，他理解我作为企业老板的盈利压力。最后是彼此信任，他信任我可以为他解决所有电影拍摄以外的其他问题，能让他安心创作，我信任他拍出来的一定是优质作品，既有影响力又有票房号召力。华谊兄弟和冯小刚这20年的风雨同舟其实就是和顶尖创意人才合作最好的范例。




HBR中文版：
 华谊兄弟的未来有没有另外一个冯小刚可以合作，如何找到冯小刚这样的人才，有没有可持续的创意领军人才的发现和合作机制？


王中军：
 冯小刚对华谊兄弟电影业务的发展贡献很大，但华谊兄弟这20年的发展绝不是只依靠小刚一个人。我们和两岸三地所有优秀的导演都有合作，比如成龙、周星驰、徐克、顾长卫、钮承泽、管虎、乌尔善等等。

从华谊兄弟每年的H计划发布就能看到和华谊兄弟一直在合作的导演团队规模越来越大。这其实是对华谊兄弟的肯定，一个是对华谊兄弟品牌影响力的认可，再一个是对华谊兄弟项目运作经验和能力的信任，我们的制作、营销、发行团队都领先于行业，可以让导演安心完成创作。



未来格局对标迪士尼


HBR中文版：
 在你看来，中国电影的盈利是有规律可循还是不可捉摸？


王中军：
 肯定不是完全不可捉摸，否则这个行业里也就不会有华谊这样20年一直在稳步发展的企业。规律还是有的，比如做好以下两点就会有盈利的机会：坚持对内容品质的高要求，尊重市场变化了解主流观众群。但把握住盈利的机会还需行业经验、资源整合的能力等等。

而在盈利模式方面好莱坞也会给我们很多借鉴。比如好莱坞在电影衍生上做得很成熟，那中国电影是否可以模仿呢？我们可以结合中国市场的特点，有选择地去学习和模仿，这也算是可以捉摸的盈利规律吧。




HBR中文版：
 这也是你们与好莱坞合作的原因之一吧，但为何在合作方式上选择了注资，而不是其他更有利于你们学习和模仿的模式？


王中军：
 注资对目前的华谊而言是最合理的。既可以保证STUDIO 8制作环节上完全的好莱坞标准流程，又可以通过电影项目的大中华区独家发行权获得收益。但未来不排除会有其他方式的尝试。




HBR中文版：
 你提到对华谊现有的财务报表结构不满意，若一切进展顺利，在实现娱乐产业的多元化布局后，华谊比较理想的状况是怎样的？


王中军：
 接下来，华谊的九大子业务会整合成为三大板块：以电影、电视剧、艺人经纪、影院、音乐、娱乐营销等业务为代表的传统业务板块，以电影公社、文化城、主题乐园等业务为代表的实景娱乐板块，以及以游戏、新媒体、粉丝文化为核心的互联网板块。

从“四轮驱动”的业务格局，回归到升级加强版的“新三驾马车”，格局更大，体量更大。未来再看我们财报，电影能不能下降到30%多，互联网游戏是不是会也占到20%多，知识产权能不能冲到20%、30%？我觉得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迪士尼的格局。迪士尼格局在知识产权收入上会更高，它的实景娱乐已经大大超过电影了。华谊的格局要到那个地步，可能没有5年、8年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景的布局已经有雏形了。



[image: ]
 陈圆妮是HBR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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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光灯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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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我们都会在聚光灯里搭配几件作品，每件作品均出自一位颇有建树的艺术家之手。我们希望这些摄影师、画家和装置艺术家鲜活、理性的作品能赋予杂志更多活力与信息，更细致地阐释一些比较复杂抽象的概念。

本期专题我们展示的艺术作品来自休伯特布兰茨（Hubert Blanz）。布兰茨出生在德国，现在维也纳居住。他的摄影作品主要关注建筑和城市空间。

欣赏艺术家的更多作品，请登录blanz.net
 。





聚光灯 Spotlight




The Capitalist’s Dilemma


资本主义的窘境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 ）

德里克范贝弗（Derek van Bever） | 文

安健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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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青睐能削减职位的效率提升型创新，却对能带来工作机会的市场创造型创新敬而远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窘境。其成因在于误将资本视为稀缺资源。本文提供了引导资本流向等4种探索性解决方案，核心是重拾“企业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创造客户”这一管理精髓。








众包
 　在过去一年，作者邀请哈佛商学院参加过“建立持续性成功企业”课程的在读学员和毕业生共150人加入到本文的研究中，有的合作者亲身投入研究中，有的则通过网络合作平台参与其中。






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不愿投资市场创造型创新导致美国经济复苏乏力








分析
 　投资者和管理者都被灌输这样的观点：资本是最稀缺的资源。这导致企业采用错误的工具评估投资机会。








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来疏导资本流向，鼓励企业大胆创新。






世
 界经济就像一台陈旧的机器，不时发出恼人的噪音，人人都知道它出了问题，但连最优秀的机械师也无法确定故障所在。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就一直在复苏之路上蹒跚。从官方宣布衰退结束至今已过去60个月，美国经济依旧踯躅不前，呈现着经济增速和新增就业双低的态势。

此外，我们还发现，即便利率已创下历史新低，怀揣着巨额现金储备的企业们却依旧不愿投资到那些可能促进发展的创新活动。这不禁让我们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是缺乏市场机会，还是管理者缺少识别机会的慧眼？企业这种行为与整体经济不振有何联系？到底是什么在拖累经济增长？

用大部分经济发展理论观察宏观经济层面，就像从3万英尺的高空鸟瞰全局，我们能轻松发现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机制。然而要理解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就要深入到公司内部，并探究公司高管的思想，因为他们才是投资并管理创新的人。本文基于克里斯坦森2012年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撰写而成，目的就是通过考察公司的具体状况，建立起一种自下而上的创新理论。

大约1年前，我们邀请哈佛商学院“建立持续性成功企业”课程的在读学生和往期学员加入到我们研究中，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的在公司供职，有的自己创业，还有人在金融领域工作（详见后文：研究新途径
 ）。起初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影响经济复苏的因素：政治动荡、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美国政府减少对研究项目的支持以及贝尔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的关闭等。（见“华尔街之罪”
 中，我们的同事高塔姆穆昆达认为，金融领域不断膨胀的权力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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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途径

在撰写本文时，我们邀请了哈佛商学院校友通过众包的形式参与到研究中。合作主要通过由校友汤姆胡默尔开发的OpenIDEO在线平台实现。卡里姆拉哈尼（Karim Lakhani）领导的哈佛商学院数字倡议也给予我们关键的支持。这个在线平台首次搭建起一个哈佛商学院校友进行众包合作的社区。本文获得了社区的授权，将校友对本次研究的贡献在文中分享。要了解更多研究的众包情况，请登录

hbr.org/interactive/christensen
 。

（
返回阅读原文

 ）





然而，很快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开篇提到的问题：公司在投资创新项目时的选择机制。和复杂的宏观经济因素不同，这些选择完全掌握在管理者的手中。

经过研究，我们厘清了管理者作茧自缚，不敢投入到他们认为高风险的创新活动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如果能付诸实践，这些创新活动将为经济发展和就业状况做出最直接的贡献。我们希望，本文所提供的一些方法能抛砖引玉，推动该领域内更多研究和发展。

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类型的创新对经济和公司产生的影响天差地别，然而人们却用完全相同且不完善的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估。换言之，运用现行金融市场和公司使用的评估标准的结果，就是让缩减工作岗位的创新比创造就业机会的创新更具吸引力。这种标准来自一种过时的假设，借用作家乔治基尔德（George Gilder）的话：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人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资本。然而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美国企业拥有1.6万亿美元的现金储备这一事实就是例证。要想让这些现金的回报率最大化，企业就必须转变将其视为稀有资源的看法。我们认为，与现金相比，吸引并有效配置人才，进而抓住发展机遇的能力才是当今真正的稀缺资源。要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评估投资的工具以及对稀有资源的价值判断都亟需更新。

在提出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先要分析创新的类型。



无法带来就业的经济复苏

1948年美国经济衰退之后，就业状况的好转通常落后于GDP反弹6个月。然而从1990年，这种滞后性被大大拉长。在最近一次衰退后，距GDP恢复正常标准已经过去39个月，就业状况依旧没有赶上GDP回升速度。预计这种状况还要持续2－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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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劳动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三种创新

在研究公司间竞争状况时，克里斯坦森提出过影响深远的颠覆性创新和维持性创新概念，这种分类是基于市场新进入者挑战传统公司统治地位的不同阶段。本文则聚焦于创新的结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对创新进行分类。


性能提升型创新
 体现为新产品替代旧产品。一般情况下，此类创新产生的新工作岗位十分有限，因为新产品是替代性的，一旦消费者购买了新产品，就不会再购买旧产品，比如购买了一辆丰田普锐斯后，你不会再去买一辆凯美瑞。在《创新者的解答》中，克里斯坦森将这种创新称为维持性创新，所有成功的传统公司都会试图不断复制此类创新，因此会为其配置大量资源。


效率提升型创新
 是帮助公司以更低的成本制造成熟产品或服务，以便用更低价格出售给原有客户。我们将该类创新中的某些案例称为低端颠覆，它们常常会引发商业模式的创新。例如沃尔玛就是零售行业的低端颠覆者，同理，Geico公司（Geico是美国第四大汽车保险公司，是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其经营模式是通过削减大部分销售成本、降低认购风险使汽车保险卖得更便宜——编者注
 ）是保险行业的低端颠覆者。此外，此类创新还可体现为流程改进，例如丰田的零库存生产系统。效率提升型创新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提高生产效率，这对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但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削减工作岗位；二是释放资本，使其运转更高效。丰田的生产系统让公司原本两年的库存周期骤减为两个月，帮助公司释放了大量资金。


市场创造型创新
 则是通过对复杂或昂贵产品进行革命性的改进，吸引新的消费者群体，创造出全新的市场。计算机的发展是此类创新的代表。最初大型机造价高达几十万美元，且仅供一小批专业人士使用；个人电脑则将价格降至2000美元，使消费者群体扩充至几百万人；现在智能手机只要200美元，从而将消费者群体扩充至全球数十亿人。此类创新频繁出现，几乎形成了定律：只要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技术或价格门槛极高，那么就有可能从中发现并开辟出新市场机会。

市场创造型创新有两个关键前提。一是要有能提高产量，同时降低成本的技术进步。二是要有新商业模式，即能够通过大幅降价，将非客户转化为客户的能力。如果运用得法，效率提升型创新也能将非客户转化为客户，从而成为一种市场创造型创新。最经典的案例是福特的T型汽车。由于本身设计简洁，加之福特独创的生产线系统，T型汽车的制造形成规模效应，造价大幅降低，让大多数美国家庭负担得起，福特从此开辟出私家车市场。同理，德州仪器和惠普采用固态元件技术，将低成本的计算器普及到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工程人员。

进行市场创造型创新的公司往往能产生新工作岗位。随着客户不断增多，公司需要更多的员工来进行生产、分销、销售和后勤保障工作。此外，公司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以及依托创新形成的新平台上的合作伙伴，也会产生大量工作岗位。贝塞麦转炉于1856年获得发明专利，史无前例大幅降低了钢铁冶炼成本。安德鲁卡耐基利用这种革命性技术建立了汤姆森钢厂，价格廉价的钢铁催生了铁路产业。在19世纪最后25年，美国钢铁业的雇员人数增长了3倍，在1900年达到18万人；20年后，铁路产业的雇员人数达到180万人。

降低成本的技术同刺激消费的市场远见相结合，将满足新顾客需求。这常常引发革命性创新。10年前，苹果公司试图寻找一种价格低廉，轻巧便携的音乐储存介质，让人们能随时随地享受音乐。得知东芝正在开发1.8寸硬盘，苹果公司意识到机会来临，此后它不仅开发出iPod，更创建了以iTunes为中心的平台商业模式。如果特殊玻璃和材料制造商康宁和电信公司Global Crossing当年没有铺设足够多的低成本暗光纤网络，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也许根本不会存在。

市场创建型创新的发展需要资本，甚至是巨额资本，但同时会产生大量工作机会，当然创造就业机会不是创新目的。每时每刻各行各业中都有效率提升型创新发生。如果运用得当，我们就可以大幅降低产品成本，并使产品更易于获取，这样就不必削减工作岗位，甚至能创造新就业机会。

3种创新的不同组合，都会对国家、行业和公司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能将用于效率提升型创新的资本投入到市场创造型创新中，我们的经济将受益匪浅。然而这种假设实现的难度颇高，我们将在后文中阐述。




我们需要一场革命吗

金融圈的游戏规则已经根深蒂固，要带来真正的改变，我们几乎需要一次现代版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理由有三：

Thesis 1

我们需要新方法来评估对创新的投资。华尔街对成功标准的定义影响了大部分人对投资的选择。我们越来越重视净资产回报和内部回报等财务指标，导致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能削减成本，减轻资产的创新。这导致企业将提高效率的创新作为最优选择，持币观望次之，再次才是带来就业机会的创新。

Thesis 2

我们不再需要小心翼翼地积攒资本。目前资本充足又廉价。企业应该利用这些资本，而非囤积。企业的资源分配流程无法反应出当前的经济环境和资本市场。投资回报门槛并非神圣不可更改，可以也应该随资本成本的改变而变化。

Thesis 3

我们需要新工具来管理稀有和昂贵的资源。例如，我们如何衡量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投资？如何衡量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我们是否应该将时间作为一种珍稀资源？





被恪守的旧信条

回到开篇的问题：公司为什么青睐削减职位的效率提升型创新，却对能带来工作机会的市场创造型创新敬而远之？答案是一个未经验证的经济假设：资本使用效率是判断公司表现的惟一标准。这种假设根深蒂固，几乎已成为信条，它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和管理者对市场机遇的判断。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本主义的窘境”。

让我们追溯这一经济假设的来源。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制造产品或服务的原料供应充足且价格低廉，例如沙土，人们就不会珍惜这种资源，甚至会挥霍浪费。但稀有昂贵的资源则必须小心谨慎地管理。一直以来，资本是稀缺昂贵的资源。因此投资者和管理者都被灌输这样的信条：要让每一美元资本带来的收益和回报最大化。

今天我们依旧需要谨慎管理稀缺资源，但资本已不在其列。贝恩最近的分析很好地阐述这了一观点，该分析认为，目前已经进入到“资本极度过剩”时代。贝恩预计，当今全球金融资产总和是同期产品和服务产出值的10倍，随着新兴经济体金融部门的发展，到2020年，全球资本还会增长50%。我们其实已经淹没在资本的海洋中。

由于人们笃信资本效率的重要性，金融界衡量利润能力的工具，早已不是美元、日元和人民币，而是净资产回报率（RONA），投资资本回报率（ROIC）和内部收益率（IRR）等财务指标。这些指标仅是分子与分母的简单之比，却给管理者带来了更多提升业绩表现的手段。为了提升RONA或ROIC，管理者一般通过提高利润来增大分子；如果这样做有难度，他们就会致力于缩减分母——公司资产，也就是尽量外包。同样，他们既可以通过提高利润，也可简单地缩短回报周期来提高IRR；要知道，在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只需投资那些短期见效的项目，IRR就会自然提高。

相比之下，创造型创新就没有这样的投资吸引力。因为这类创新的投资回报期需要5到10年，而效率提升型创新只要1到2年就能见效。更糟糕的是，前者需要大量资本才能形成规模；而后者则会减少公司资本规模。此外，效率提升型创新的风险看起来要小得多，因为其市场已经存在。当你用财务指标衡量这些创新时，效率提升型创新无疑会胜出。



长期投资者在哪里

有人想当然地认为，短期投资者青睐上述财务指标；而机构投资者会更看重长期价值创造，后者的投资可以抵消投资短期化倾向。实际情况却与这种猜想大相径庭。养老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基金种类，总资产超过30万亿美元，仅美国养老基金规模就近20万亿美元。理论上，养老基金应该最具耐心，然而大部分养老基金都没有展现出应有的耐心，它们甚至还引领了追求短期回报的潮流。我们的合作者剖析了养老基金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模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整体回报率低，潜在的未履行出资承诺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等。这些因素致使养老基金的成长速度不够快，无法履行日益沉重的义务。因此它们不得不追求短期回报，并要求被投公司及其管理者达到苛刻的要求回报率。如果无法调整过高的收益预期和要求回报率，未来养老基金的发展就愈加艰难，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风险投资基金（VC）一般被认为不太在意公司的短期回报，因为它们对市场创建型创新更感兴趣。很多VC确实如此，但也有很多VC热衷于投资那些从事性能改进型和效率提升型创新的初创公司，这些公司创业就是为了在一两年内出售给大行业孵化器。我们的合作者在与VC沟通时发现，很多VC青睐的创业计划都有同成熟公司一样清晰明确的市场定位。

降低资本成本会鼓励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冒险吗？从技术角度来看，目前资本成本确实很低，美联储的再贴现率已接近零。然而问题是，企业界和投资者从未从中受益，主要是由于苛刻的资本回报率要求推高了实际的资本成本。创业者经常在商业计划里宣称，投资者能得到5倍的投资回报，VC对回报率的要求更高。就连公司内部商业计划也通常要求20%－25%的回报率，因为回报率必须与企业历史权益资本成本持平。投资者和管理者都被灌输：投资价值计算要以企业成本为基础，辅以不同风险系数的加权。因此当真正寻求资金投入时，资本成本要远高于零。

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投资者获得的实际投资收益在不断减少。与此前情况大不相同，如今任何一个有前景的商业机会都会被大量公司和投资者觊觎。激烈竞争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使投资回报大打折扣。近10年来，VC投资的总回报率每年都在递减。威廉萨尔曼（William Sahlman）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本市场近视症”。

每年美国公众公司的商业计划都会涉及对新市场的投资。只要对这些公司的研发预算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预算被投入到市场创造型创新中。还有一部分预算用于性能改进型创新，绝大部分预算则用于效率提升型预算，比例之高甚至超过公司管理者的预计。我们的合作者还提到了近年来逐渐流行的“研发成本回报指数”（RORC），该指数是当年利润与上一年研发费用的比率。该指数的出现使得公司更加偏爱前两类创新。

令人失望的是，目前的资本分配更青睐那些瞄准现有客户的投资，而对新市场中高成长、高利润的机会视而不见。这导致了悖论：企业在看似容易获利，实则竞争惨烈的成熟市场中激烈拼杀，却不顾在规模、利润和机会方面的广阔蓝海。本文一位合作者是一家老牌《财富》100强制造企业的产品经理。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抛弃了投资组合的概念，几乎每一项投资的目标都是要提高公司的关键财务指标。”其结果就只能是那些旨在提升效率的短期计划泛滥。“如果我提出不同意见，上级的反应是‘这个点子听起来很有趣，本财年结束后我们再讨论吧’”。

这些问题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其结果是，原先为资本主义系统提供润滑作用的机构失灵。尤其是银行，它们对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商业贷款缺乏热情，而这些贷款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命脉。银行惜贷也会对银行系统自身造成永久性伤害，因为新的借贷机构会应运而生，填补银行留下的市场空白。美联储的作用也被削弱，因为美联储刺激经济的两个主要手段是加强货币供给和维持低利率，然而目前利率已不再是企业成本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窘境。按照现行的投资评估指标（例如净资产回报率），那些聚焦于长期投资的行为反而会损害大部分投资者的利益。我们越是想将资本回报最大化，我们获得的回报就越少。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对开拓新市场进行资本支持，然而目前的资本持有者却对资本主义失去了兴趣。如果任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窘境会将迫使我们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亚当斯密曾说，“看不见的手”会高效地分配资本和劳动力，将它们带向价格和回报上升领域，反之资源就会撤离。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成本的降低，“隐形的手”失去了指导作用，无法把资本引导到最需要它的地方。




当世界被资本淹没

在美国的大型半导体公司中，英特尔是惟一自己制造芯片的厂商。如果你用资本回报率来衡量利润能力，那么其他公司的利润应该比英特尔高得多。理由很简单，将生产外包给台积电这样的制造商可将减轻资产，从而减小比值中的分母。

2009年，克里斯坦森与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会面，两人讨论了这种现象。张忠谋曾经在德州仪器任公司“二把手”，后来返台创建了台积电。在2009年，台积电生产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半导体电路。

克里斯坦森对张忠谋说：“当客户将生产外包给你的时候，相当于从资产负债表上将资产剥离给你，他的资产减少，你的资产增多。无论如何，双方的决策只有一方是正确的。”

张忠谋回答道：“如果你用不同的衡量方法，双方都可能是对的。美国人喜欢比率，就像RONA、EVA、ROCE等。我一直在寻找，然而至今没发现一家银行接受这些比率为存款结算方式，银行只收货币。现在到处都是廉价的资本，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害怕使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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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法重建

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直接，但解决问题复杂困难得多。下面我们将提供4个值得探索的方案。

引导资本流向

与资本供给方不同，资本本身是可塑的，特定的政策可以引导资本流向。我们将今天的资本分为3类，其中大部分资本是迁移性资本，它们不停流动，没有固定方向。投资后，迁移性资本会尽可能快地退出，在此之前，它们还会拿走尽可能多的其他资本。第二种是避险资本，大部分此类资本以现金和等价物的形式，栖身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由于其避险的天性，企业宁愿固步自封，也不愿冒险去投资。最后一种是创业型资本，这种资本一旦被投入到公司中，就不会轻易退出或迁移。要摆脱资本主义的窘境，我们需要想办法将前两种资本转化为创业性资本。

一种方法是通过税务政策。本文合作者建议对金融交易征收托宾税，遏制高频交易，从而将资本推向创新投资。设计和实施新托宾税绝非易事，然而越来越的学者和从业者都建议，延长股东的持有期会对资本起到引导作用。

从企业角度讲，公司可以奖励忠诚的股东。我们的合作者提出了几种方案，其一是让股东权利随持有时间增加而增加，就像员工股票期权一样，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增加股东的投票权。提案者向我们解释：那些投机者持有股票的时间只有几周或数月，他们凭什么拥有和长期股东同样的投票权？另一种方法是设置奖励股票或奖励分红机制，人们将其称之为L股票。其中最流行的一种L股票方案是，如果股东在某个特定时间段持股，那么他们将会获得特定时间期限和特定价格的认购权证。

这些提高股东忠诚度和促进长期投资的方案还处于实验起步阶段，各方博弈将会影响到其效果，但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股东大会的公告和招股说明书中。

革新商学院教育

我们必须痛心地承认，出现资本主义窘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商学院，包括我们任教的哈佛商学院。在进行商业和管理学教育时，我们总是循规蹈矩地把学科分开，而很多学科知识必须要在交叉互动的情况下才能正确理解和掌握。而现行的某些成功标准常常浮于表面，极端情况下甚至误导学生。

在大多数商学院中，战略和财务课程都是分开传授的，好像战略的设计和执行不需要财务的支持。然而在现实中，即便最优秀的战略也要受财务部门的制约，除非我们能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让这两个部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制定投资决策，否则财务指标永远比战略更重要。如果我们无法改进这种“竖井式”的学科设置和教学方法，即便最顶尖的商学院也会逐渐落后于公司和未来管理者的实践需求，而这些学院毕业生的目标正是担任公司未来管理者。

此外，商学院不会教授学生资源分配带来的复杂作用，这导致商学院毕业生完全不了解投资决策对公司其他部门的影响。对此一位合作者说：“关于如何选择投资项目，我们只在哈佛商学院的财务入门课程中学到一些皮毛。”直到从商学院毕业，很多关键的课题也未被涉及，例如：如何辨认长期投资机会？在评估对新市场投资时，用何种指标估算未来现金流？如何进行创新将非客户转化为客户？传统的IRR和NPV指数应该在那些情况下使用，而在哪些情况下它们会具有误导性？在企业中，各个职能部门都相互合作且互动频繁，商学院的不同院系必须对这种现实做出反应。

协调战略和资源配置

关于资源配置对市场创造型创新的歧视，合作者讨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共同出发点是，在机会评估中调整资本的风险成本。如果能了解资本的真实成本，人们进行长期投资的动力就会增强。

大部分合作者还指出了提高研发开支透明度的必要性。例如设立一种“创新积分卡”，管理者可以将研发开支分配给不同的创新类别。这种方法为管理者提供一个内部工具，用来分析公司的创新流程和蕴含的发展前景。

解放管理者

很多管理者希望进行长期投资，然而常常会感到有心无力。如今投资者持股期的中值是10个月，因此高管会面临短期回报最大化的压力。很多高管担忧，如果他们无法达到财务指标，就将自身难保。管理者的工作因此退化为利用各种手段提高财务数据，为股东带来短期收益。

在大多数公司中，无论公司上市与否，尽管有很多短期投机者，但还存在着大量战略投资者。两类投资者的利益已发生分歧。要满足一方的诉求，另一方的利益就会被损害。再完美的战略也无法为所有股东带来最大化的收益，惟一可行的方法是最大化企业的长期价值。管理者和商学院的职责就是开发出新的工具来支持这种做法。首先他们要做的是将财务指标视为决策的辅助工具，而不是战略的替代品（详见“战略决策快餐化”
 ）。

问题不在于工具，而在于我们自身。就像一位合作者提到的，工具和指标的作用从未改变，ROA是资产回报率；DCF是现金流折现法。问题在于我们理解和应用这些指标的方式。几十年前，德鲁克和莱维特呼吁管理者不要被产品和标准分类所束缚，要记住企业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创造客户。如今我们要重拾这一管理精神。

当人们无法理解周围环境及其产生原因，就会陷入窘境和矛盾的陷阱。这就是为什么创新者的窘境曾让无数明智管理者无计可施，坐以待毙。一旦了解窘境产生原因，管理者就能在面对颠覆时有效应对。现在我们正面临资本主义的窘境，我们希望本文能敲响警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工作中，找到有效解决方案。这不仅仅关系到某个人或某家公司的利益，更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长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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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策快餐化


就像分量充足，价格便宜的快餐导致肥胖症和糖尿病的流行，电子表格的出现让公司在战略制动中过度依赖财务指标。





1978年，一位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发明了电子表格。此前，计算财务指标是一件繁琐的工作，毕竟当时常规的财务工作只能依靠功能简单的计算器。财务指标一般仅供参考，很少有人依据其制定投资决策。

电子表格的出现，让分析师可以轻松建立公司的财务模型，测试不同变量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有了这种强大工具，20岁出头的华尔街分析师也可以教资深CEO如何运营公司。不仅如此，如果CEO无法达到这些财务指标，他们还会被华尔街惩罚。这个游戏的规则制定者就是华尔街的财务分析师，他们设计电子表格的初衷就是预测CEO何时无法达到预期财务目标，以便做空该公司。

Intuit公司的创始人兼哈佛商学院校友斯考特库克（Scott Cook）认为，在创新过程中，公司过早地聚焦于财务结果，导致公司的雄心壮志被浇灭。他认为，财务指标实际缺乏指向作用，“每一个悲惨失败且付出高昂代价公司的背后都有一张漂亮的财务报表。”Intuit的产品开发团队在产品研发前不用上交财务报表，他们会专注于“我们如何最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库克说。

实际情况中，有太多的高管将判断和决策的工作交给了除了方便之外并无其他好处的电子表格。简言之，由于电子表格，很多投资计划在对话开始前就已经夭折。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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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是美国的金融业获得了无上权力，其结果是实体经济裹足不前。本文作者提出了限制银行规模和杠杆率，平衡债券与股票，对金融交易征税以及提高资本利得税等多项改革主张，用以再造美国社会的权力平衡。尽管中美两国具体情况不同，但在中国同样存在着金融“一股独大”的现象，因此这些建议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层面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会有借鉴价值。



“华尔街”指的是什么？

金融领域复杂多样，不同的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关切各不相同，甚至会相互冲突。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看上去和风投基金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然而金融领域内的所有参与者都是金融化的助推者和受益者。本文所指的“华尔街”是指大型综合性银行和投资银行，文章所提供的改革建议也主要针对这些银行，其次涉及私募股权基金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






核心观点


问题
 　面临华尔街的压力，高管做出危害公司的决策，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








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获得了巨大的权力。这导致政府政策和公司行为被扭曲，破坏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解决方案
 　我们必须遏制华尔街的力量，重建社会平衡。这需要美国企业界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承
 载着公司厚望的“梦幻客机”波音787自诞生之日起，就被预算严重超支和电池起火事故等问题困扰。产品出现技术问题并不罕见，但其特殊之处在于，问题源自华尔街。正是在华尔街的重压下，波音高管才做出了有害公司的决策。

在1997年并购麦道公司之前，波音公司一直以工程技术为先的企业文化和大胆投资新机型的历史为荣。与之相反，麦道公司以风险控制、削减成本和关注财务表现著称。并购完成后，麦道保守的企业文化渐渐在新合并的公司占据主导地位。不顾资深工程师团队的反对，波音公司破天荒地采用全球供应链模式，将787的大部分零部件生产外包。一些工程师认为其目的是要最大化公司的净资产回报率（RONA），提振公司股价。外包确实削减了公司的资产规模，但也使787的供应链变得无比复杂，导致公司难以保障客机所必需的极高产品质量要求。果然不出工程师所料，787的开发周期一拖再拖，预算严重超支。

波音保持最低限度资产的决策与华尔街密切相关。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经常用净资产回报率来判断公司及其表现。华尔街对这些财务指标的偏执严重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运作。经济学家约翰阿斯克尔（John Asker），琼门萨（Joan Farre Mensa）和亚历山大永奎斯特（Alexander Ljungqvist）的研究显示，为了追求短期内股价的最大化，上市公司对资产的投资额只有非上市公司的一半。面对减轻资产的压力，美国莎莉集团从食品服装制造商转型为纯粹的品牌管理公司。莎莉集团的CEO对此解释道：“华尔街掌握生杀大权。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们只会奖赏那些用最少的资产获得最多利润的公司。”尽管研发和制造的紧密结合是创新成功的关键，但为了追求更高的股票收益，很多像波音和莎莉集团这样的公司不得不将制造环节外包。

在前一篇文章
 中，克里斯坦森认为管理者对华尔街标准的追捧会遏制创新。实际上，学术界和企业界一直对华尔街多有怨言。他们认为华尔街不但鼓励短期投资行为，更会为了股东而牺牲员工和消费者的利益。此外，它还助长高管的不诚信行为，因为后者常背负不可能完成的业绩目标。最近一项针对CFO的调查显示，为了达到华尔街的财务目标，保持稳定的财务表现，78%的CFO会“在长期价值上让步”，55%的CFO会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面对华尔街的压力，这些CFO会故意置公司利益于不顾，金融业对管理者影响力之强可见一斑。

197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高管的惟一职责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自此委托－代理理论成为职业经理人的信条。对华尔街俯首帖耳的高管常常辩解自己对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有不可推卸的“信托责任”。然而问题是，这种责任并不存在。信托责任特指一种法律上的义务，与高管职业道德责任无关。企业法学教授琳恩斯托特（Lynn Stout）的著作就指出，美国高管从未面临此类的法律要求。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如此明显的谬论？为什么管理者会作出那些明知错误的决策？就像经济学家谈论金钱，士兵谈论武器，作为一位政治学者，权力是我的我研究对象。因此我将从权力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解析。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或者国家会做出有损自身利益的行为。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危险的状况是某个领域或某一群体获得压倒性的权力，因为他们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自我认知。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必须要制衡华尔街过于膨胀的权力。



金融业再“崛起”

在大萧条前的时代，金融界人士拥有极强的影响力。时任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曾发起一项针对J.P.摩根铁路业务的反垄断诉讼。不可一世的摩根竟然没有亲自露面，他告诉罗斯福：“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对，把你的司法部长派到我这里来，我的人会修正的。”1929年股灾后，为了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Glass-Steagall Act）等诸多法案。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这些法案大多已被废除或名存实亡。这直接引发了金融业的快速扩张。1950年，金融和保险业只占美国GDP的2.8%，到1970年，升至4.2%，到2012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6.6%；1970年，美国金融保险业的利润相当于其他所有行业利润总和的24%，尽管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数字在2013年已上升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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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膨胀的规模




1950年金融和保险业占美国GDP的2.8%，到2012年这一数字上升至6.6%。（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实际上，这些数字并没有完全展现金融业的压倒性地位，因为它们并未涵盖众多非金融机构的金融部门。自20世纪80年代起，非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部门开始快速发展，到2000年，这些部门的金融资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所述企业的实体资产。当时福特在债券市场的收益已经超过其汽车业务。GE资本为GE电气贡献约一半的营收。如果将这些金融业务部门计算在内，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就相当于当年GDP的5倍。2007年，这一比率已上升至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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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上升的利润




1970年，金融保险业的利润相当于其他所有行业利润总和的24%，这一数字在2013年上升至37%。（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规模和利润的不断扩大也强化了金融业对政府的影响力。1998年至2013年，银行、保险和房地产业在政府游说上总共花费了60亿美元，仅次于医疗健康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业加强了对政府的金元攻势。截至2014年3月的2013－2014选举期，银行、保险和房地产业就已经花费了4.85亿美元用于政府游说，超过其他所有行业。此外它们为联邦职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捐献了1.49亿美元，相当于医疗行业捐献额的3倍。

金融业的代表和说客常常与金融监管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华盛顿政界将之称为“共生体”。这点从现任和卸任政府官员的履历中可见一斑。让我们列举美国近6任最高金融监管者——财政部长。现任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曾经在花旗集团供职；其前任蒂莫西盖特纳现担任美国私募机构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 Pincus）总裁；再之前的汉克鲍尔森曾是高盛CEO。再之前的约翰斯诺是私募机构 Cerberus的主席；拉里萨默斯在卸任后从对冲基金D.E. Shaw处获得500万美元的酬劳；罗伯特鲁宾出任财长前在高盛供职26年，官至董事会联合主席，卸任后他又出任花旗集团高管。

我的研究显示，这些领导者通向权力的道路对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的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人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沉浸在金融领域，有着同样的世界观。这6位财长有的在加入政府前就在金融圈声名显赫，有的则在任内对金融圈的利益表现出足够的重视，离任后轻松获得金融机构的高薪职位，有的两者兼备。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Sheila Bair）解释道：“这是一种认知控制，与腐败的关系不大。他们只是不停地受到大型金融机构的影响，对金融领域以外的关注远远不够。”

即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华尔街对美国政策依旧有强大影响力，以下是3个典型案例。

被认为是挑战华尔街利益的沃尔克规则的目的是要禁止持有联邦担保存款的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华尔街想方设法地拖延该法规的执行。早在监管机构发布草案几个月前，金融机构的代表就开始行动，监管机构进行的外部会议中有93%是由这些说客安排的，这大大延缓了法规出台时间。

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危机的一大主因，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试图对衍生品进行监管。华尔街立即进行了一场地毯式游说，并因此获得了一系列的豁免条款，致使监管只覆盖不到20%的全球市场。

华尔街银行的规模让它们获得了巨大的特权——大而不倒。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曾经向国会提供证词：由于一些银行规模太大，对它们进行指控会伤害美国经济，他不得不放弃一些针对这些银行的诉讼。这意味着，这些银行变得无比强大，政府的最高执法者已将它们置于法律之上。

金融界的声誉和地位也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顶峰。在罗斯福新政后，华尔街被视为一潭死水。德鲁克在1949年写道：“20年前哈佛商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会争相为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工作，现在他们希望为钢铁、石油或汽车公司工作。”2012年，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摩根大通和高盛跻身全球10大理想雇主之列。同年35%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进入金融服务业。尽管这一数字稍逊于2008年最高峰时的45%，但华尔街依旧是哈佛商业院毕业生最佳的职业选择。



经济金融化及后果

IMF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规模过大会影响经济发展，并加剧经济不稳定性。

经济金融化是指金融市场、机构和从业精英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其地位高于实体经济和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社会机构。美国并不是经济金融化的孤例。以社会学家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为首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历史不同阶段的经济金融化例证，其中包括14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末的荷兰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在金融化过程中，英国和荷兰都察觉到这一现象并展开了关于经济转型的激烈讨论。那些腰缠万贯的金融精英凭借自己日益增长的强大财力怂恿本国政府将国家的前途押注于金融。1925年英国政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采取强势货币政策，让英国的金融服务业从中获益，反之弱势的英镑则会提振本国制造业。最终英国屈服于金融精英，选择了强势英镑政策。

金融本应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然而在金融化的经济体中，两者乾坤颠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强大的金融系统对国家经济起步和中期发展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当私营机构信贷达到GDP的80%至100%时，它就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2012年美国的私营机构信贷曾达到GDP的183.8%。除了对波音等实业公司的间接影响，高度金融化对经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危害。第一，金融系统规模越大、复杂程度越高，它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包括伊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拉古拉迈亚拉詹（Raghuram Rajan）等众多经济学家都得出了这一结论。

第二，过度发达的金融系统会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早在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就曾观察到：“证券业所做的工作大多数与资助实体经济投资无关。”托宾对此困扰不已，他说道：“我们将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年轻人中的精英投入到金融活动中，它们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关联甚少，却获得了与自身社会贡献不成比例的巨大财富。”

这种状况部分原因源于资本。经济学家厄兹居尔奥尔罕勒（Özgür Orhangazi）的研究显示，随着金融化程度的提高，金融资产的投资会慢慢抽走实体资产的投资，因为市场倾向于短期和流动性资产，非金融机构面临投资者回报（主要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的压力越来越大，无力收购实体资产。

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当不仅限于资本，就像托宾所言，人才分配也面临这一问题。英国经济学家罗杰布特尔（Roger Bootle）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可分为“创造性”和“分配性”两类。创造性活动增加社会整体财富，分配性活动则只是将财富从一只手转向另一只手。每个行业都包含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金融业以分配性活动为主。

金融业有一种高端的分配性活动——“寻租”，即指通过操纵政策获利。经济学家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安德烈施莱费尔（Andrei Shleifer）和罗伯特惟施尼（Robert Vishny）指出，当一个国家最有效率的工作者从企业界转向“寻租”活动，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放缓。

华尔街就像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它吸走了美国最好、最聪明的人才，他们中大多数最终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当我们最好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为高频交易缩短1纳秒绞尽脑汁之时，谷歌就失去了一位工程师，我们也许就与下一个特斯拉擦肩而过。

我们还可以用交易的角度阐释这个问题。在一些行业中，大部分交易会为交易双方都带来价值，属于正和博弈。例如你从福特公司购买一辆汽车，对你来说，汽车比现金价值大；对福特来说，现金比汽车价值大。理想状态下，一年之后你和福特公司都会从中受益。另一种情况则相反，如果我向你出售股票，那么一年后我们中只会有一个人获益，这是一种零和交易。

金融领域中大部分活动，例如零售和商业银行、保险业和风投资本都属于前者。然而还有很多金融活动，例如投资银行主要从事零和交易，这些金融机构在放松管制后得到迅速发展。

薪酬是金融领域强大影响力的另一个缩影。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 ）和阿里耶勒雷谢夫（Ariell Reshef）发现，在大萧条之前，即便将教育水平因素考虑在内，金融领域从业者的薪酬也远高于其他行业。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生效，这种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到1980年差距完全消失。然而在放松管制后，情况再次逆转，到2006年这种薪酬差距又回到了大萧条前的水平。

2006年，金融业从业者的薪酬平均比其他行业同等教育水平的员工高50%。对于高级管理人员，这种差距更加悬殊——他们比其他行业的高管多挣250%，如果是在华尔街供职的高管，薪酬差距高达300%。在美国1980年以来收入不平衡现象中，这种悬殊的薪酬差距的“贡献率”为15%－20%（根据计算方式的不同）。



失衡害人害己

真正的权力从来不是强迫别人，而是改变人们的思想，让他们自愿服务。

金融领域在经济中起到关键作用，现代经济体的存在离不开银行等金融机构。然而当它的规模过于庞大，它就会拖累经济的发展，加剧经济的不平等，并且一旦崩溃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灾难。2008年金融危机让美国政府付出了2万亿美元的税收，被迫大幅增加政府开支。尽管弊端重重，金融领域依旧对实体经济体有巨大的影响力。尽管会伤害企业自身利益，管理者依旧臣服于华尔街。我们不禁回到开篇提到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和整个社会会作出有损自身利益的行为？

答案就是权力的失衡。

黑洞可以通过引力让行星偏离轨道几光年，同样巨大的权力和声望也会直接和间接地改变周围人的行为。直接方式是通过强迫和利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政治捐助帮助政客赢得选票时，这种直接方式就会显现。

间接方式较为微妙，但影响力更强。真正的权力从来不是强迫别人，而是改变人们的思想，让他们自愿服务。阿克顿曾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通常认为这句名言是关于权力对其拥有者的影响。但实际上阿克顿真正要指出的是，权力会扭曲人们对掌权者的判断。人们天生倾向于相信，权力拥有者代表善良和正义，他们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实际上权力和声望会大大美化人们对掌权者的认知。

重权在握的社会群体还会影响人们的观念。这与腐败无关，人们的观点会自然地随着利益发生变化。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 Sinclair）曾经说道：“当一个人的收入是基于对某一事物的熟视无睹，那你很难让他去理解该事物。”这导致整个社会为最强大群体的利益服务，进一步强化该群体的权力，形成恶性循环。

权力失衡会让整个社会面临灾难性后果，这种悲剧在历史中不断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军队和军工产业控制。当时德国对英国的殖民版图觊觎已久，无奈却忌惮于英国皇家海军的强大实力。尽管两国处于友好状态，德国军队决心建立一支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舰队。为此德国海军开始向政府施压提高海军预算，并建立新闻署来控制媒体报道。此外，海军还招揽德国最知名的学者为其喉舌，其中包括当时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结果海军预算大幅提高，进一步加强了海军对整个德国社会的控制。

英国将德国海军视为无法忽视的威胁，并因此与法国和俄国结盟。一战爆发后，造价不菲的德国军舰被封锁于近海，毫无用武之地。德国海军只好依靠潜艇，寄希望于削弱英国皇家舰队的实力。然而放任攻击商船的无限制潜艇战威胁到美国在大西洋上的航线，导致美国参战，加速了德国的战败。社会权力失衡导致德国在舰队上花费了大量资源，这些舰队不但没有发挥作用，还起到了反效果——将英国和美国推向德国的对立面。

相似地，美国的金融领域，尤其是华尔街掌握了失衡的权力。强大的金融领域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它就像经济的循环系统，将资本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大型银行驱动了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它们就像系统的心脏。美国经济已罹患“心脏肥大症”，它的“心脏”变得过大过重，不但拖累整个机体的发展，还影响了它的基本功能。



再塑平衡方案

大型金融机构推高铝金属价格，从中获利，让美国消费者总计损失了50亿美元。

我们需要重建社会系统的平衡。过大的规模和不合理的利润是金融领域权力和声望的来源，因此我们要在不影响其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让其规模和利润回归合理状态。其中关键是要进行有益于经济价值的改革，限制那些由权力产生的扭曲行为。因为会限制金融业的权力和利益，这些改革必将会遭遇阻力，但这正是必须要改革的内容。。

经济政策对权力产生影响的历史几乎和美国历史一样长，它可以追溯到华盛顿的第一届政府内阁，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就因此相互对立。两人对美国经济的走向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既包含对民主的不同认识，也包括对财富产生方式的分歧。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主要灵感来源于20世纪反垄断思想家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他认为大型金融机构会取得其他产业，甚至政府之上的权力和影响。

以下是改革的几个方向。

限制银行规模和杠杆率

放松管制后，美国大型银行得到快速发展，甚至超越了危机前的规模。1995年，美国最大6家银行的总资产相当于GDP的17%，2006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55%，2013年上升至58%。这些银行从政府获得了大量的间接补贴，市场因此得出结论，这些银行的债务已经得到了政府的保证，这降低了它们的借贷成本。2012年，美国政府对8大银行的补贴高达7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税收的2.5%。如果银行的规模得到限制，美国政府就会允许它们破产，从而限制它们的权力，减少政府补贴。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郭庾信（James Kwak）在《13个银行家》一书中指出，银行的总资产（包括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不应超过GDP的4%，投资银行的资产不应超过GDP的2%。这一政策只会影响几家银行，但这些银行却拥有强大的权力。

银行另一个加强权力的方法是提高杠杆率，这增加了利润但也让风险增大，杠杆率越高，银行的容错性就越差。当政府对银行进行紧急救助时，这种风险就被转嫁给大众。系统问题已显而易见，几个金融机构决策者造成的风险需要由整个社会买单。然而在政治权力的保护下，监管者对这些机构束手无策。在《银行家的新衣》中，经济学家阿纳特阿德马蒂（Anat Admati）和马丁赫尔维格（Martin Hellwig）认为，如果将银行的杠杆率限制在3:1以下——股本占银行总债务的1/4以上，那么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会大幅提升，同时银行的放债能力不会受到影响。

平衡债券与股票

目前债市的规模要远大于股市，债券产生的风险也远远高于股票。公司的借贷率越高，金融市场对它的控制就越强。很多CEO正是由于避免借贷过多，才打造了伟大的公司。然而美国税法规定，利息支付可以免税，分红则无法免税。这间接补贴了债市，损害了股市。税收优惠加上高昂的企业税导致很多公司倾向于借债。如果政府取消对债市的补贴，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控制就会削弱。我的同事罗伯特波曾（Robert Pozen）建议政府应该在降低补贴的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对金融交易征税

金融领域另一利润来源是今天资本市场中巨大的交易量。尽管单笔金融交易的价值不菲，但这些交易会让全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减缓经济增速和周期性政府救助等。

此外，低廉的股票交易成本会鼓励投资者追求短期套利，而非长期投资。减少这些负面影响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征税。金融交易税能降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让投资者聚焦于长期价值，削弱金融业的权力。早在1936年，凯恩斯就提出了金融交易税的构想，1972年托宾曾实施外汇交易税。目前有40个国家征收金融交易税，美国也曾在1914到1966年间征收交易税。

提高资本利得税

目前资本利得的税率较低，这间接为很多金融机构提供了补贴。理论上，较低的资本利得税可以鼓励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然而现实中这种因果关系却非常薄弱。经济学家莱昂纳德布尔曼（Leonard Burman）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研究显示，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资本利得税率没有关联。税率差意味着，收入源于资本的人获得的回报要远高于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人。这导致金融领域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管，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股票期权，高管也错误地认为让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其惟一责任）的税后收入大大增加，权力和声望随之大幅提升。为什么政府会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为金融从业者提供补贴呢？权力的失衡影响了政府的思维和政策，让它相信了一个看似合理，却充满漏洞的理论——较低的资本利得税能刺激经济发展，而实际从中受益的只有一小撮金融精英。

几十年来，美国金融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让最有权势的金融精英获得了巨大财富，并让美国企业和政府对其俯首帖耳。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化掩盖甚至损害了多数金融机构诸多的关键性活动，无论这些机构是零售及商业银行、风险投资还是保险评估机构。

非金融企业需要将恢复权力平衡作为重中之重。权力只能通过更强的权力制衡，尽管华尔街的势力非常强大，但构成实体经济的企业界拥有更大的力量。人们已经达成共识，大多数行业都存在过度监管的现象，只有金融市场的监管不足。对航空公司解除监管创造了市场奇迹，对银行解除监管却会带来灾难。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不同，因此也需要我们区别对待。美国企业界应达成共识，金融化会损害实体经济的运行，这样才能形成一股制衡的力量。

一些非金融企业已经开始反击。2013年《纽约时报》报道，大型金融机构利用手中铝储存仓库的所有权（高盛一家就拥有北美地区70%的铝储存设施）推高铝金属价格，从中获利。自2010年起，美国消费者因此总计损失了50亿美元。制铝企业因此提出上诉，导致参议院和美联储开始审核2003年颁布的允许银行进行实物期货交易的法令。企业界已经意识到，这只是华尔街势力的冰山一角，这些企业已开始推动政府对金融领域进行改革，并将其视为影响自身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

在这一进程中，领导者的作用至关重要。尽管领导者会受到环境的限制，但在正确时间、正确位置上的优秀领导者能改变一家公司甚至整个国家的命运。林肯在内战的战火中重塑了美国。老罗斯福在美国深陷大萧条之时带来了新政。领导者，特别是总统能够引领政治舆论，将国家带向新的政治均衡。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系统还过于脆弱，无法承受改革的冲击。2013年，金融系统欣欣向荣，华尔街从业人员的平均奖金高达16.5万美元，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民收入中值停滞不前，这些信号都显示，美国经济在恢复之路上踯躅不前。不良的经济现象甚至出现常态化的趋势。

现状绝非无法避免。老罗斯福总统当时是这样回复不可一世的摩根先生的：“那可办不到，我们根本不想修正，我们要彻底终止这种行为。”两年后，老罗斯福政府彻底打破了摩根的垄断。今天的金融精英与摩根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摩根当时控制了美国40%的资本，但这也没有动摇老罗斯福的决心。

一切照旧的做法已经失灵。在危机前，旧有的做法就已失效，房地产泡沫掩盖了经济的深层问题。今天我们都已清楚看到，美国经济无法为人们带来充足的工作机会和合理的收入。我们能够重建社会平衡，从金融巨头手中解放美国企业，让它们恢复一直以来最擅长的工作——创造财富并造福于每一个美国人。我们能做得更好，选择权就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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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市场新兴力量维权投资者打交道，管理层要遵循以下法则：确定战略重心，并持之以恒；从维权投资者角度分析公司；培养熟悉公司情况的外部顾问；塑造默契的董事会；持续实现既定目标；吸取维权投资者的合理建议。做到这些不仅可以确保对企业的控制权，还会使得企业实现基业长青。






核心观点


挑战
 　维权对冲基金在企业与市场互动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游戏规则简单明了：买入他们认为被低估的股票，然后给管理层施压，迫使管理层采取他们认为能够提升股价的举措。








危险
 　虽然维权投资者也会有不少好点子，但他们可能会推动激进变革，把组织推向灾难边缘。企业必须做好迎战维权投资者的准备，以防被其错误理念牵掣。







应对

1、制定清晰战略焦点

2、以维权投资者的眼光分析自己的企业

3、事先让外部顾问团结起来

4、建立董事会默契

5、持续实现对外宣称的目标

6、不要对维权投资者的建议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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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年7月，百事集团董事长兼CEO卢英德（Indra Nooyi）突然接到维权投资者尼尔森佩尔茨（Nelson Peltz）打来的电话。他通知卢英德：特里安基金管理公司（Trian Fund Management）已持有百事公司超过13亿美元的股票；现在特里安公司要求百事收购亿滋国际（其前身是卡夫食品，佩尔茨持有亿滋10亿美元的股权），然后把百事集团一分为二，一部分聚焦于饮料，另一部分聚焦于食品。

这种干预是佩尔茨重施对卡夫食品的故技。佩尔茨曾敦促卡夫CEO艾琳罗森菲尔德（Irene Rosenfeld）收购吉百利史威士公司，再把合并后的公司划分为全球零食业务（亿滋）和美国食品业务（卡夫）。然而，分割之后的亿滋国际在雀巢、联合利华等国际巨头的夹击中举步维艰。

佩尔茨的要求令人震惊，但在西方商业世界亦非鲜见。作为新兴的股东力量，维权投资者常常在企业与市场互动中扮演决定性角色。这些维权者通常热衷改变公司治理结构，他们最常用的两项举措：取消交错董事会（又称分期分级董事会，其典型特征是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董事会分成若干组，规定每一组有不同的任期，以使每年都有一组的董事任期届满，每年也只有任期届满的董事被改选——编者注
 ）和“毒丸计划”，与20世纪90年代公共雇员和工会养老基金的做法一脉相承。他们的惯常做法是，让企业背负更多债务同时给予股东更多回报，这种做法让人自然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掠夺者”（Corporate Raider）。事实上，有些维权投资者原本就是企业掠夺者，佩尔茨和卡尔伊坎就是代表人物。

维权投资者给企业高管和董事会带来极大压力。他们几乎每天都会瞄准一家企业。根据美国顶级律所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的数据，2013年有超过200次维权投资活动；维权投资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增长超过50%。虽然维权投资者所掌管的资金规模仅约为1000亿美元，只占美国公司总市值的1%，但其杠杆效应和示范效应不容小觑。

他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先买入他们认为被低估的股票，然后迫使管理层采取他们认为能提升股票价值的举措，比如给股东更多现金回报或剥离被他们视为拖累股价的业务部门。继而，他们越来越深地介入公司治理——要求获得更多董事会席位、撤换CEO以及宣扬某种公司战略。诸多研究表明，维权投资活动确能提升股价（至少是暂时的）。最近，卢西安别布丘克（Lucian Bebchuk）、阿龙布拉夫（Alon Brav）和蒋伟（音译）对1994－2007年间维权投资的研究显示，被维权投资基金盯上的企业，以5年为期的运营业绩普遍有所提高。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认为对冲基金的维权投资对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有积极作用。事实上，我们发现它会助长短期主义、过于强调财务指标。但机构投资者通常会跟随维权投资人的投资行为，由此会产生正回报；所以未来此类活动极可能会继续增加而非减少。

总之，站在公司的立场，CEO和董事会应该做好准备迎接维权投资者的挑战，而不是抱怨。

卢德英和百事公司董事会作好了迎接尼尔森佩尔茨进攻的准备。如下文所述，他们制定了新的战略计划，比佩尔茨提出的“把零食业务分离出去”这一简单粗暴的方案看上去更适合不断变化的市场。明确清晰的战略重点并持之以恒，正是我们找出的高管团队和董事会应对维权投资者挑战、促进组织进步的六条方法之一。



法则一：明确战略重点并持之以恒

卢英德于2006年出任百事CEO。当时，肥胖症和Ⅱ型糖尿病在全球范围内增多，她意识到这些长期趋势会推动消费者需求转向健康食品和饮料，最终使百事的核心业务——软饮与零食增长放缓。对此，她设计了新的战略，瞄准三个增长领域：（1）有益健康的产品，比如桂格燕麦、佳得乐运动饮料；（2）产品创新；（3）新兴市场。她计划用重金打造这三个领域，方式包括并购等手段，所需资金则来自百事核心业务产生的现金流。百事精准地完成了对巴西、印度、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新兴市场的一系列食品和饮料公司的并购。

大型变革通常要花5到10年时间才会看到成果，这会让管理层和董事会承受巨大压力。正如百事前CEO史蒂夫雷尼穆德（Steve Reinemund）所言，除非看到显著业绩增长，否则人们绝不会支持大型变革。百事的改革出师不利：2010年，可口可乐占领了更多的软饮市场份额，健怡可乐取代百事可乐成为世界第二畅销软饮；百事股价下跌4%，可口可乐则上涨40%。糟糕的业绩之下，股东们开始指责卢英德在软饮领域投资不足。卢英德为此调整了某些关键管理机制，并在董事会的支持下平复了争议，从而得以坚持既定战略改革。过去两年中，百事公司在各个品类上均实现稳步增长，最终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胜过可口可乐：2013年，百事公司的收入和每股收益分别上升1%和10%，而可口可乐公司的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下滑了2%和3%。

聚焦战略为股东带来更多分红，这让卢英德和董事会更有底气拒绝佩尔茨的干预。百事CFO休约翰斯顿（Hugh Johnston）在2013年夏天声称：“现在百事公司整体运营良好，如果花费800亿美元收购亿滋，将会分散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百事的大多数股东显然也都同意这一点。虽然佩尔茨不会善罢甘休，不过截至本文发稿，他还未取得任何显著进展。



法则二：戴上维权投资者的“眼镜”

CEO需要确保其董事会看清维权投资者的伎俩，并制定出对策。这就需要他们进行三个维度的分析：1）维权投资者在短期内提升股东价值的金融手段：这通常包括分拆、剥离业务或是股票回购以及增加负债；2）企业可能存在的战略弱点以及资本结构；3）其他企业的具体案例。维权投资者的习惯做法是冒更大的风险去追求高回报，但这也并不总是坏事。如果能在不危害企业战略的前提下提升回报，你理应在维权投资者逼你改变前抢先实施。

瑞士制药公司诺华正在新任董事局主席约尔格莱因哈特（Joerg Reinhardt）领导下进行上述分析。诺华CEO约瑟夫希门尼斯（Joseph Jimenez）在企业2013年第3季度业绩发布会上说，这次全面分析是为了创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诺华的制药、眼睛护理和仿制药这三项业务每年至少带来100亿美元收入，在各自领域占据第一或第二的市场地位。3个规模较小的业务——疫苗与诊断、非处方药，以及动物保健则在这次分析中暴露出了问题。为了降低维权投资者干预的可能，诺华可能会通过并购或卖掉部分业务的方式来增强这3个板块。

诺华的方式适合那些多业务部门的企业，其核心是考察企业战略是否为各项业务增加了价值。此类分析必须严格，以确保管理层对业务协同和附加价值保持客观判断。2004年，老牌零售巨头塔吉特百货（Target）被维权投资基金盯上。该公司对旗下的三条零售线Dayton-Hudson, Mervyn’s和Target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三者之间协同效应有限，且真正增长潜力主要来自Target，于是剥离了另外两项业务线。



法则三：培养熟悉公司业务的外部顾问

全食食品超市陷入了内外交困的险境：业务发展受阻、负面宣传，同时还有维权投资者虎视眈眈。董事会的齐心协力、默契、与CEO的充分沟通挽救了这家公司。

2007年－2008年，因经济衰退，塔吉特的同店销量不断下滑，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的潘兴广场对冲基金（Pershing Square hedge fund）乘机增持其股票。最初，阿克曼试图说服塔吉特的董事会拆分其信用卡业务。因为用自有信用卡激励与回馈消费者的做法收效显著，董事会没有同意拆分提议。最终董事会同意把信用卡业务47%的权益卖给摩根大通。阿克曼坚持要求塔吉特剥离掉剩下的53%，遭到了董事会拒绝。

阿克曼并未就此罢手，他提议塔吉特分割其不动产业务。塔吉特共有680家店铺，大部分产权都归公司所有。阿克曼要求把这项资产交给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董事会与管理层认为，这就意味着公司将失去对店铺产权的控制权，并将耗费越来越多的运营成本从REIT手中租回店面，而且还将承担过高的杠杆率。因此，董事会再次回绝了阿克曼的要求。

阿克曼于是掀起了代理权战争，试图让自己和四个他选出来的董事，取代原有的董事会成员。他每天都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上露面，把自己的计划直接兜售给广大投资者。塔吉特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则通过与主要股东直接面谈的方式进行反击，最终他们在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中赢得了超过73%的选票。此后不久，阿克曼就卖掉了手中持有的所有塔吉特股票。

要作好迎战维权投资者的准备，管理层和董事会都必须有可信赖的外部顾问。1996年塔吉特曾差点被彭尼公司（J.C. Penney）收购，从那时起，塔吉特就只与固定的财务顾问（高盛投资）和法律顾问公司（Wachtell, Lipton律师事务所）合作。这些外部顾问参与了塔吉特剥离Dayton-Hudson和Mervyn’s的过程。他们熟悉塔吉特公司，同时颇受董事会信任。他们的支持让塔吉特确信自己走在正确的战略轨道上，也更有底气拒绝阿克曼的要求。正是因为有外部顾问的帮助，塔吉特管理层和董事会才能够赢得这场代理权之争。



法则四：打造默契的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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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解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是维权投资者惯用的伎俩。董事们必须团结一致才能用客观和建设性的方式化解维权投资者带来的困境。而团结来自于多年积累的默契，并在一次次合作参与、携手应对危机以及同CEO的坦率交流中强化。要实现董事会的默契，CEO必须保证信息的高度透明，愿意分享包括决策敏感信息在内的全部信息。董事们则要在应对维权投资者挑战时，全心投入公司事务和并以公司的长期目标为重。

正是董事会的投入、默契以及与CEO的沟通这三点，拯救了全食食品超市公司（Whole Foods Market，下文简称WFM）。在2008年－2009年间，WFM深陷一场超级风暴：不仅业务受挫、饱受公众诟病，还面临维权投资活动带来的挑战。作为只经营天然食品的公司，WFM从1978年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起家后发展迅速，其同店销售额不断上升，逐渐发展为聚焦健康食品的连锁超市。WFM联合创始人约翰麦基（John Mackey）没有多少商业经验，于是建立了由资深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其中包括资深零售业人士和持有公司股票的专业财务投资者。这些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指导麦基如何建立全食食品的特许经营，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默契。

WFM持续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被2008年的经济衰退打断。2008年，WFM陷入内外交困：经济衰退外加消费者认为全食食品价格较高，令WFM的同店销售额增速下滑了3到4个百分点；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最畅销的健康饮食书籍《杂食者的困境》对WFM给出负面评价；就在WFM向联邦贸易委员会申请批准收购一家较小型连锁店Wild Oats的当口，有人曝光了麦基曾在网络上匿名毁谤Wild Oats公司一事。2006年1月至2008年11月间，WFM的股价狂跌90%。正是那时，该公司引入了友好的外部投资者——私募股权公司Leonard Green & Partners。

发现WFM股票的狂跌后，维权投资者罗恩伯克勒（Ron Burkle）买入了980万股WFM股票（占总股数的7%），随后便对WFM董事会施压，要求其通过放慢增长来提高短期盈利。但董事会并没有示弱，他们联合起来支持麦基，坚持WFM的使命和价值观，拒绝了伯克勒的要求。不过，董事会也做了些改变：麦基辞去董事长一职，保留CEO头衔；第二年沃尔特罗伯成为联席CEO。

WFM的董事们之所以能对抗伯克勒，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团结、默契，以及随后采取的建设性举动。在他们的努力下，该公司渐渐转好。过去4年间，同店销量保持看近两位数的高增长；收入增长了50％，每股收益是此前的3倍。这场风波之后，WFM股票上涨了750％，并在去年秋天创下历史新高。



法则五：持续实现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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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结底，对抗维权投资者的最佳办法就是一个接一个持续地实现公司也已宣布的目标，此外，其他任何方式都有可能被维权投资者抓到把柄。彭尼公司在CEO迈伦乌尔曼（Myron Ullman）治理下表现平庸，股价在2007至2010年间下跌65%。看到股价大跌，比尔阿克曼买入了大量该公司股票。后来，董事会屈服于阿克曼的管理变革要求，却因此陷入更糟的境地。倘若彭尼公司一直表现稳定，就不会惹来维权投资者的注意。

宝洁的董事会在2013年5月撤换CEO鲍勃麦克唐纳，导火索也是阿克曼。阿克曼的要求之一是出台一份关于如何加速提升盈利的详细报告。2009年－2012年间，宝洁在麦克唐纳治理下为了刺激收入增长频繁变更战略，而业绩却一直萎靡不振——这令它成为维权投资者追逐的目标。尽管麦克唐纳在2012年用100亿美元成本削减计划提振了股价，董事会依然决定撤换他，请回前任CEO雷富礼。如果宝洁在麦克唐纳接手后，实现像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带领联合利华所做的大变革，他或许就不会遭遇被撤换的命运。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它们告诉我们：坚实的业绩很重要，设置现实可行的目标同样重要。许多企业败就败在公开宣扬过于激进的目标或是向市场释放过于积极的信号。当今环境之下，我们奉劝企业和董事会，要么干脆不给出业绩指引（Earnings Guidance），要么就依据自身面对的不确定因素给出业绩大致波动范围。



法则六：采纳维权投资者的合理建议

维权投资者大都是聪明且进取之人，他们往往会注意到董事会与管理者忽视的问题。因此他们提出的意见往往值得倾听，你也可以有选择地执行一些有价值的建议。2006年12月，关系投资者（Relational Investors）基金的拉夫怀特沃斯（Ralph Whitworth）发现，美国劳联－产联（AFL-CIO）抗议家得宝（Home Depot）CEO罗伯特纳德利（Robert Nardelli）在公司业绩表现欠佳时仍然拿着高薪。怀特沃斯要求下属把家得宝作为备选目标。其下属在分析年报中发现了会计差错，还发现了其新设批发部门资产回报低的问题。

在买入家得宝一小部分股票后，关系投资者基金致信家得宝董事会，要求对方给予阐明上述发现的机会。家得宝董事会约见了怀特沃斯，惊讶地得知会计失误已经导致家得宝在报告中把投资回报多出了1倍。这件事的结果一是纳德利（Nardelli）很快离职，二是怀特沃斯的老同事大卫巴彻尔德（David Batchelder）被提名进入董事会。家得宝随后采纳了怀特沃斯提出的部分改革建议，包括聚焦核心零售业务、建立更好的资金配比流程和规则，以及让商业战略在投资人面前更加透明。

在新任CEO弗兰克布莱克（Frank Blake）执掌下，家得宝于2007年退出了批发业务，重振客户服务，还启动了225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布莱克接管家得宝后令公司股价翻了一番。这一案例说明，维权投资者有时也会有好点子，董事会应该花点时间考量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



对全体股东负责

董事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确保企业始终坚守使命和价值观。使命和价值观是企业成功的基石。近年来，有些不具备行业经验的维权投资基金经理进入公司，抛出激进而又效果不明的改革方案。虽然企业有时的确需要重大变革，但由外部维权投资者执行这些草率的方案，可能会让企业失去员工和顾客的支持。

彭尼公司便是如此。2010年，阿克曼成功掌控了彭尼。他没有管理零售业务的经验，却制订了改革和重塑零售业务的详尽计划。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让苹果公司的前任零售运营高级副总裁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接替乌尔曼出任CEO。

接下来，他和约翰逊改变了彭尼的定价模式，取消优惠券和大减价活动。这对彭尼的销量、利润以及阿克曼的投资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阿克曼的投资缩水约5亿美元。如今，乌尔曼重新开始执掌这家元气大伤的公司。

这并非个例。2005年对冲基金经理爱德华兰珀特（Edward Lampert）接管了西尔斯百货，也进行了冒险变革。与凯马特（Kmart）合并后，兰珀特为西尔斯选了四任CEO，但他们都不具备零售经验。兰珀特将西尔斯分成30多个事业部，让每个事业部都有自己的总裁、董事会，设置独立的盈亏报告。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提升责任感，但事与愿违，这导致事业部之间互相竞争资源。2013年1月，兰珀特自己出任CEO，结果上了2013福布斯杂志“最烂CEO”排行榜，排名第三。排在他前面的是罗恩约翰逊和EBX集团的Eike Batista。这些例子表明，虽然维权投资者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去运营大型企业。

无论要求是否被采纳，维权投资者通常都会迅速把所持股票套现，因而很难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为了公司的长期发展。他们的举措可能会弱化企业的竞争地位，损害长期股东的利益，高杠杆的财务结构在经济下行时的风险也巨大。

新的维权投资者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层出不穷，毫无疑问，未来几年他们将成为股票市场中重要的力量。宝洁遭遇阿克曼，苹果先是遇到绿光资本的大卫艾因霍恩，后来又撞上卡尔伊坎。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在维权投资者面前高枕无忧。

如果董事会和管理团队做好准备，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挑战。沃伦巴菲特近期对此给出了颇具智慧的忠告，“我认为，管理者应该为了那些会留下来的股东，而不是那些注定要离开的人去管理企业。”倘若遇上维权投资者，董事们应当谨记他们对企业和全体股东负有信托责任，而不仅仅是对那些干预者；他们应该确保为企业使命和战略的永续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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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尔乔治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美敦力公司前主席兼CEO。他写了四本畅销书，其中包括《真北》。杰洛尔施是哈佛商学院人际关系学教授，曾编纂《未来董事会：直面21世纪公司治理挑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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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盛：管理股东新模式

熊静如 | 译　李钊 | 校　钮键军 | 编辑










为提升营业收入和增加现金流做出的长期战略路线图，已经成为IBM管理投资者的模式。该模式分为3部分：向投资者阐释为了实现目标所进行的促增长与降成本的举措；请投资者监督并评价整个实施过程；运用模式中的衡量指标来制定员工薪酬体系。






在
 担任IBM首席执行官的10年间，彭明盛（Sam Palmisano）很少公开谈论金融市场及其对公司决策的影响。事实上，他只是不在公开场合表达，有意保持低调。如今他的董事长任期届满，他决定打破沉默。

尽管深居幕后，为了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公司，彭明盛和CFO马克洛克里奇（Mark Loughridge）带领IBM团队，与华尔街进行着长期的斗争。他们为提升营业额和增加现金流做出的长期战略路线图已经成为一种模式。该模式分为3部分：向投资者阐释为了实现目标所进行的促增长与降成本的举措；请投资者监督并评价整个实施过程；运用模式中的衡量指标来制定员工薪酬体系。在他们的努力下，IBM每股收益从2006年的6美元提升到了2010年的10美元，赢得了投资者的青睐。

模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彭明盛接替郭士纳（Lou Gerstner）成为CEO4年之后，模式才初现雏形，而让市场接受它花了更长的时间。比如，2007年初，IBM股市表现欠佳，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吉姆克拉姆（Jim Cramer）公开谴责IBM的董事居然还没有开除彭明盛。

不过，没过多久，IBM就开始接近自己设立的目标。2009年IBM的股价一路走高，比预定时间提前一年实现10美元的股价目标，非议随之沉寂。彭明盛任期内，IBM股价升高了一倍有余，巨大的回报让投资者获益直线上升。从股东回报角度来衡量，这个模式无疑大获成功。

这一模式是否有益于公司运营？彭明盛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对投资者的做法没有太多异议，认为问题在于很多企业管理团队没有处理好投资者关系。自2012年10月卸任CEO以来，身为董事长的彭明盛一直在做CEO教练，传播他的管理理念。2014年4月，他发起成立了一家研究当代企业的非营利组织——全球企业中心（Center for Global Enterprise）。同时他还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董事。

彭明盛近期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贾斯汀福克斯（Justin Fox）的专访，首度畅谈如何在企业基业长青与让投资者满意之间寻求平衡。




HBR：
 你在执掌IBM期间进行了一项重大变革，改变了IBM设置目标以及向投资者传达目标的方式。这一变革的初衷是什么？


彭明盛：
 我觉得，以90天为期设置目标对管理实践是一种误导。你不能保证每个季度都有完美业绩。虽然我们在运营中都懂得这一点，但为了让报表好看，管理者往往不得不做一些损害企业长远利益的事情。即便最终业绩和预期目标只差一分钱，市场也会让你的股票下跌4%－8%。其实，市场对一分钱产生这么大的反应，毫无道理。




HBR：
 在你就任CEO之前，IBM是以90天为期设定目标的吗？


彭明盛：
 不是。我们给投资人年度规划，按年度给他们回报。你必须给投资人一些回报，因为他们是企业拥有者。当时的问题在于，他们无法知道我们在做什么。IBM业务线非常庞杂。倘若你希望别人给你投资，你必须要做好信息披露。

于是我想，如果我们制定长期目标，同时给投资人充分的信息去作明智判断，将会对投资人和我们都大有裨益。




HBR：
 但在你担任CEO的头几年，IBM的股价几乎没什么变化。


彭明盛：
 当时股价持续低迷。我们觉得这是因为市场没有完全了解我们的工作。其实，所有CEO和CFO都会觉得自己公司的股价被低估了。即使市盈率达到100倍，他们还是会认为被低估了，这是他们的本性决定的。

我们召集大股东会议，在会上问他们：“怎样才能更清楚地传达我们公司的价值？”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就像黑匣子，我们没法看清。”于是，我和CFO开始思考如何在不被季报束缚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提升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2006年，我们对华尔街宣告，到2010年我们的每股收益将从6美元提升到10美元，其后我们在模式中又增加了长期的员工薪酬制度。起初股东心怀疑虑，他们说采用这个模式虽然很好，但是不确定我们是否能把它执行下去。我们做到了，而且事实证明这个模式适用于IBM。

很多人问我这个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企业。我认为这要视情况而定，要取决于企业的成熟度、规模以及企业的财务状况。如果你的企业较为年轻，规模小且盈利少，你就可能不适用于IBM的模式。如果采用IBM模式，你只是在短时间内获益。现在有很多企业只有不到1%的利润率、甚至没有利润，但却疯狂地扩张。最初几年不赚钱可以，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说：“到该赚钱的时候了”。接下来投资人就会要求“我要获得收益”。




HBR：
 IBM的股东和初创企业的股东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吗？


彭明盛：
 我认为是的。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s）、纽伯格伯曼公司（Neuberger Bermans）、Capital Worlds，他们看重的是投资回报的长期效果；还有另一类投资者只想和你做交易，对企业本身没有多大兴趣。他们不会关注IBM，其他企业更适合他们。



邀请股东参与


我们决定以完全透明的姿态面对大股东。大股东们会真正关心企业利益，不会和你玩套利游戏说，
 “看！我抓了你一个正着”。


HBR：
 也就是说，可以采用与市场沟通的特定方式来吸引特定股东？


彭明盛：
 我们决定以百分之百的透明度来面对大股东，在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披露更多信息。我们还会每个季度都请几位股东来与整个高管团队面谈。




HBR：
 你说的这些大股东是指Fidelity、Capital Group吗？


彭明盛：
 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Capital Group、贝莱德（BlackRock）、T. Rowe、惠灵顿（Wellington）、纽伯格伯曼都是我们的大股东。每家公司入股后都会带来4、5位投资组合经理。

我要向团队强调的是“这些大股东拥有我们的公司。如果维权投资者开始介入IBM，我们不得不直面他们，并被迫把所有信息摊开给他们看。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用同样坦诚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大股东呢？”

CFO会召集会议，就未来一年或一个季度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进行讨论，然后软件、硬件、服务事业部会参与讨论。我总是在最后发言，这样他们就可以尽可能充分地就业务进行讨论。




HBR：
 这些会议肯定会持续很长时间。


彭明盛：
 会议一般在早上开始，期间股东随时可以走。他们有时在2点钟，有时在6点钟离开。我们谈论的议题包括“你觉得资金配置状况如何？我们来聊聊分红和股票回购，谈谈并购策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一笔大买卖？”我们在会上充分交流意见，而且我发现这些意见非常有价值。

这些人真的会关心公司的利益。他们拥有公司3、4%的股份，希望看到公司成功，不会去想如何搞垮你或是欺骗你。这样的会议不同于只是在炒噱头、卖报告的卖方分析师会议，大股东们也不会和你玩套利游戏说，“看！我抓了你一个正着”。

认真聆听股东们的观点，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可以用符合既定战略的方式回报股东。基本上股东只是要求我们在资本配置上考虑他们的利益。他们想要更多边际利润、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营收增长。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收入增加，我们会以股息或是股票回购的形式给他们回报，而大肆并购会带来多少价值谁也说不准。




你不能因为经济低迷就杀鸡取卵。你必须持续进行研发投资，
 否则便会一蹶不振。


HBR：
 一直以来，克里斯坦森都在批评财务指标。如果强调资本配置和资本收益，可能最后你会聚焦于效率而非创新，因为创新在初期往往收益不佳。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彭明盛：
 我们每年在研发上的投资是60亿美元，此外还会花100到110亿美元用于并购，以获得无法靠内部研发有机生长出的技术。技术方面的总投入大概占收入的10%。能拿出如此高比例的收入来做研发的企业并不多。在IBM，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投资于长远发展。当然，投资不一定都会有成果，这是研发工作中不可避免的，要不然它就不叫“研究、开发”了。

研发工作如同带来未来收益的“种子”。即使在困难时期，你也不能吃掉种子，杀鸡取卵。这么做你就死定了。惠普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即便在2008年经济衰退时，我们也不曾削减研发投入，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我们也是如此，坚持研发是我们的原则。我完全同意克里斯坦森的观点——你必须持续进行研发投资，一旦停下，你就很难赶上。

但我不认为衡量指标是问题所在，我认为管理的成熟度才是关键。你可以建立一套以长远利益为导向、同时投资人又可以衡量的指标体系。你总不能一年到头业绩都很糟，然后说：“我是在作长远打算”。没有投资人能容忍这样的企业，对吧？

有了衡量指标，你就可以比竞争对手更高效。我们提高效率并不是减少投资，而是可以拿出更多钱来投资。高效让你有更多的选项，可以选择投资于未来，可以给员工涨工资、提高营销预算，也可以选择给股东更高回报。但你不能以“考虑长远”为由，为自己的低资本利用率找借口。不能说，你有很多现金，是为了做长期打算。闲置资金就好比多出来的脂肪，需要减肥。审视经营效益比率，你会发现效率与长远发展之间没有冲突。你在创新和长期发展上的投资只是SG&A（销售、普通和行政管理开支）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4%。余下的96%是其他事项的开支，包括福利、招聘、会计记账成本、供应链等。你可以在这些方面提高效率，然后把省下来的钱用于给股东带来更多回报，或是用于创新。




HBR：
 所以，让投资者在中期发展中获益与做你想做的事之间并不必然矛盾。


彭明盛：
 你必须给投资者一些可以衡量业绩表现的指标，当然指标可能会让你不舒服。我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才明白了这一点。



不参加季报电话会


HBR：
 你刚才谈到自己并不经常和卖方分析师交流，而是试图与长期投资者互动。但是季报电话会总是由卖方主导的（投资银行争取到企业发行股票的服务后，将这批股票分散卖给其它的投资机构或民众，这个时候投资银行等同卖方——译者注）。你会参与季报电话会吗？


彭明盛：
 从不。我建议CEO永远不要参加。我会极力避免两件事：一是季报电话会，我的方法是一年参加一次投资人会议，通常在春天，卖方也会出席；二是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电视会议上鼓吹自己的才能，我觉得不合适。

管理者在任期内是经营者，是一个管家，而不是创始人。你在这个位置上要做的是保障长期回报。IBM是家百年老店，我们希望让它能到200年，我希望不要因为我作CEO时做的蠢事，而让公司在105岁时夭折。

不参与卖方的季报电话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我不做准备。我们肯定都会准备。我不参加的原因在于它的短期主义导向。郭士纳就从来不参与这些会议，所以我不参加也无可厚非。我曾与GE的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长谈，他说：“我没办法不参加，因为杰克韦尔奇一直都参加。”我说：“我理解，他带了个坏头。”




HBR：
 好吧，有多少这样的会议其实CEO才是始作俑者……


彭明盛：
 我们互相警告对方说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参加这会压力也太大了。如果你的前任不这么做的话你就有了选择；如果你的前任一直参加，你就很难不参加。



CEO的角色


HBR：
 你对CEO角色做了几种不同的阐释，你刚才将股东界定为企业拥有者，你是企业的管家。


彭明盛：
 没错，我们就是管家。




HBR：
 那么股东就是老板？


彭明盛：
 单独的股东都不是老板。管理者和董事会都要为企业寻求长远发展负责，这应当与股东利益一致。我要强调的是，有些时候公司的长期发展与股东的利益并不一致，比如，持股1%或2%的人要求获得两个董事会席位，并不一定符合组织的长期利益。如果持股达到5%、持股3到5年的人想要一个董事会席位，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持股1%、持股时间才90天的人要求获得3个董事会席位就是另一回事，后者不健康。

我的观点是，如果你想要企业基业长青，必须将公司的长期发展和股东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考虑。我们从来不会说“反正我的任期就到某年为止，谁管以后会怎样”；我们常说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计划这样用你的钱进行投资，你怎么看？你有不同的做法吗？”然后就此展开讨论。




HBR：
 你得到了真正有建设性的答案吗？


彭明盛：
 嗯，确实花了点时间。最初股东们面对这些问题时大为震惊，措手不及。投资组合经理一般比较资深，分析师较为年轻，年轻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就像在说，“不敢相信你居然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这本来应该是我问你的问题啊”。




HBR：
 金融资本市场在过去几十年里重要性越来越大，我不知道投资者现在是否需求越来越多，但你会更多地听到来自投资者的声音。这是一个问题吗？投资者意见的权重是否过大了？


彭明盛：
 不一定。我的答案可能和其他人的看法略有不同。所有人都对维权投资者有一些负面看法，对吧？我也不例外，但是我已经思考了很多，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要什么。有时他们只是要求你重新思考资本配置方案，如果管理层在资本配置上没有思虑周全，可能就应该有人来给一些建议。

维权投资者卡尔伊坎（Carl Icahn）说eBay的人是“一帮暗箱操作的人”，他的观点对不对还有待探讨，而有一些维权投资者只是在说“你的资产负债表上有那么多钱，你可以花80亿美元收购，为什么不给股东多一些回报呢？”这是毫无道理的要求吗？如果我是这家公司的CEO，我可能会给股东更多回报。一旦你度过了初创期，你就应该回馈股东。

我把创业期称之为“第一幕”，也就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打造热门产品、让企业运营良好。比如谷歌和Facebook就已经运营良好。有了好的理念、丰厚的回报，就已经转入“第二幕”。第二幕会让你的企业营收从300亿美元跃升至1000亿美元吗？这恐怕就有难度了，这是微软现阶段面对的挑战。

所以你必须说：“我需要变换视角，找到不同的创造股东价值的方式。我可以重新思考资本配置方式”。作为管理团队，你应该认清自己处在企业生命周期成熟曲线的具体位置，然后采取相应的做法。作为CEO，讲话不要像一个刚从斯坦福毕业、想出了一个标志界面就自认为了不起的人。




HBR：
 我觉得，处于这一阶段的企业比如思科、微软，很难做到这一点。


彭明盛：
 这正是他们的痛点。他们说：“我记得往昔黄金岁月中的风云激荡，但我也要抓住下一波浪潮：（微软）提升windows移动性；（思科）让‘万联网’用上高端光纤路由器。”而投资者却说：“等一下，我希望你现在变得更成熟，你的企业已经不是初创企业了。”投资者想要回报，源源不断的稳定回报。

它们是管理良好、资金雄厚的企业，但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规模、企业成熟度、该做什么的问题上，有很大的认知差异。



从战略开始


如果要我指导别的CEO的话，我会强烈建议从战略开始。
 你必须有一个符合逻辑的战略，它要建立在事实而非情感之上。



HBR：
 组织的内部对话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资本市场的表现相关联？


彭明盛：
 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你应该先从战略着手，我们的战略是逐渐向更高利润和价值的业务迁移，退出大路货的领域，进入我们认为是未来有发展空间的领域，比如数据分析、云、大数据等等——很多都是软件。然后我们必须把这些想法转换为财务模型，这样投资者才会说“我认同这一战略”。之后我们必须把这个财务模型再转换成管理机制，每个事业部都必须有一个执行路线图，然后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能够带来成功的薪酬制度。所以，从战略开始，层层深入，逐步调整，最终形成一个体系。

这些事无法一蹴而就，但最终我们成功了。如果要我指导别的CEO的话，我会强烈建议从战略开始。你必须有一个符合逻辑的战略，它要建立在事实而非情感之上。然后如何执行呢？你不能有一个只停留在CFO、CEO和战略部门层面的战略模型，企业所有的业务单元都必须参与其中。

之后，你要激发团队的信心，不需要每个事业部都表现完美。我过去常说：“我想要的是你们的表现能达到良好就可以了，不是优秀。如果人人都能达到良好，我们就能实现目标。”我不能指望90%的人都达到优秀。

最后，人们要明白，如果他们执行了这个模型，就会获得回报，因为不会有人叫喊：“不要给那些人钱，因为我们不喜欢他们为股东赚很多钱”。薪酬与给股东带来回报挂钩，这就是今日的现实，尤其是在银行业。




HBR：
 比起实业，银行更容易让你一年风光两年后遭殃。


彭明盛：
 没错，但你可以应用我们的方式——长期薪酬制。埃克森美孚的薪酬期甚至比IBM的时间更长，你退休几年以后的薪酬也囊括其中。有没有局限性？有，但它适合于企业的业务。埃克森美孚的资本配置在15－20年后才会带来回报。也就是说企业作决策是未来长远利益。因此这种薪酬体制适合该公司的模型和战略。






特写 Feature



领导需要个人目标


找到工作激情，实现人生价值



From Purpose To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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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往往对企业使命了然于胸，说到个人目标却含糊空泛。更重要的是，很少有经理人能制定明确的计划，把目标转化为行动。这令他们难以实现事业和生活上的抱负。因此，明确目标和鼓起勇气实现目标，是领导者最重要的自我发展要务。






简介


问题
 　目标越来越被吹捧为引导大家在如今这个复杂、反复无常的世界行进的明灯。战略会变，很少有决策能一眼看去就知对错。同时，很少有高管对自己的领导力目标有明确的认识，或者有清晰的计划把目标转化为行动。因此，他们通常无法实现自己在职业和人生目标上的远大抱负。








解决方案
 　确定领导力目标的第一步就是挖掘你的人生故事，寻求可以揭示你毕生爱好和价值观的主题。第二步是提炼一个目标陈述，可以让你勇往直前、激情澎湃。最后一步是制定一个从目标到影响力计划。

用对你有特殊意义的表达。

着眼于宏观愿景，然后设立短期目标，逐步细化。

强调你能为团队带来的优势。

全面考虑工作和家庭。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日子，一个是你出生的日子，一个是你知道你为什么出生的日子。”——马克吐温


过
 去5年来，人们对目标导向的领导力燃起了极大热情。学者们言之凿凿地认为高管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企业目标的管理者；专家认为实现目标是卓越表现的关键；而心理学家则将其描述为获得更多幸福感的途径。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目标的重要性，但依然存在一个大问题。从通用电气到美国女童子军团，我们曾经培训过数以千计来自组织的高管，也在哈佛商学院教过很多企业领导和学生。我们发现，只有不到20%的管理者对自己的个人目标有很清晰的认识，能具体说出目标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他们可以清楚地说出企业使命：比如，谷歌的宗旨是“组织全球的信息，实现全球共享”，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的目标是“成为个人投资者永远的朋友”。但是当我们要求高管们描述个人目标时，他们通常泛泛而谈，说些空话：“帮别人变得更优秀”，“保证成功”，“给员工授权”。问题是他们中几乎没人有明确的计划，把目标转化为行动。最终，他们禁锢了自己的雄心，大多无法实现事业和生活上的抱负。

我们的宗旨是帮助高管找到并明确自己的领导力目标，然后充分发挥目标的作用。基于我的同事比尔乔治的工作，我们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涵盖了众多关于真我领导力的主题。不过在最近几年，“目标”开始成为我们教学和培训的基石。高管们认为目标是促进他们在专业领域和日常生活中成长和深化个人影响力的关键。我们也相信，明确目标和鼓起勇气实现目标（我们称之为把目标转为影响力）是领导者最重要的自我发展任务。

喜力啤酒美国公司的董事兼CEO道尔夫布林克跟我们一起合作时明确地说出了一个绝对个性化的目标——“成为救国救民的一代武侠宗师”。这个目标反映出他对中国功夫电影的热爱，片中那些睿智、武功高强的勇士给了他灵感，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着迷于高风险的状况，这些因素令他勇于担当。他曾在极度困难的经济条件下，为一项日渐衰败的传统业务制定了复兴战略。我们见证了一位零售业务运营主管为了实现“艰难的突破性改变”，击败国际竞争对手，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不管何人、何地、何种情况，都必须做到更好”。还有，埃及的一位厂长利用自己“建立优秀家庭”的目标说服员工不去参加游行，他认为保持对他人的忠诚，保证共同事业继续发展才是参加2012年抗议活动的正确方式。

在商界以外也有类似的例子。卡斯斯努克（Kathi Snook，本文作者斯科特的妻子）是一位已经退休的陆军上校，她当了多年家庭主妇后努力奋斗，才得以重新进入职场。她的目标是“成为温文尔雅的幕后激励者”，这是她在孩子面前和整个军旅生涯贯穿始终的角色。明确地做完目标陈述后，她决定参与一个热门的学校家长会席位的竞争，并最终成功当选。

我们在不同的机构实践从目标到影响力的理念。联合利华推崇以目标为导向的领导方式，乔纳森唐纳（Jonathan Donner）是该公司的全球首席学习官，他帮助我们提炼了目标计划。我们通过和联合利华还有其他几家机构的合作，帮助1000多位高管把目标转换为了影响力。我们跟踪并回顾了这些高管在过去2到3年的经历。很多人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比如连升两级或者持续提升业绩。最重要的是，大部分人告诉我们，经过目标培训后他们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能保持蓬勃向上的活力。

在本文中，我们会讲解培训框架的每个步骤，引导你将目标转化为影响力。我们将说明如何定义目标，制定影响力计划，获得切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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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目标？


大部分人入土时仍然带着未演奏过的人生乐章。

——奥利弗温戴尔荷马



“你是谁”和“你的与众不同之处”决定了你的领导力目标。不管你是创业者还是《财富》世界500强的CEO，不管你是呼叫中心的接线员还是软件开发工程师，目标是你的品牌，是你必须要去实现的理想，是激励你向前的魔杖。目标无关于你做什么，而是你怎样做，为什么做。不论在什么地方就职，你都会发挥目标赋予你的力量和激情。尽管你会在不同情形下、用不同的方式实现你的目标，但任何跟你亲近的人都能将之辨识出来。因为目标就是你的独特之处，也是别人离开你后最怀念你的那一点。

当卡斯跟她的家人和朋友说出自己的目标时，所有人立刻表示赞同：“没错！这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什么时候你都是这样！”每个角色、每个情境，不管是军队体操队的队长、西点军校的数学老师、还是日常生活中跟家人和朋友相处，她都是幕后的引导者，拥有一股强大柔和的催化力量，推动其他人成功。通过新的视角，她能够更清楚地看待自己和未来。当道尔夫布林克把自己新发掘的目标告诉妻子时，她马上就意识到这位“武侠宗师”在带领员工平安度过了刚果动乱后，已经为直面喜力啤酒美国公司的挑战做好了准备。

从核心来讲，你的领导力目标源于自我认知，也就是“你是谁”。目标不是一个你已经完成的项目清单：教育背景、工作经验、掌握的技能等等。以我们自己为例：斯科特是一位拥有MBA学历和博士学位的陆军上校，但这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帮助其他人过更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也不是囿于你目前工作或者所属机构的职业头衔。尼克的目标不是“管理真我领导力研究所”，这是他的工作。他的目标是“摇醒你，提醒你到家了。”从他还是个青少年时他就一直在做这件事，如果在波士顿到纽约的往返公交上，你旁边坐的是尼克，他绝对也会摇醒你（象征性的）。他不自觉就会这样做。

目标绝对不是用专业词汇堆砌出来的滴水不漏的说辞，比如“给我的团队授权，业绩表现突出，同时客户满意”。目标应该是具体化个性化的，只跟你自己产生共鸣。它不必是宏图伟业（“拯救鲸鱼”或是“战胜饥荒”），也不必是你觉得本应做到的事情。目标是你不自觉就会去做的事。事实上，目标不一定要讨大家喜欢（“我要做人群中的荆棘，让他们无法停止前进的脚步！”）。



如何找到自己的目标？


除了你自己，不要成为任何人。面对这个竭尽全力、不分日夜想把你变成别人的世界，这样做意味着迎接人类最艰苦的战斗；永不停息，战斗到底。——E.E.卡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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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找到你的领导力目标并不容易。如果我们都明确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今天这个位置，我们每天每分钟都在实现目标，事情就会简单得多。正如卡明斯所说，我们不停地接受信息轰炸（来自于父母、上司、管理大师、广告商、名人），外界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更聪明、更强壮、更富有），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领导（授权于他人、在幕后引导、真诚、分权）。在当今世界，想找出“你是谁”都非常困难，更不必说“做自己”。但是我们的经验表明，当你清楚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一些人很自然地因为内省而踏上从目标到影响力的旅程。其他人会觉得这个过程并不舒服，甚至容易产生焦虑。少部分人则对此冷眼相待。通过跟各种类型的领导者合作，我们发现即便是最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能从中找到自我价值和职业价值。我们跟一家跨国公司的高级律师合作时，他认为自己是“绝对不相信这种课程有用”的人。但后来他成为了我们坚定的支持者，并要求他的下属都来接受培训。“我从没读过关于自我探索的书，也不准备读。”他跟员工们如是说。“但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卓越的领导者，你必须知道自己的领导力目标。”要想让梦想家和怀疑者都参与其中，关键是既要提供展示个性的空间，又要提供循序渐进的实用指导。

首先你要发掘自己的人生故事，寻找共同脉络和主题。这么做的目的是定义你的本质、终身优势，价值和爱好——这些追求能给予你力量，带给你欢乐。我们用过多种提示方法，发现其中三种最为有效：

在外界告诉你应该做和不应该做什么之前，也就是你在孩提时期最爱干什么？形容一下，谈谈当时的感受。

告诉我们你人生中两次最具挑战的经历。它们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现在你生活中的爱好是否能帮助你体现自己的价值？

我们强烈建议以小组形式讨论这几个问题，因为我们发现人们难以自己定义领导力目标。如果没有可信的同事或者朋友当镜子的话，人们很难清晰照出自己的形象。

这个环节结束后，你要尝试做一个清楚简练的陈述：“我的领导力目标是_______。”必须用自己的话来说。这些词语要能反映出你的本质，而且必须能敦促你采取行动。

现在已经告诉了你具体的步骤，下面来举几个高管的例子。一位经理在说自己幼年感兴趣的事情时告诉我们，她在苏格兰的乡下长大，喜欢“探索”。一天，她和一个朋友决定去找青蛙。她们花了一天的时间，一个池塘接一个池塘地找，翻遍了每一块石头。天黑之前，她终于发现了一只青蛙，特别高兴。最终她的目标陈述是“总是找到青蛙！”这完全符合她当前企业研发部门高级副总裁的角色。

另一位高管用两段严酷的过往经历找到了自己的目标。第一段是生活经历：多年前，作为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她沦落街头无家可归。但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重新站稳了脚跟。第二段经历是关于工作的：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她眼睁睁看着公司业务在亚洲地区缩水，并被责成关闭该地区的旗舰店。在近乎绝望的就业环境中，她帮助每一位被辞退的员工在离职前找到了新工作。在跟小组成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后，她把领导力目标从“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地促进自我成长和他人进步，实现卓越表现”改为“坚忍不拔，创造辉煌”。

道尔夫的“武侠宗师”目标不仅源于他对功夫电影的偏爱，也来自于他在刚果的艰苦经历。当时，武装分子威胁他管理的啤酒厂，为了保护员工和公司财产安全，他下令设置路障。埃及的那位厂长把目标设定为家人，因为他的经历显示出家人之间的关爱和支持是应对人生中每个挑战的关键。零售业务运营主管意识到每当他让自己和其他人不那么舒服的时候，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就，于是他把“强迫提高”定为自己的目标。

当你回顾你的经历时，会像这些高管一样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顺着这条线，你就能发现自己的目标。（
图表“目标陈述：由坏到好”
 为目标陈述提供了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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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陈述：由坏到好





如何把目标转为行动？


人生真正的快乐，在于对自我认同之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萧伯纳



作为一个领导者，确认自己的目标至关重要，但只嘴上说说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描绘出在你的世界里，实现这个目标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跟语言相比，行动才是关键所在。当然，实际生活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通过努力和精心的计划，我们可以更频繁、更有意识、更投入、更高效地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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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标到影响力的计划跟传统的发展计划不同，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新计划针对的是领导力目标，而不是企业或者事业目标。它全面涉及事业和个人生活，而非只注重工作，却忽略家庭、个人兴趣和工作之外的承诺。它是一个记录，目标明确、语意深长，只针对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它帮助你预见实现目标（3到5年）的长期机遇，然后从那里倒推回来，帮你设立具体的目标（2年、1年、6个月、3个月、30天），最后一步步实现。

企业高管在实现从目标到影响力的过程中会变得更加振奋，比如凯西决定加入学校家长委员会，埃及厂长决心把制造和物流业务推广至整个中东地区。领导者也会在自己的岗位上更有活力。道尔夫的行动计划激励他用4句箴言来描述自己在团队中的形象：“要勇敢”、“一旦决定立即执行”、“像狼群一样围猎”、“事必亲力亲为”。联合利华的高管乔斯坦索尔海（Jostein Solheim）根据自己的目标制定了发展计划：成为全球性行动的一部分，让改变世界更有趣味和成就感。他发现自己更想成为本杰瑞（Ben & Jerry）的CEO，而非留在联合利华继续高升。

现在来看一个目标影响力计划的案例，这不是一个真实案例，想法来自几位曾经跟我们合作过的人。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进一步了解这个过程。第一步，当谈论到毕生对航海的热爱时，“理查德”发现了自己的领导力目标。突然间，他就找到了一套能够重新定义对采购工作看法的经验和语言。

第二步，理查德的发展计划以目标陈述为基础：“利用一切资源在竞争中取胜。”做出这个目标陈述的原因是：研究表明，了解促进我们飞速发展的动力能够提高我们实现远大目标的能力。

第三步，理查德利用目标陈述中的表达说出了自己未来三到五年目标。我们发现这个时间范围很合适；几年时间足够了，即便是最不爱幻想的管理者也能想象到那时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时间段又不会太长，依然能让人获得满足感。一个目标或许能把你引向一个顶级职位，像理查德那样最后成为全球采购经理。不过重点是你将如何做，你要成为什么样的领导。

第四步，开始考虑两年目标。在这个阶段，远大理想和现实开始融合。你将要承担怎样的新责任？你要怎样为长远做准备？请记得在规划时也要包括个人生活，因为你要在每个地方都充分实践你的目标。理查德的目标明确地涉及了他的家庭，他称之为“支持团队”。

第五步，设定一年目标，这通常是最难的。很多人会问：“如果我今天正在做的事情大多跟领导力目标无关怎么办？我怎么从现在这样变成理想的样子？”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考虑能否重写对工作的定义，或改变完成某些任务的方式，使之可以体现你的目标。比如，“让船能够经得起风浪”这句话帮助理查德看清了管理基础采购环节的意义。其次，考虑去做一些百分之百和你目标一致的事情。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可以花5%到10%的时间做一些让他们倍感鼓舞，帮助其他人发现自己长处的事。理查德的某个决定为全球战略采购做出了贡献：但这不是他“八小时工作”的一部分，而是受他自己的目标驱动。

现在我们落实到更具体的细节。在接下来的6个月、3个月、30天你要为实现1年期目标采取哪些重要步骤？几乎所有管理学科都提到，从改变的热情落实到真正的创新，成功完成每个小细节都非常重要。细化你的步骤，但不要写下所有工作要求。根据你刚刚明确的领导力目标和雄心，列出最重要的事或者结果。你或许注意到，一些任务不再像之前看起来那么紧要，反倒是被你不重视的事情应该优先处理。

最后，我们来看看把计划转为现实所需的一个关键关系。确定两到三个能帮助你更好地实现领导力目标的人。对理查德来说，人力资源经理莎拉和妻子吉尔是最佳人选，一个能够帮助他组队，另一个能做“支持团队”的队长。

高管们认为把目标转化为影响力的计划帮助他们在对待短期和长期目标时可以保持真我，激发勇气，坚持承诺，集中精力。当他们沮丧或者疲惫时，就会拿出这些计划看一看，提醒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和取得成功的方法。在制定计划之后，那位零售业务主管面临全球竞争时再也不“逃避困难”。道尔夫也说：“我更了解自己能在何处发挥作用。我已经非常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将来也能做出明确的选择。”

什么造就了最伟大的领导者和企业？他们中的每一个对世界、行业、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个人的洞察创造巨大的价值，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领导力目标。要想成为一名真正高效的领导者，你也必须明确目标，付诸行动。




化目标为影响力计划

此示例计划显示了理查德以自己的领导力目标为基础树立的宏图伟愿，并倒推出具体目标的步骤。



1．进行目标陈述

利用一切资源赢得比赛



2．解释目标

我热爱航海。青少年时期，我曾参加高级三人组帆船比赛，表现突出，几乎能去参加奥运会了。如今，航海成为了我的兴趣爱好，它充满挑战性，需要纪律、平衡和协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环境会变成什么样，你只能靠团队的能力、直觉和运气最终赢得比赛。这全靠你如何利用资源。



3．制定三至五年的长期目标

训练最好的队员，赢得重大比赛：做全球采购经理，利用机遇推动自己的企业超越竞争者。


如何做？



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团队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在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发挥领导作用，在其他人都没发觉时就看出风向的变化。

输掉个人赛时保持冷静；抓紧学习，并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激励支持团队：
 确保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让自己和家庭保持紧密的联系。



4．设定两年期目标


成为冠军：
 采用全新的采购模式，重新定义我们与供应商的关系，为公司节省10%的成本。


应对下一步的挑战：
 进驻欧洲市场，承担更多的责任

如何做？

预见并面对艰苦的挑战

坚持创新、严格和实用的方案

集合并训练这些获胜的队员。


发展我的支持团队：
 教孩子们航海



5．设立一年期目标


以利润为目的：
 开发新的采购方式


赢得短期比赛：
 提前启动Sympix项目


建立一艘坚固的航船：
 将TFLS环节控制在成本和现金预测范围内


如何做？



加速团队的重组

在管理方面支持新的采购方案


投资我的支持团队：
 完全抛开工作，和家人一起全心全意地享受两周假期



6．筹划接下来几个重要的步骤


召集团队：
 完成重要的招聘活动


做好规划：
 为Sympix和TFLS项目奠定基础


如何做？




6个月



完成继任计划

制定Sympix项目时间表


3个月



找到顶级人才来替换吉姆

设立专注的工作时期，避免邮件打扰


30天



把阿历克斯带到上海

针对TFLS的指标达成一致

实施1天的Sympix项目集训


跟支持团队重新取得联系：
 多陪伴吉尔和孩子们



7．审视重要的关系

人力资源经理莎拉

“支持团队”的队长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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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克雷格（Nick Craig）是真诚领导力研究所（Authentic Leadership Institute）的主席。斯科特斯努克（Scott Snook）1958年毕业于哈佛MBA班，现任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学高级讲师。





特写 Feature



“意义”的力量

吴岱妮 | 文　李源 | 编辑












“意义”是一个领导者的决策指南。它是一个超越眼前需求、个人需求的目标。因此，它可以成为我们做出判断的标准，它帮助我们在决策时更好地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它是我们把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自然结合的重要工具。






约
 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曾经说过，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能做自己！

我们在过去14年中也坚信这个理念，并致力于将这种理念转化为管理者的领导力。通过调研、培训、领导力辅导咨询，我们已经帮助超过300家企业的上万个管理者与领导者，发现、成为、享受那个最珍贵的“自己”。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这条“做自己”的路上，领导者们面临着诸多盲点、干扰与压力。

尼克克雷格和斯科特斯努克的《领导需要个人目标》
 让我感同身受，文中讲到的领导者追寻“个人目标”的过程，与我们在中国帮助超过上万人发现和探索“自己”的过程非常相似。本文希望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并带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心理准备和操作建议。



什么是驱动成功背后最重要的因素？

领导者在不断变化的技术、政策、人才与竞争环境中，必须时刻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然而，有许多的因素影响着他们的最终决策。我们发现领导者针对变化的反应，从低到高分为4个层次，这些不同的反应影响了领导者对行为的预测能力，也就是做出最正确决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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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因素驱动我们成功？





这4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第一层：来自最直接外在环境，通常的反应表现为“我在哪里？”“我在什么时间点？”这一层是人的大脑习惯的反应思考模式；第二层：“我能做些什么？”这个反应是大脑对外界刺激的进一步思考。依靠第一层到第二层反应做出的决策，都非常容易受外部环境可变因的影响。到了第三层：“我为什么要做？”，可变因就开始逐渐稳定，但还是有一些冲突，比如工作和家庭，健康与成功，快乐与压力之间的矛盾。从第一层到第三层的变因都不是驱动人们预测力最稳健的变因；我们发现，驱动人们的行为并预测成功最稳健的因素来自第四层，也就是意义驱动力：“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存在？”

大部分领导者都没有搞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被第一层到第三层的因素不断地干扰。依据个人的能力、动机、所在的市场环境等因素，领导者做出许多看似高明合理的决策。比如许多领导者会花大部分的精力来分析行业动态、分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然后来制定所谓的战略目标。我们发现，当这些战略目标没有配合意义驱动力的时候，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激发领导者和他的团队走向成功的。特别是遇到突发的行业竞争，或是政策不稳定时，这种战略的失效就更加明显。而当领导人能够运用第四层定义（意义驱动）来驱动自我成长，并作为决策依据时，领导者便拥有最稳健的决策力，也最容易获得成功。举例来说，马云在创建阿里巴巴的时候如果只是一腔热情地想趁着互联网的好时机大捞一把（第一层驱动力），而非热切地渴望创建一个帮助中小企业更信任更幸福的生态系统（第四层驱动力），相信现在的阿里会非常不同。



追求意义到底有多实用？

一听到“意义感”、“使命感”或者《领导需要个人目标》
 中“领导力目标”这些词，总是给大家抽象又遥远，缥缈不实际的感觉。事实上，这些能力与我们所做的“6秒钟情商培训”（国际认证为全球最权威的情商行动模型之一）中，最终一个能力“追求超我目标”非常接近。过去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它看似抽象，其实是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非常关键并实用的能力。

我们的研究发现：首先，“超我目标”这个能力不但不抽象，反而非常实在。我们的调研显示，它是目前在中国公司中，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差别最大的指标（见
图：2011－2012年中国企业员工与管理者的情商对比

 ）。这意味着，找到并发挥这种人生“超我目标”的能力，是目前中国企业提升人才的关键标准。如果你拥有人生的“超我目标”，你就有更大的机会成为管理者或领导者。

其次，中国人在整体情商（EQ）上的平均数，略低于美国人的平均数（中国：106 vs 美国：109），但是如果比较中国管理者和美国管理者，我们发现，中国管理者略胜一筹，这项“超我目标”还是我们中国管理者的关键优势。（中国管理者：126 vs 美国管理者：118）。也就是说，中国领导整体的关键优势是运用追求人生的意义感来平衡或增加决策的质量。（见
图：2011－2012年中美经理人情商对比

 ）



追求意义的具体攻略

其实，不论是“意义感”、“使命感”、《领导需要个人目标》
 中“领导力目标”，或者是情商行动模型中的“超我目标”，所探讨的都是前文“是什么驱动我们成功”模型中的第四层：“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存在？”也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那么我们该如何发现它呢？

在尼克克雷格和斯科特斯努克的四个建议之外，我另外提出三个方法，它们特别适合在高速成长企业中，为了达到短期目标而长期面对高压力的领导者。



1．探索意义：回到生命的原点

放心，我不会让大家想自己的墓志铭。

不过，这的确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主题。你可以通过以下练习，来寻找这种意义。

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你在未来的某一天，为自己设计一个完美的告别仪式。

你会安排哪三个最重要的人上台发言？

在你最完美的想象中，你希望听到他们三个人如何描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希望他们分享什么样和你相关的故事？

这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从他们的角度，你的存在，留给这个世界什么样惊喜?

花2个小时把这三个人的发言稿写下来。

看看当你的生命最灿烂地结束时候，最让你在意的是什么？

这是个有点难度和挑战的练习，但是非常有效。当你内在的自己快速回到原点时，你会发现世界变得意想不到的清晰、完整、充满生命力。



2．检验意义：仔细检查这意义是否“够分量”?

当我们帮助领导者们探索自我存在的意义时，许多人都会问，我怎么知道我所找到的“意义”是好的，足够帮助我做最棒的自己？如果你也有同样的疑问，你可以用以下三点来检测你目前所找到的意义是不是“够分量”。

实现你的目标，同时也会造福他人

一个具备足够分量的意义是可以同时帮助自己和他人都更成功或幸福的。这种吸引力会让你不自觉地吸引一伙帮助你追求并实现意义的人。

将你人生中的不同版块整合为一工作，家庭，精神，社区健康等。

另一个自我检验的指标就是意义的“宽度”，它如果只是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或是父亲，那它不但无法帮助你做出更成熟聪明的决策，反而会强化你生活中不同方面的冲突。一个够分量的意义是应该超越你所扮演的某个角色。所以它可以帮助你在人生不同的方面取得平衡。

让你在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起床拼命

最后这个指标是最容易也最重要的一个。为了追求这个意义，你是否愿意在风雨交加的清晨，没有任何人支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你也会起床为之奋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你所找到的意义，是真的“属于你的”。如果你有任何犹豫，可能你现在所找到的意义，还有许多外在环境认为是你“应该”追求的。在探索个人意义的路途中，我们周围环境和关心的人会不自觉地给我们许多影响。我们会有心理压力，自动地“收养”他人内心的意义。不过这很正常，不用太过担心。专注回答这个问题，相信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



3．发挥意义的力量：把你的意义提炼成一个关键词。

这与《领导需要个人目标》
 中的建议不谋而合。如果你用一个关键词来代表你为之献身，也是你最大的热情所在的事情，你会选择那一个关键词？你可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关键词，逼迫自己把所追求的意义简化成一个关键词有助于你在压力下让大脑更容易跳出第一层到第三层的干扰。选择一个你最有感觉的词来总结你的意义所在。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更轻松，更充满能量！



意义最酷的增值品：幸福感

2013年顶尖人物测评咨询（New Leaders Group）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合作的幸福竞争力调研最具颠覆性的发现是：幸福感和快乐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从数据中我们看到，幸福感并不是来自快乐，幸福感最高的三大要素是：感恩的习惯、开放的心态，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以及拥有自己追求的人生意义。也就是：




幸福 = 感恩 + 学习 + 意义





所以，即使你没有兴趣成为一个更优秀的领导者，为了更幸福你也有责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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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岱妮（Wendy Wu）是顶尖人物测评咨询（New Leaders Group）首席执行官。6秒钟国际情商研究发展机构中国区（6 Seconds China）创始人。《有感觉，没有感觉？——6秒钟改变你的情商！》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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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年中国企业员工与管理者的情商对比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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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年中美经理人情商对比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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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Zoetis公司CEO：管理者，预则立


胡安拉蒙阿莱克斯（Juan Ramón Alaix） | 文

陈圆妮 | 译　康欣叶 | 校　李剑 | 编辑













观点：
 阿莱克斯在大公司主管业务多年，当辉瑞决定拆分动物保健部门，让其独立IPO时，这位即将就任上市公司CEO的管理者开始了一系列的密集培训，包括寻找导师，进行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练习，为担任截然不同的角色做了大量准备，最终造就不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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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tis资料与数据

成立时间： 2012年

（2013年拆分独立）

总部：美国新泽西州 Florham Park

员工总数：超过9800名


注：2009年到2011年Zoetis是辉瑞的动物保健部门










在
 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我并没有想要成为一家美国上市公司的CEO。我出生于西班牙，在那里度过了工作生涯的头10年。我是一名财务分析专家，做过审计和财务主管。我曾任职于银行、德州仪器和宝丽莱，随后我决定拓展我的财务事业，准备去大公司管理业务。

那时，我进入制药行业。先就职于Rhône-Poulenc Rorer，这家公司后来并入赛诺菲－安万特，我则派去管理它的比利时业务。然后，我加盟法玛西亚，做了该公司西班牙地区的总裁。2003年，辉瑞买下法玛西亚，我来到辉瑞美国总部工作，成为葡萄牙和俄罗斯这一大块欧洲市场的主管。

主管工作涉及面甚广，我也乐享其中。在辉瑞担任的第一个角色教会了我如何在大公司中处理问题，并且为我管辖的区域争取机会。我获得了足够的经验，学会在高度复杂的环境中管理跨文化业务。

2006年，辉瑞让我主管动物保健部门。借助这个绝佳机会，我可以扮演更加全球化的角色，也能扩大职责范围，比如管理研发、业务拓展和新产品营销等领域。

当时，我并不期望有朝一日会成为CEO。但是，5年后辉瑞为了给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进行战略审查，其中一个选择就是拆分动物保健业务并让其单独上市。辉瑞的CEO对我说，这个部门的IPO可能性非常高，而且如果上市成功我就会担任这家新公司的CEO。

我们曾讨论过，CEO职位与我此前工作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我已经证明自己管理业务的实力，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具备胜任CEO所需的必要技能。当然，我需要培养这些技能。IPO可能会花上18到24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将是判断我能否领导新公司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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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tis CEO胡安拉蒙阿莱克斯

2013年1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前敲钟





作为一个总经理，我对打造团队以及与员工和客户沟通经验十足。作为CEO，我还必须向包括媒体、分析师和投资人的外部世界传递我们的战略。尽管员工和客户已经了解很多公司业务，但是其他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在IPO之前的几个月，成熟的外部沟通技巧对于新任CEO异常重要。路演期间，我将向分析师和潜在投资人描述和推介公司，他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战略将直接影响发行股票的价值。

为我的新角色做准备，我们选择了Zoetis作为新公司的名字，我则开始了为期18个月的高强度培训项目。我坚信，无论你处于职业生涯的什么阶段，也不管你在公司中做到什么位置，准备和培训都必不可少。这个过程对于我在IPO时适应新职位至关重要。



寻找导师

整个过程始于HR部门。我和HR同事共同制定了发展计划。首先，我们达成共识：如果能得到辉瑞外部一名经验丰富的CEO指导，将使我受益良多。Merryck是一家专门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导师培训的公司，它让我做了一系列测试和评估，确认我的技能缺口。我们一致认为，导师培训的目标不是要改变我的领导风格，因为我的风格已经证明是有效的。主管业务的能力也不是我要改善的重点。最终，我们确定了几个有待改进的地方，都是CEO的必备素质，这些方面我正好有所欠缺。

我在Merryck提出的导师候选人中选择了一位欧洲大公司的前CEO。在培训期间，我将与其他美国公司CEO展开交流，导师将基于他的工作经验予以补充。在一个清修净地，我们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辅导。

我们探讨了担任CEO与管理一个业务部门的不同之处，谈论了影响Zoetis未来成功的具体利益相关方，然后讨论了怎样与每个利益群体进行交流。两天的辅导结束后，我们保持每个月至少一次的对话。如果我访问欧洲，或者他来到美国，我们会进行面对面交流。其他时候我们通过电话沟通，通常每个月会交谈数小时。

这些讨论并没有让我灵光乍现，或者是对一件事恍然大悟，但是我发现它们非常有价值。要知道在那段时间我仍然像以往一样管理业务，同时也花很多时间思考IPO之后公司的新结构。与辉瑞拆分之后，我们需要自己的职能部门、管理模式、企业文化等等。在管理业务和准备IPO的同时，我稍不注意就会疏忽做CEO的准备工作，因为我已经很忙了，但是与导师定期交流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能够有一个局外人聆听我的顾虑，挑战我的固有思维是大有裨益的。作为一个商业领导者，你的大部分时间通常和同事或下属一起度过，因此你少有机会接受独立意见。我的导师会提出我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提出问题后会引导我思考不同的选项。这些有规划的谈话迫使我在回答问题前做出缜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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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在股票开市交易之后鼓掌



沟通练习

第二个为我提供重要帮助的人是内部公关团队推荐的一位沟通专家。他和我花了很多时间讨论CEO在沟通时需要采取的不同方式，其中许多形式是我没有尝试过的。对纸媒和电视媒体的采访你都要应付自如，你需要熟练地进行主题演讲，与小范围的人沟通，或者与关键投资人一对一的沟通。在业绩发布会上，你既要掌握有脚本的演讲，又要应对现场问答环节，这些都是我之前从未经历过的。

上述工作并不轻松。最终我需要两名培训师协助我的准备工作，其中一名加入我的团队，与我共事了一段时间。他观察了我在小型会议和大型活动上的表现，然后提出大量反馈。

我们的准备工作不仅仅关乎信息的传递，还需要对想要传递的信息进行打磨，帮助人们理解动物保健业务的战略。业务剥离带来的一项挑战是，辉瑞的分析师和持股投资人很了解人类保健业务，但是对动物保健知之甚少。我需要向他们阐释二者的不同。

例如，在人类保健领域，绝大多数药物都由保险公司来赔付，而这些第三方付款人对定价和报销额度有很大影响。在动物保健领域，我们的客户，也就是兽医和畜牧养殖者，需要自掏腰包购买产品。

非专利药对业务的影响也非常不同。在人类保健领域，受第三方支付的影响，失去专利保护的药物在专利失效第一年收入可能锐减90%。但在动物保健领域，客户的忠诚度大大减少了定价压力，所以转为非专利药时产生的影响也大为降低。因此，生产动物保健药品的公司不仅要在新药研发上投资，同时也要配置大部分研发资金到延长现有产品组合生命周期的发展项目中。这种研发投资具有可观的成本效益、可持续性，效果相对可预测，这些对投资人充满了吸引力。上述种种差异构成了非常复杂的信息，我需要找到办法在路演中有效传递这些信息。

培训师教给我的表达技巧非常具体，现在我都会经常用到，比如非语言交流、言简意赅地表述复杂问题，注意语速等等。在培训期间，我做的所有陈述都被录了下来，我们会一起观看这些录像并不断改进。

很多人到一定年龄之后就会不愿意接受培训。我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对培训抱以开放态度。我在职业生涯中接受过各种沟通培训，但这次IPO的准备强度最大。在我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之前，我花了8个多小时做模拟采访，因为我坚信沟通成功的关键在于准备。我在第一次对投资人的路演宣传之前，至少排练了40次。



不凡表现

从大公司中拆分的过程非同寻常，在培训中我遇到四五个相同经历的CEO。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业务分离后，管理与母公司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极具挑战。大部分情况下，母公司会继续扮演供应商、持股人或者客户的角色，你也可能与它签订服务协议。尽管你们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业务往来，但是二者的关系和优先程度会发生转变。这是我没有预期到的问题，事后证明这些前辈是对的。

最后一部分的准备是提高管理董事会的技巧。在IPO之前，辉瑞建立了一个内部董事会，由辉瑞的CEO、CFO和其他高管组成，旨在监督Zoetis。我每个月会与董事会成员会面，他们与我分享了在董事会的经验和教训。

到2013年2月IPO的时候，我们在路演和投资者交流上做出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大家对Zoetis充满期待，申购也很积极。交易开始的那天，我出现在CNBC的扬声器（Squawk Box）节目中，还接受了其他一些电视和纸媒的采访。我觉得自己准备充分，事情进展也很顺利。

Zoetis的IPO为辉瑞和它的股东创造了170多亿美元的价值。这个结果证明我们付出的时间和成本是值得的。Zoetis在成立第一年中，不但很好地处理了从辉瑞拆分出来的复杂性，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结构，而且还超额完成了财务目标。我们继续为客户传递价值、为市场带来创新以及提供可靠的产品。

每一个领导者都有他的成功秘诀。对我来说做好准备是最重要的。我信奉“准备多多益善”（overpreparing），虽然这很耗时间。要想顺利完成准备工作，谦逊的态度很重要，这样你才能得到反馈。我花在应对挑战上的时间和我对辅导的开放态度，总是让我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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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该如何沟通


不能在人群面前有效沟通的人无法升到职业顶层。一旦你扮演新角色，你在沟通方面面临的挑战也相应改变。什么会让CEO成功沟通？HBR采访了顶尖的演说专家南希杜阿尔特（Nancy Duarte）。






HBR：与公司其他高管相比，为什么CEO的沟通方式不一样？




杜阿尔特：
 与绝大多数高管相比，CEO更需要成为员工、合作伙伴、投资人和客户的激励者，这就改变了他们说话时的基调。他们在展望未来的同时，必须有足够的说服力来改变人们的想法和行为，齐心协力实现愿景。很多CEO都用故事来建立很强的情感联系和激励行动。CEO会被要求更频繁地与各种各样的听众沟通。CEO传达的信息必须与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产生共鸣。




HBR：CEO在沟通中通常会犯什么错误？




杜阿尔特：
 最常见的错误有两个：第一，CEO确实很忙，所以他们通常省掉花在沟通技能培训的时间。这个错误会以各种方式显示出来，例如，CEO如果不好好准备演讲材料，无法口语化地表达意思，就会听起来像读稿子。不花时间准备是很短视的行为，因为糟糕的沟通会导致额外问题，可能会更耗费时间；第二，一些新CEO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职位要求他们提升沟通门槛，把细节性的问题留给下属。例如，一个财务背景的CEO即使知道财务问题的答案，也要学会把它留给下属作答，因为提供财务细节是CFO的应尽职责。尤其在业绩发布会上，CEO们经常陷入自己的旧角色，或者在应该让下属回答的时候自己抢着回答。




HBR：新CEO很难找到合适自己的沟通风格？




杜阿尔特：
 对于一些人来说很难。我发现，一些新任领导者想要模仿别的领导者或者他们偶像的说话方式。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少CEO请求我指导他们像乔布斯那样演讲。我每一次都回答他们，很少有人能像乔布斯那样演讲，所以你们最好确立自己的演讲风格。相比其他团队领导者和低级别的管理人员，CEO没有那么多机会与听众进行日常接触，因此，人性和真实的表现非常重要，这能让人们感觉到他们到底是谁。




南希杜阿尔特是HBR《有说服力的演讲指南》一书作者，现任Duarte公司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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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安拉蒙阿莱克斯是Zoetis公司CEO，Zoetis前身是辉瑞公司的动物保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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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三轮车将货物运送到印度的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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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印度农村市场困难重重，企业需要另辟蹊径：建立独特的分销渠道，识别有价值新客户群，取得渠道伙伴信任，维护忠诚的客户关系。






全
 球范围内，城镇居民的消费品需求普遍萎靡不振。然而在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中，农村市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些经济体中，工资的持续增长催生出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层。谈到工资未来的增长势头，中国、墨西哥、南非等国家的农村居民显得比城市居民更为乐观。在中国，农村的需求已经开始超过城市。

上述趋势在印度尤其明显。2009年到2012年，印度8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开支达到690亿美元，比城市同期高出25%，预估增幅更是惊人。根据尼尔森最近预测，农村消费水平将以1.5倍于城市的速度增长。今天价值120亿美元的印度农村消费品市场，预计在2025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

印度农村的贸易愈加繁荣。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更加昂贵的商品替代了初级商品，农产品消费逐渐让位于品牌商品消费。购买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制造业持续向农村转移。瑞信估计，过去10年，印度建立的工厂有75%落户农村，这些工厂产值相当于制造业GDP的55%，全国70%制造业就业机会由它们创造。2000年起，农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6.2%的年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而城市这个数字是4.7%。

许多公司认识到这一巨大机会，并采取相应举措在印度农村市场取得坚实立足点，但是结果喜忧参半。落后的交通运输设施，不可靠的通信与电力服务，不健全的配电网络，以及散布各地的消费者——若想在这片市场中成长和盈利，企业需付出高昂的成本。况且，寻找能够帮助自己识别、销售并服务农村消费者的合作伙伴并非易事。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印度农村带来的挑战，我们进行了为期3年的研究，横跨9个产业调研70家公司，采访超过40名公司高管。此外，我们对百余家企业在农村的销售与经销进行了延伸研究。基于上述工作，我们成功地找出一批印度农村市场中的领军企业。它们通过创新举措取得农村市场份额，得到可观回报，同时实现了比城市更高的利润增长率。

这些组织与众不同之处：它们更了解如何开拓农村分销渠道，识别有价值新客户群，取得渠道伙伴信任，以及创建坚实客户关系，从而取得先发优势。



制定分销渠道策略

要想渗透农村市场，第一步是找到具有成本效率的方法，将货物运送给印度农村居民。明智的公司意识到，在进行定位与接近目标客户这些惯常步骤之前，它们需要先聚焦分销渠道。

将分销网络扩展到农村的策略不一而足（见后文《销售与经销策略：利与弊》

 ）。最成功的公司往往多管齐下。比如市值70亿美元的企业集团ITC在城市采用了传统的“分销商－批发商－零售商”3级分销体系，而在农村又增加了3个细分层级。

人口数量达到1万到2万的某些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体系通畅，但是所产生的需求不足以支持传统分销渠道。ITC依靠小规模的次级分销商运送更为细分的、符合本地口味的商品品类。在人口稀小的市场（5000到1万人，路况比较理想），ITC采用厢式货车将产品直接运送给零售商。零售商利用手机订购适合当地消费需求的货物量，由厢式货车按固定频次送货，有时一周多达3次。在规模更小、更偏远的微型市场（人口少于5000或没有铺设路面），两轮或三轮车派上了用场。司机每周1到3次将货物运送到销售ITC产品的杂货铺，这些产品包装更小，售价也更低。这样一来ITC在高度偏远地区提高了产品曝光率，并且为未来的市场需求撒下种子。

塔塔汽车公司是印度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它在现有经销商网络（主要面向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与城镇）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间接销售渠道。从2010年起，公司雇用并培训当地居民成为塔塔汽车的“乡村顾问”，只要他们帮助经销商增加营业额，就能获得佣金。此外，塔塔汽车与本地加油站老板合作，只要他们把客户引荐给当地汽车经销商并提高其营业额，也能从中抽取佣金。利用上述方法，塔塔汽车完善了它的直接经销网络，小型商用车（简称SCV）销量提高两成。在6个邦试运行后，目前公司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预计每年在农村市场多销售7万辆汽车，获得5亿美元收益。

印度电信运营商Idea Cellular也找到了具有成本效率的方式，建立完全独立的农村销售队伍。Idea为了复制它在城市使用的直销模式，雇用并培训了4000余名住在信号发射塔附近的农村青年，称他们为“土地之子”（Sons of the Soil）。为了延伸分销网络，Idea还利用经常穿梭于村庄之间的“乡村代表”帮助进行分销。乡村代表平时就经常因私去往偏远乡村，而且也需要额外收入，可以成为当地分销体系的辅助力量。

还有些公司采取了乡村创业模式，帮助个人创业或者与个体商户合作。沃达丰在印度建立由小型门店构成的网络。这些小店被称作“小红店”（Laal Kukaan），令人联想到沃达丰红色商标。当地人只要投资3.5万－5万卢比（相当于580－830美元），就能拥有并负责运营一家这样的小店。这些小店能够满足方圆18－32公里范围内客户的通信需求，包括销售、手机信号、技术支持等等。这个网络取得巨大成功，目前5500家小红店服务9400万农村用户，构成了沃达丰在当地60%的用户基础。

金融服务公司FINO PayTec建立起由3.8万名个体经营者，又叫银行业务员（Banking Correspondents）组成的网络。FINO提供所需技术，付钱请他们承担一些银行的前端职能，例如在农村用户贷款、开户、办理保险与汇款时进行尽职调查。这些业务员平均每月能赚2000－3000卢比（33－50美元）贴补家用，他们服务了26个邦的7600万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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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与经销策略利与弊


延伸现有网络

利

 易于执行；

 无须创建新的分销渠道；

 能够快速实施

弊

 需要额外投资；

 现有分销渠道的弊病仍然存在；

 增量式发展





中心辐射型

利

 渠道结构更加灵活；

 集中需求和库存多种货物成为可能

弊

 需要额外投资





当地意见领袖模式

利

 极少依赖现有网络；

 加强信任与本土化；

 经销商成为延伸品牌触角的大使

弊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成效；

 可能引起潜在的渠道冲突；

 需要仔细监督与支持，确保公司品牌与运营的一致性





“走村串镇”或乡村创业模式

利

 最大限度地深入市场；

 在依靠口碑宣传市场中提升忠诚度；

 能够作为长期发展计划

弊

 需要大量微观管理；

 管理大规模运营，构成挑战；

 可能缺乏可用人选





搭顺风车，与其他网络合作

利

 投资量小，平摊固定成本；

 是农村市场散播产品的最佳手段

弊

 分散专注程度；

 要求公司目标与合作伙伴相吻合；

 不是长期策略

（
返回阅读原文

 ）





识别潜在用户

访问小型商用车的农村用户之后，塔塔汽车发现了三个全新的细分客户群。

这些出色公司的分销系统一旦触及某个区域，就瞄准该区域中村庄密集部分，通过它们实现扩张。集中在4、5个邦内的大型村落与全国范围的小型村落相比，市场前景可能相当，但服务前者更有利可图。这些公司投入可观资源，进行详尽市场调研，找出拥有足够需求并能短期内取得利润的村落。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新细分客户群。2007年，印度汽车制造商风神－铃木（Maruti Suzuki）选中几个具备潜在汽车购买力的特殊农村人群，包括在Tiruchengode（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小城镇）种植姜黄的农民，或者在喜马偕尔邦种苹果的果农。今天，这些客户群每月消费35到50辆汽车，到收获时节汽车销售额还会增长翻一番。

类似的，塔塔汽车访问了农村目标地区的2000余名SCV用户，开辟了3个全新客户群：年龄在21－30岁之间，失业或半失业人群——他们把驾驶SCV视作有正经工作的标志；从事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家庭——他们希望赚点外快；还有小老板、生意人以及学校——他们需要运输物资与学生。

许多领先公司利用复杂技术建立全面且多层次的未来市场。GIS制图公司拥有整合与分析大量信息的能力，包括从政府与私人厂商收集的地理数据，衡量社区财产的指标，例如邮局、银行、学校以及医院的数量，还有体现不同群体价值、态度以及行为举动的数据。

全球最大传统自然医疗保健品公司Dabur，利用GIS工具识别潜在市场，在10个邦内确定了287个繁荣街区。利用边尝试边学习的方法，Dabur每在一个地区立足，就每月一次地利用GIS融合经济信息的地图找出分销体系尚未触及的村落，并采用路径规划软件优化送货方式。Dabur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扩张，18个月内就达到了最初设立的服务3万村落的目标。农村销售额增长比城市高42%，同时整体毛利率也有所提高。



与渠道建立共生型联系

随着农村市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与优质渠道建立合作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成功企业需要与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积极维护关系并不断调动其积极性。

Idea Cellular之所以能够与利润率更高的汽车经销商或制造商在销售上进行较量，是因为它赋予“土地之子”更多责任区域，包括信号塔周围的大量村落。平均月收入4000卢比（66美元）的经销商现在能赚1万卢比（166美元），他们还帮助Idea减少了销售成本。

许多公司低估了与渠道建立共生型关系的难度。挑战来源于时间、财力以及管理层的重视程度。可口可乐深知与渠道合作的重要性。为提高合作伙伴的水平，公司开展“助你成长”（Parivartan）项目，目的是培训印度农村零售商如何管理店面、库存、顾客与财务，以及如何进行营销。培训项目在改装巴士上的移动教室中进行，这些名为“可口可乐移动大学”（Coca-Cola University on Wheels）的车辆能够翻山越岭，深入到农村的夫妻店。

作为后继项目，可口可乐为路边摊老板与管理者筹划培训项目，传授他们有关卫生、客户满意度，品牌的知识。这个项目已经在4个城市展开试用，接下来几个月公司将把这个项目推广到印度各地。

可口可乐为农村零售商提供亮红色的大号太阳能冰箱，展示那全球著名的公司Logo。这对于缺乏可靠能源供应的地区来说，可谓雪中送炭，不然他们没办法冷藏饮料。提供冰箱的举措使可口可乐在农村地区的销售额增长了5倍。



与消费者建立长久互信关系

明智的公司会先找出影响力大、对品牌认同度高的利益相关者，然后想办法把他们变成忠实顾客。

农村居民作出购买决定时会着重衡量人际关系与双方信任度。从这方面看，农村市场与充斥了交易关系的城市市场不同，占领这一市场需要社会型公司及相关产品策略。


借助利益相关者生态圈建立互信。
 成功企业鼓励大量社区成员的参与，目的是建立一种“关心顾客所需”的形象，而非单纯追逐利润。诺华制药（Novartis）开展了“家庭健康”（Arogya Parivar）项目，建立一个充满凝聚力的生态系统。诺华为印度城市供应与疼痛管理、器官移植、免疫、心血管疾病以及肿瘤疾病有关的药品，占据市场份额首位。家庭健康项目则聚焦多发于农村女性与儿童的健康问题，主要话题包括洁净饮用水、个人卫生、营养不良、缺铁症、疫苗、肺结核以及糖尿病。

为了向农村居民普及相关知识，诺华雇用并培训了一批健康培训师，到各地宣讲。她们大多是受社区信赖的当地妇女，每天徒步或骑车光顾两个村庄。她们宣讲的内容通常是最常见的健康威胁，而不单单是诺华药品能够治愈的症状，因而她们与村邻建立起亲密长久关系。

诺华还成立了一支由健康顾问组建的独立销售队伍，向村民推销产品。为确保公司药品覆盖最闭塞地区，诺华公司组织巡回“健康营”，把药方、医生和医院聚在一起，为村民提供预防性保健。

诺华家庭健康项目拥有530名医疗讲师与顾问，遍布10个邦，是印度目前规模最大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医疗讲师深入3.3万个村庄，帮助了百万民众。顾问为3.9万名医生与2.9万家药房提供丰富药品，不光是诺华的产品，也包括其他非专利药、疫苗以及处方药。这个体系虽然复杂，但它在30个月后就实现收支平衡，2013年收益达480万美元。印度家庭健康项目的成功激发了诺华的灵感，公司将类似概念延伸到其他新兴市场，包括肯尼亚、印度尼西亚与越南。


携手当地意见领袖。
 与城市相比，在农村市场，口耳相传对建立品牌效果显著。公司取得社区中德高望重人士的信任能够更有效地传达品牌信息，这些人包括受人尊敬的教师、医疗专业人士等等。

明智公司会先找出影响力大、对品牌认同度高的利益相关者，然后想办法把他们变成忠实顾客。塔塔汽车调动当地教师、医疗从业人员以及机械专家，把潜在顾客引荐给当地经销商。公司向他们提供详尽产品说明以及可以挂在房子外面的小招牌，彰显他们“汽车专家”（Motor Dadas）身份。另一家汽车制造商阿斯霍克雷兰德（Ashok Leyland）向卡车司机征询车辆设计方面的意见，以此调动起他们积极性。阿斯霍克雷兰德的亲民之举意在让司机感到受重视、被赋权，这样一来他们容易对品牌产生好感。这家公司还利用一种体现善心的方式获得收益。通过一个名为“做自己老板”（Ban Jao Maalik）活动，塔塔汽车教会司机如何通过购买属于自己的车辆实现个体经营。此外，阿斯霍克雷兰德对机械师进行有关新产品的培训，提供给他们所需工具，并给参与者颁发结业证书。


留住顾客。
 公司在深入农村市场以后，需要加大保留客户的力度。领先公司做法是：提供可靠、有延续性以及成本效益高的售后服务，投资关乎客户长期利益的项目。

在农村市场，售后服务尤其重要。消费者会由于一个出了故障修不好的产品失去对公司品牌的信任。在农村社区，口耳相传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无法及时维修故障产品可能令企业失掉整个村落。大多数公司依靠销售队伍为农村客户提供售后服务，但行业领军企业创建了专门服务农村的客服体系。它们雇用本地人为所在村庄提供最基本的客户支持，或采取创新手段降低服务成本。

Idea Cellular不但利用流动厢式货车进行市场推广活动，也在车内提供客户服务。每台厢式货车上备有复印机、照相机以及一位帮助村民核实证件的销售代表。假如村民遭遇SIM卡不能正常使用或者上锁的问题，就可以到这些流动厢式货车上寻求帮助。

在用心实现品牌承诺基础上，领先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公司长期利益与社区发展的匹配，维系农村用户对自己的信任关系。阿斯霍克雷兰德的“关爱司机项目”（Driver Care Program）包括一家位于泰米尔纳德邦Hosur城的医疗中心。在这里，司机可以接受免费体检与健康咨询。阿斯霍克雷兰德还开展了“全优计划”（All the Best），为司机家里成绩优异的子女提供奖学金。从2010年实施以来，在两个邦内已经有650名符合条件的孩子获得资助。

2007年，汽车制造商马恒达（Mahindra）开展“致富”（Samriddhi）系列活动，目的是增进与拖拉机经销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马恒达从每个经销商募集4850美元作为起始资金，升级展示厅设施，为农民提供一系列服务与信息，内容涵盖气候、虫害、农作物价格、土壤、灌溉技术以及农业生产率。借助162家“致富”中心，马恒达已经帮助了超过30万农民，并计划在2020年前帮助100万名农民。

2006年，塔塔全球饮料公司成立一个非营利性项目“我们下乡吧”（Let’s Go to the Villages），意在向农村推广茶类产品，此外为社区中的小生意人与弱势群体提供额外收入。塔塔全球饮料公司将茶叶低价供给店主和那些挨家挨户推销的弱势人群，例如单身母亲、残疾人、年轻失业者、寡妇或退休人员。在北方邦的几个街道试点后，公司将项目扩展到其他8个邦。

企业进军农村市场困难重重：道路简陋、市场分散、顾客多疑且苛刻、专业销售人员匮乏、银行与信用系统落后等等，克服这些障碍，企业需要决心。我们不难发现，公司在农村的成功需要把这个市场提升到重要战略市场的高度，需要在产品、包装、定价、分销以及运营上采取创新举措。

接近农村消费者本身就充满挑战，更不用说通过他们获得丰厚利润。今天，公司比过去更需要转变战略，才能在农村市场蓬勃发展。公司还须反应灵敏，行动迅速。相比观望等待的竞争者，早期进入者能够确立自己的差异性定位，赢得明显的先发优势。




如何取胜农村市场


成功地触及、获得并留住农村客户的公司所进行的组织与管理实践具有一定共性。



专职部门

成功企业通常拥有一个中心单元或多个区域单元，专门负责农村市场销售。这种组织结构确保公司对农村业务的重视，保证所需资源得到供应。

建立员工支持机制

在公司内部邮件、会议以及媒体信息中体现在农村实行的新举措，强调农村市场对公司的重要性。成功企业注重培养当地人才，表彰前线员工的贡献，并提供特别的表彰机制，例如邀请他们前往总部和企业高管直接会面。

清晰划分角色

想要与独立的渠道合作伙伴顺利合作，避免冲突，公司需要清晰地划分各自负责的产品与农村市场，指定企业中负责监督合作伙伴的负责人。Dabur旗下的3个分支——家庭与个人护理、医疗保健以及食品——在农村使用同一个分销网络。为了利用规模效应的优势，降低市场服务开销，公司雇用了专职的农村销售经理，负责统揽网络。此外公司规定拥有大量存货的供应商只能通过公司交易软件向小型供应商调货。

技术协作

平板电脑与手机常用于收集与发布销售状态更新；POS数据能够用来预测客户未来的购买行为。一些公司将跟踪系统与合作伙伴系统整合为一体，这样能够更好地预测需求，管理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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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促成产业融合，让跨界变得无所不在。但是，企业跨界的前提是重新定义商业模式，即改变组织基因和核心竞争力。跨界的目的在于将竞争优势差异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才能带来持续的盈利改善。






核心观点


问题
 　跨界失败的公司，无论在战略决策、资源分配，还是新的角色定位上，它们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这些公司一直在熟悉的市场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成本结构，但外部环境的变化打破了它们原有的计划，而且这些挑战力量开始加速。








分析
 　跨界不是简单的业务延伸或扩展，而是将若干行业核心竞争力进行融合，产生新的核心竞争力，并在原有业务框架下诞生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盈利增长点。其本质是组织能力解冻——颠覆——重塑的过程，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是核心能力的强化与重塑。








方法
 　加速学习跨界管理的多重角色与多元价值内涵是成功的关键之道。跨界企业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敢于尝试，勇于试错。

2．人才的来源与渠道要有创新思维。

3．灵活的组织架构。

4．打破薪酬激励的藩篱。

5．跨界需要清晰的角色定位和新文化。






工
 业时代需要专业化来提升效率，但过于清晰的界限需要通过跨界来完成“分久必合”的整合创新。互联经济改变了传统供需模式，驱动企业运营重心从后端向前线转移。

跨界不是简单的业务延伸或扩展，而是将若干行业核心竞争力进行融合，产生新的核心竞争力，在原有业务框架下诞生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盈利增长点。其本质是组织能力解冻——颠覆——重塑的过程，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是核心能力的强化与重塑。

如果说工业时代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大”，那么，互联网技术则促成了产业间的融合，它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这也印证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由垂直的价值创造模式到水平的价值创造模式”的观点。以互联网金融为例，由于互联网所带来的冲击，其商业模式、盈利模式甚至商业逻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心目中“银行”的概念已经发生了颠覆，零售、电信和金融业开始交叉融合，进入互相依赖又彼此竞争的“战国时代”。

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跨界，那些跨界失败的公司，无论在战略决策、资源分配，还是新的角色定位上，它们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这些公司一直在熟悉的市场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成本结构，但外部环境的变化打破了它们原有的计划，而且这些挑战力量正在加速。



重塑组织基因

企业需要打破原有的“信息孤岛”，对外以科技创新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捕捉市场新机会。对内打造灵活高效的业务运营模式，同时保障企业的持续获利。

跨界的前提是重新定义商业模式，即改变组织基因和核心竞争力。跨界的目的在于将竞争的优势差异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才能带来持续的盈利改善。在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一定要有清晰准确的市场定位，占领用户心智，这就要求企业重新定位，重塑核心竞争力，顺势而为，产生新的商业模式。

跨界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便利、更价廉物美的产品与服务，彻底颠覆了传统模式下独立行业的盈利模型。

所以，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谁能更快地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实现从关注客户群像到关注客户个体、从关注交易到重视关系，整合所有与消费者接触的渠道，挖掘消费者变化背后酝酿的新商业模式和机会，谁就能赢得市场先机。

除商业模式外，重新梳理核心竞争力也是跨界的前提之一。与电子商务和通信行业相比，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跨行业、跨客群的整体金融方案的设计和解决能力，在于高附加值的投行业务，在于财富管理的咨询能力，更在于多年积淀培养的专业人才。

因此，组织应当由上至下、从CEO到员工，都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建立成功跨界的基因：

1．唯快不破。跨界的前提是不破不立，但打破旧有格局之后，如何才能立得住？唯有“快”。“快”是这个时代跨界企业的显著标签，“快”本身也是压力。但快不是盲目无边界地扩张，而是迅速抓住商业竞争与市场的本质，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2．颠覆式创新。颠覆式创新的威力极大，一般企业难以适应这类创新带来的挑战，但企业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创新力度，以现有心态与利益机制，又很难在创新方面有所建树，因此必须以另起炉灶的方式来推动创新。这也是区别一般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利器。

3．快速变化和彻底变革。因为跨界本身就是不断打破、不断重建和组织成员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所以组织要有快速变化和彻底变革的决心，而且必须由上至下全员发动。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内部的惯性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打破那些使人感到舒服、有利可图的惯例。通常情况下，很多企业宁愿选择循序渐进式创新，也不愿意进行颠覆式变革，原因在于打破以往格局不仅仅需要勇气，还掺杂各种利益纷争，把控不好公司会比变革前更加糟糕。

4．合作与共享。企业需要打破原有的“信息孤岛”，对外以科技创新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整合渠道与通路，捕捉市场新机会。对内打造灵活高效的业务运营模式，以快速满足新时代的客户需求，同时保障企业的持续获利。



跨界原则

对于人力资源来说，组织要想成为跨界高手，他们首先要扮演“先行者”的角色，打破风险防范和“追随者”的定位，并更具前瞻性。

跨界给企业带来巨大挑战，而且无处不在。这种挑战在于跨界是若干行业核心竞争力的融合，并非一个行业覆盖另一个行业的简单重叠，所以既需要传承传统行业中的优秀基因，又要结合互联网的便利性。

若将这种挑战分解至企业的管理层，对于高管来说，没有时间一步步将逻辑讲清楚，必须同时提出若干要求，尤其是企业变革领导者的挑战最大，如何将核心竞争力表述清楚，并让信息有效地传递到一线？这是最大的挑战。

对中层管理者而言，需要做两方面的努力——西方企业花了近百年时间打造的传统运营体系，要求他们几年时间就要完成；与此同时还要兼顾各种各样的新概念，并且需要学习、消化，然后转化为管理手段。

对于人力资源（HR）来说，组织要想成为跨界高手，他们首先要扮演“先行者”的角色，打破风险防范和“追随者”的定位，并更具前瞻性。

传统人力资源将金融企业划分为若干子行业，从而更好地了解所属行业的人才状况，这是非常清晰的做法。但近年来金融行业的边界渐渐模糊，基金企业、信托企业、保险企业等互有重叠，很难清楚区分彼此间的商业逻辑。这样带来的挑战就是很难找到匹配的人才。

身处跨界企业的HR，往往又是后知后觉者。经常是人才已经开始流动了，而HR却很被动，老板怎样交待他们才会怎么做。市场在加速发展，留给CEO做决策的时间越来越少，因此，HR需要深入理解跨界本身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同时还要引导公司建立新的核心竞争力。基于此，我们提出5点新的建议和想法：


敢于尝试，勇于试错。
 在高度集权化的组织里，员工很多时候是脑手分离的——高层负责制定战略，基层执行。但跨界组织是一个传统时代向新时代跨越的过程，新时代的业务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即使企业的领导者有时也会看不清方向，相反一线员工更清楚市场的反应。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司更应该实行分权，放开对员工的束缚。

过去几十年，我们用岗位制度对每一个岗位做职责分析，员工也已经很熟悉这样的方式。

但是近些年，当网络信息全面铺开，信息交流可以是多方面的，以前员工接受信息是直线的，这种状况今天发生了改变，信息的变化要求每个员工跳出原来的范畴，或者你已经不仅要做好被告知的事，还要在完成任务后进行分享，或者和哪些人一起合作才能把任务完成。因此，组织要有宽容度，让员工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性，给予员工更多试错的机会。


人才策略。
 从传统领域进入创新领域，人才的来源与渠道要有创新思维。人才的来源和渠道创新要围绕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进行，需要具备跨行业眼光；采用快速的人才获得手段以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未来人才策略需要关注多种渠道与来源间的整合。

跨界企业会经常触碰到过往从未遇过的问题，或是无法从旧体系中脱离出来，尝试接触“不一样的声音”有助于看清盲点，正因为跨界人才处于领域之外，他们能用非常规的方式解决问题。过去银行业在消费性金融产品（例如信用卡、信金卡）刚刚兴起时，因为要颠覆传统银行业柜员营销的方式，学习摆临时摊位、电话营销、赠品促销这些消费性商品的营销模式，就非常流行从宝洁、联合利华这些日用品行业寻找营销人才。


灵活的组织架构。
 那些希望尝试跨界的企业，通常会有两种可能的做法：一是先在总部层面设置单独的职能部门，之后让分支机构在做好原有业务的同时，尝试兼顾新业务。另外一类有眼光、有胆识的CEO，愿意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去做变革——重新建立一个组织、一套人马，专门从事新业务拓展。坦率地讲，前一种跨界方式成功的机会不大，因为新的业务模式仍建立在过去的组织架构下，并未脱离原有体系。所以，组织架构要给予跨界管理充分独立的空间。

很多企业的组织架构往往是网状而非层级结构，因为它们需要灵活性和创造力，以抓住机遇，但这并不适合跨界企业。对于跨界企业而言，首先要有独立的土壤，要能充分发挥员工的独立性，将商业模式表达清晰，甚至可以适当做一些资源倾斜；其次是成熟后要和传统的商业模式做一些对接；再次，在新的商业模式中，上级要充分授权，扁平化管理，内部层级要少；最后，跨界企业适合项目制管理模式，随时组合、随时打散，不宜有稳定的部门制。

高层管理者必须对跨界组织架构承担清晰的监管职责，还必须指定并充分授权一位信任的执行者担任领导职务，以避免耗时的沟通过程。


打破薪酬激励的藩篱。
 即便是传统商业模式，理想的激励体系也应当是不同的员工有不同的激励方式，尝试多元化、差异化。跨界企业更应如此，HR有责任分析所有员工的心理诉求，要有适应自身企业发展的激励体系。总体来看，跨界企业的薪酬激励政策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薪酬市场无边界。人才跨界导致薪酬市场无边界，人才分布于各行业中，需要HR独具慧眼，进行人才混搭。基于此，薪酬激励没有一定之规，可以按人或按需定制。

2．激励手段触类旁通，此前行业间薪酬壁垒很高，但跨界打破了原有藩篱，例如传统金融业薪酬策略也可以仿照互联网行业。

3．多元化与差异化。跨界组织中往往汇聚了若干行业和人才，也有若干的薪酬体系，因此他们之间的平衡要动态地来看，为了实现跨界成功，短期内可能是不平衡的，但长远来看是稳定的。以往HR因为比较注重风险防范，经常为了照顾平衡而不敢尝试新鲜做法，害怕打破这种平衡。但他们不了解组织里的平衡只是相对的。

4．HR要重新定义和梳理关键人才，这些人的价值需要重视。


跨界需要清晰的角色定位和新文化。
 跨界组织中，HR要扮演文化建立和变革的主宰者。在中国，很多民营高科技企业都是老板文化，老板出身决定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老板固然重要，但在互联网时代还是要注重机制与流程。对此，文化的核心在于回到核心竞争力的真正诉求上，HR有责任组织高管团队定义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任何跨界企业都有一种无法弥合的核心张力，跨界公司更是如此，例如金融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原本就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如何将这两种文化很好的融合并形成凝聚力？这是很多担任跨界企业的高管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跨界企业的文化整合有极大的冲突性，尤其是在需要复杂信息的产品研发与营销方面，这种知识通常是不言自明的群体共识，是一种默契，只体现在行动和沟通中，但这也往往是一家跨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今天，中国企业面对跨界管理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仍有相当的难度，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与品牌化是必然趋势，加速学习跨界管理的多重角色与多元价值内涵是成功关键之道。

因此，更积极地深入认识、理解、学习、包容和接纳，突破传统自我认知的单一价值与思维限制，勇于自我转化和重新定位，才能发现新机会、拓展新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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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凌梓是韬睿惠悦咨询公司人才与奖酬咨询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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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劳动力、低融资成本以及对西方公司的模仿，这些是中国企业成功的“显性”因素，但苏州高新区的中小企业却给出了三种鲜有人提及的“隐性”理由：它们先发制人，占领细分市场，让西方管理在中国落地以及创造性地寻求政府支持。






近
 年来，中国公司的快速成长给西方学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中国公司的成长是否仅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便宜的资金成本以及对西方公司的模仿？它们是否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创新？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研究了苏州高新区的不少中小企业，而专注中小企业的原因在于它们让中国的经济实现了混合多样。中小企业的管理者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企业家精神的实践，并探索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式成长道路。

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当地中小企业成功有着三种关键模式：1）先发制人，占领初始市场让西方公司无法进入；2）西方先进管理思想的中国式解读与实践；3）创造性地寻求政府支持。三种模式创造出充裕的机会，让这些公司有能力参与下一代的全球竞争。

在调研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本土创业公司和中小企业，对于西方管理学家奉为圭臬的管理办法并不满意。相反，它们把这些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相结合，试图追赶甚至超越了一些跨国企业。



先发制人

苏州高新区的苏州瑞派宁科技有限公司（Raycan）是一家专注于医疗设备的创业公司。公司的业务专长是放射性物质的检测装置和PET扫描技术（PET扫描不仅能确认身体结构中不明物质中的存在或变化，还能帮助医生分辨活的或者死的组织，以及良性和恶性肿瘤。——编者注）。瑞派宁科技的创始人谢庆国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他是把PET扫描首先用于动物实验的先驱。尽管技术突破让谢获得了很多国家级奖项，但是Raycan在把科研成果商业化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因为这要求核心技术之外的其他互补性能力，包括机械、电子和软件工程等等。这也是强大的跨国公司，诸如GE、西门子和飞利浦虎视眈眈的市场。

2011年3月福岛核电事故爆发，当时Raycan正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是，核事故提升了公众对核污染问题的关注，并为这家医学设备公司打开了盈利之路。相比市场上的主导产品，Raycan的技术能够让装置更加快速响应、重量更轻、组件更少、设计更紧凑而且造价更低。Raycan设计的便携式放射检测装置，从产品最初构想到成形只花了不到11个月时间。除了核心技术，其余的事情都外包给了苏州科技园里的各种供应商。通过口碑和终端用户推荐，头两周公司就接到了200多个订单。在见到了实实在在的商业成果之后，投资人和苏州政府对公司下一轮的研发融资都充满信心。

Raycan调整过的成长路径在中国公司中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即使中国公司掌握了一种核心技术，但要直接与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通常都很困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高端市场的客户要求太苛刻，技术突破本身——不管这个突破看起来多么重大，并不足以让新来者打入全球市场。Raycan遇到的偶然事件揭示了中国中小企业创新的第一个原则：成功的市场新入者一般把它们的技术重新定位于小众和细分市场以避开潜在竞争者。执行这样的战略能够让公司在不需要过大投入的情况下创立发展高科技能力的平台。

海尔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就针对大学宿舍、宾馆房间和贮酒的冰箱这些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的市场。因此，公司很快占领了这些西方公司认为的无利润市场。

同样，中国PC制造商联想最初也专注于西方跨国公司回避的农村市场。相反，惠普和戴尔只重视那些有良好声誉的经销商所在的沿海城市。农村市场需求的激增让联想扩大了规模，提升了运营效率，所以当公司海外扩张时，它的成本结构让其具有非常高的竞争优势。

显然，打入初始市场并在细分市场中站稳脚跟，只是一个希望的开始。初出茅庐的公司要成长壮大，打入主流市场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发现，中国公司的成长引擎不仅仅是引入发达国家的技术或是海外并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正在实验性地运用中国文化重新解释西方的管理实践和理论。




苏州高新区概况

地区生产总值830
 亿元

内资企业超过1.3
 万家

外资企业项目2000
 个

世界500强投资项目累计54
 项





西式管理中式解读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半导体制造商，产品应用在航空航天、汽车、绿色照明、IT、家用电器以及大型设备的电源装置等许多领域。该公司有超过2800员工，年销售额近9亿元人民币。在公司工厂走廊的公告板上，贴着一些由员工发起的，能够减少库存并改进工作流程和重新设计工具的项目。鱼骨图（Fishbone diagrams）或者其他任何一个质量管理专家所熟知的标志性管理工具在工厂中随处可见，但是苏州固锝却有一种自己的中式解读。固锝董事长吴念博对哈佛商学院教授吉姆柯林斯发明的飞轮效应（Flywheel Effect）是这样解释的：“当员工感到高兴，我们的机器就会高兴，然后我们的产品和顾客就会高兴。盈利就会是必然的事情。”

苏州固锝的员工食堂有一张长桌子，能让公司高管和跨层级跨部门的员工一起吃饭。很多新项目的想法就是来自这些事先毫无计划的交谈。这些谈话能理清思路，帮助员工把想法朝着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推进。吴念博说，公司一些最成功的质量管理项目是车间工人手画的流程，而不是出自PowerPoint或者电脑程序的复杂制作。

吴和他的高级管理层会带着翻译去海外，从西方学者那里学习最新的管理理念。但是，他从不雇用外部的咨询顾问来把学术理论变成公司的常规实践或者现成的解决方案，而是决定在公司内部打造这种能力。吴认为把批判性思考交给别人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外界对中国公司一个普遍的观察是它们不愿意在高管培训和管理咨询服务上花钱。支付能力可能是一个理由，但我们观察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公司担忧管理知识从理论到实践的落地问题。

海尔的张瑞敏定期会和包括迈克尔波特、加里哈默尔在内的管理大师会面，他甚至可能还会在商学院最负盛名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很多管理学教授和他们的博士生，也都会乐意带着同声传译去听张瑞敏讲大企业怎样重塑自己的文化。张瑞敏喜欢描绘管理系统演进的大画面，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到Google和Facebook推行的自组织。但是，海尔内部并没有批量引进西方管理思想。海尔开创了自主经营体等一系列的创新实践。

西方管理思想的本土化，能够帮助员工吸收这些管理思想，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利用一些管理原则。先进管理思想要有基层员工的理解和接受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只会成为组织强加的教条，扼杀员工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创造性寻求政府支持

对中国中小企业普遍的一个担心是，因为传统银行系统倾向于只给大型国企贷款，中小企业很难募集到充足的资金来支持其发展。这种无效的资源配置被视为中小企业创新的障碍。为了解决中国经济的这个结构问题，很多人都在讨论中国应该减少对国有企业和出口的依赖，进而专注于中小型公司的成长。

为了吸引人才，实际上地方政府用了很多非融资手段来支持创业公司，比如房租补贴、免税、提供高科技设备使用权、给未经试验的研究提供经费，以及为有类似想法的创业者提供合作机会等等。

目前这些举措已经颇见成效，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Biobay）孵化了275家高科技创业公司，其中约一半公司都已经盈利。这里的创业者都在积极利用政府此前投资的基础设施来开发试验新产品和新服务，并把它们推向市场。

苏州蓝海彤翔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能够为独立电影制片人提供一系列复杂的线上剪接工具。在公司网站上，电影制作人和游戏开发者也可以众包解决方案或者电影剪辑任务。苏州蓝海彤翔的后端流程却不在公司运行，而是对接“天河”超级计算机，因此该公司的“创意云”平台具备了超大规模的计算资源。该公司的一个员工说：“天河只是一个基础的研究设施，我们为它找到了更广泛的运用空间。”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中小企业只是较小规模的成功，不过我们觉得类似的创新经过广泛传播，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促进经济的发展。尽管中国真正成为知识驱动型经济尚需时日，但是通过苏州高新区的调研，我们对中国能否创新这个问题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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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昊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战略管理及企业创新教授，薛丰是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局科技招商服务中心经理，沈剑是江海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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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管理者4招消除转型焦虑


王明伟　王玥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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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面临转型时，中层管理者就像夹心饼干。对上，高层希望他们坚决执行转型的决定和策略；对下，他们要面对很多由于快速转型给团队成员带来的现实问题，比如面对快速转型的各种焦虑。从识别到调整，4A模型将帮助中层管理者带领团队摆脱负面情绪，达成绩效目标。






在
 企业经历快速转型时，企业中的各个层级都面临着压力，但是压力也各不相同。高层管理者的压力在于：要让企业朝正确的方向转变。中层管理者的压力在于：带领团队成员在快速转型中取得高绩效，并保证转型效果。基层员工的压力在于：需要适应企业快速的变化。

今天我们重点来给中层管理者支招。中层管理者就像夹心饼干，对上他们很难左右组织转型的大方向，高层更希望他们坚决执行转型的决定和策略，对下他们要面对由于快速转型给团队成员带来的现实问题。比如，要处理好团队成员面对快速变化产生的各种焦虑。

这也是我们在各大企业培训时，经常听到的中层管理者的心声——当所在的企业进行快速转型时，自己带领的团队受到影响，团队氛围变差，成员情绪普遍低落和消极，更别说转型执行的效果了，这常常让中层管理者感到手足无措。

为了帮助企业的中层管理者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引入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理念，总结出一套能够对团队进行有效情绪管理的方法，并形成著作《积极达成：处理好情绪，再处理问题》。目前本书中提到的一些方法，已经被国内不少中层管理者应用到团队的情绪管理中，本文是将书中的一些核心工具分享给更多的管理者。

我们提炼了一个模型——4A模型来进行团队的情绪管理，4A模型是一个帮助管理者将团队消极的情绪转变为积极情绪的工具，分为4个步骤。（见下图：团队情绪管理的4A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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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情绪管理的4A模型





Aware识别情绪

识别团队的消极情绪是第一步，因为我们只有识别出团队的消极情绪，才能开始处理这种消极的情绪。

如何识别团队的消极情绪？中层管理者需要重点把握两个方面：


1）发现团队的日常行为变化。
 当团队的情绪受到快速转型的影响时，团队成员的日常工作行为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团队成员不像以前那么主动地跟管理者沟通了，沟通的频率下降很快；平时能按时上班，现在却经常迟到早退；以前能轻松应对的问题，现在却表现得非常为难等。


2）关注消极情绪的特征行为。
 团队的消极情绪是有对应的特征行为的。主要的特征行为有三种：“沉默”、“抱怨”和“推脱”。沉默，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团队消极情绪表现，就是对于现状或者面临的问题不做回应；抱怨，是另一种常见的特征行为，当看到团队问题时，总是抱怨而不是积极解决；推脱，当团队面临问题时，大家都找各种理由来推脱，而不是主动承担。这三种特征行为经常会通过团队会议体现得淋漓尽致。



Accept接受情绪

接受员工的情绪，而不是压制员工的情绪是进行团队情绪管理的第二步。作为管理者，我们要接受团队成员所产生的消极情绪，要理解他们，而不是压制他们的情绪。

员工在面对组织的快速变化时，产生消极情绪是正常现象，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很少有人喜欢变化，因为变化意味着风险，意味着付出更多却不见得有回报。在经历快速转型时，团队成员的心态和情绪往往会经历4个阶段（见下图：情绪改变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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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改变过程






1）不愿面对，
 当组织转型开始时，团队很容易产生鸵鸟心态，不愿面对这种变化，依然用老方法来工作，自然导致组织绩效下降；


2）进行抵制，
 当组织转型不断推进，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而且可能会危及团队成员的利益时，他们很可能开始抵制，这时组织绩效有可能跌至低谷；


3）重新聚焦，
 当个人无法再阻止转型时，团队成员开始接受并重新聚焦于工作，组织绩效开始提升；


4）发挥能力，
 当组织绩效提升让团队成员看到了正向的成果时，会对团队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家开始发挥能力，这样又提升了组织绩效。

接受了团队成员的消极情绪，团队成员才能感受到管理者对他们的理解，才可能接受你的帮助来快速调整情绪，尽快走过前两个阶段，迅速进入重新聚焦和发挥能力。



Analyze分析情绪

分析员工的情绪关键在于分析出员工消极情绪的来源。当组织进行快速转型时，由于高层与基层的信息不对称，关键信息传达的不及时等原因，基层的员工特别容易产生3种消极心态：


1）受害者心态，
 我被无辜卷入组织的变革中，不是我导致了组织中各方面问题，但是竟然让我来承担这些问题导致的后果；


2）坏人心态，
 公司高层以前各个方面愚蠢的决策导致了各种问题，现在又开始搞什么快速转型？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3）无助者心态，
 作为一个基层的小员工，我人微言轻，面对组织的快速变革，我根本无能为力。

这3种消极的心态不仅会让员工产生消极的情绪，更有可能通过员工间日常沟通而传染开来。一旦这3种消极的心态蔓延到整个团队，团队的氛围和士气就会受到重创，进而影响团队的绩效。

面对这3种心态，管理者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来看4A模型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步骤：调整情绪。



Adjust调整情绪

当我们搞清楚员工消极情绪的来源之后，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员工消极的情绪状态调整为积极的情绪状态了。

在调整员工情绪的时，以下4点对于管理者是否达成目标至关重要：


1）保持及时、双向、坦诚的沟通。
 前面我们讲到，员工之所以容易产生受害者、坏人和无助者这3种消极的心态，与无法及时获得组织变化的信息，以及没有表达自己所关心问题的机会有关。因此，作为中层管理者，需要及时地了解并向员工传达组织变化的最新信息，在传达信息的过程中要坦诚，而不是遮遮掩掩，越是遮掩，员工就越容易产生误解。另外，中层管理者还需要了解员工所关心的问题，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在必要时要向公司高层传递员工所关心的问题，保证信息从下到上地及时共享。


2）推动团队关注“目标”而不是“过去”。
 员工产生受害者、坏人和无助者这3种消极的心态时，其实是把关注点放在了“过去”，但是“过去”已经过去，过多关注于此会让大家陷入消极情绪。作为管理者，应该带领团队积极关注目标，即接受目前的现状，一起讨论如何通过我们现在的努力去实现团队的新目标。这能帮助团队把精力和关注点转向积极方面，产生积极的情绪状态。


3）利用“自我反思”和“换位思考”两个方法帮助员工扭转心态。
 “自我反思”和“换位思考”是非常强大的调整情绪和心态的工具。“自我反思”不是强迫团队思考自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引导团队思考现在的消极情绪对团队自身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让团队成员意识到沉溺于消极情绪的不良后果；“换位思考”是指结合当前的内外环境变化，引导团队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思考，帮助团队更好地理解并接受公司的各种调整，让团队成员的情绪和心态更平和，逐渐开始积极面对。


4）利用团队中“意见领袖”的积极影响力。
 团队中的“意见领袖”是指那些在团队中有威望的、对其他团队成员有影响力的员工。整个团队的情绪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会受意见领袖的影响。在团队陷入消极情绪时，如果管理者能先调动这些意见领袖的积极情绪，再让他们影响其他成员，就能帮助整个团队调整到积极的情绪状态。

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里，“变化”都将成为企业生存所需要适应的主旋律，作为中层管理者只有掌握一定的团队情绪管理技巧，才能适应组织的变化，进而在组织变化中抓住机遇，带领团队与企业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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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伟是Keylogic资深讲师，著有《积极达成：处理好情绪，再处理问题》，王玥是Keylogic总裁，著有《创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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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Find Your Voice


女人开会要“大声”

凯瑟琳希斯（Kathryn Heath）　吉尔弗林（Jill Flynn）　玛丽霍尔特（Mary Davis Holt） | 文

时青靖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通过掌控“会前会议”、准备好发言和保持冷静，女性能大大提高自己的参会表现。






一
 位高管被要求放弃其执行委员会的席位，因为CEO想缩减委员会规模，只打算将席位留给那些“最活跃”的成员。

一位负责价值5000万美元业务的部门管理者，因未能充分参与公司战略讨论会，没能在会上大胆给出意见，从而错失晋升至C级管理者的机会。

一位市场总监对同事在会后给予的建议——“别再一味保持中立，试着表明你的立场”——大为吃惊。

上述3人存在一些共性。她们都是女性，都非常成功且进取心强；备受同事、上级钦佩和尊重。可是当要在高层会议上表达自己观点时，她们的表现都很失败。

我们的研究显示，这些案例都很典型。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在领导力培训过程中时常收到反馈。其中，不断有女性表示，她们在会上的表现远不及在其他商业场合的表现。一些人称，她们在会上的发言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淹没。另一些人则告诉我们，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参与讨论。那些与会的男同事与管理者也注意到这一点。事实上，只有少数男士表示，注意到与会的女同事因紧张而不知所措，或作为业内专家却在会上不发一言。

2012年，我们决定就此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我们对1100名副总裁及以上级别的女性进行了360度测评，并考察了由此收集到的7000份反馈报告（反馈者包括被评估者本人及其同事）。结果发现，在会议上踊跃发言是她们的一大障碍。为了进一步验证和更新360度反馈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对财富500强企业中的270名女性管理者进行了调研。半数以上被调查者表示，开会对她们来说确实是个难题或需要努力改进。

最后，为了发现两性在高级别会议上的表现差异，我们采访了65名来自摩根大通、麦当劳、百事可乐、劳氏、时代华纳和eBay等公司的CEO，受访者没有性别上的限制。从所有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他们普遍认同上述难题，但对于问题的根源，男女双方各持己见。

虽然我们只将调查对象锁定为女性高管，但我们相信很多发现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人群，比如，其他种族、少数族裔和那些性格颇为内敛的男性。我们也意识到，一些女性高管根本不存在此类问题。但我们相信，我们的调研和建议对很多疲于应付重要会议的女性管理者来说是有价值的，也有助于让老板们鼓励手下所有成员，不论男女，在工作中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潜能。




在采访和反馈中，男性承认女性往往难于在会中插上话，但在问题根源上，他们与女性同事的看法并不总一致。



他说

我们很担心女性对批评意见的反应。

女性讲话需要简明扼要、切中要点。

女性要有更强有力的观点。

女性发言时要更随性和即兴一点。

女性遭遇挑战时会变得防御性很强。

女性比男性更情绪化。

女性不如男性自信。



她说

我们得不到反馈，哪怕是追问。

我们不喜欢重新包装老套的观点或讲一些肤浅的看法。

很难加入他们的讨论。

我们喜欢用完整的陈述方式表达想法。

会后数天我们还会反思那个会议。

我们不是情绪化，而是充满热情。

与会人员中男女比例为5:1，我们觉得不太有话语权。





男性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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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的男性管理者已经发现，女性同事常常为如何在会议上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犯难。她们要么在会上声音不够大，要么根本不知道如何加入讨论。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管理者表示，即使女性在会上得到了发言权，她们也无法把自己的观点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一半受访者说，女性总是任由他人打断自己的谈话、反复道歉，并在阐述观点时缺乏力证支持。一位男性高管曾这样评价与他同时出席会议的两位“非常成功且位高权重”的女性同事：“其中一位偏离讨论主题，提出的观点毫不相干，而且没有事实依据，就像一个从山上滚下的雪球，里面的东西都是顺路裹挟下来的。另一位则完全沉醉于话题中，一个观点用了3种不同的说法。”

男性管理者经常如此描述那些与会女性同事们：当遭遇不同意见时，她们会变得防御性很强，不断为自己辩解；如果观点完全不被理睬，她们就会恐慌或不知所措。“参加这些高强度会议的人，往往个性非常强势，”一位CEO表示，“通常女性在这些会议上，要么沉默不语、犹犹豫豫，要么发言时机不对，说的话听上去更像噪音。”



女性感受到的

如果男性觉察出与会的女性同事缺乏自信，那就说明在多数情况下她们的确如此。董事会和C级职位的女性高管明显少于男性，她们也没有更高一级可以效法的榜样和支持者，所以会感到孤立无援、缺乏安全感，难以在高层会议上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如一位女性高管所说，“如果会议室没有其他女性同事在场，我很难正确解读会议氛围。”

很多女性管理者承认，她们在遭遇不同意见时容易慌乱。事实上，女性一向不喜欢冲突。她们会对公开的犀利批评深感不安，时常在会后反思、自责很久。她们不认为自己防御性很强；但她们承认会同情其他女性同事，偶尔还会动怒。“当自己的观点不被男性理睬时，”一位女性副总裁表示，“女性会理解成‘男性认为她们的观点不值一提’。”

大多数女性高管表示，会上发言这个难题对她们来说，选择加入讨论的时机比归纳事实、切中主题或控制情绪的能力更为重要。在训练环节，女性高管告诉我们，当团队倾向于认同某一观点时，她们提出的不同意见往往只换来一些敷衍的答复。她们极其反对用另外一种表述，简单重复他人的观点，而许多男同事会这么做。

“男性善于巧妙地重新包装他人的观点，”Calvert Investments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分销总监林恩福特（Lynne Ford）说，“他们会重述并夸大你的话。”尽管她坦言曾见到有人高效地利用过这种策略，但在她看来，“这只是一种小伎俩”。



女性能做的

将来，随着越来越多女性担任公司领导者，她们参加会议时会更为自在。同时，下文提供的一些实用性技巧，可以帮助她们开会时更自在也更有效率。


1、掌控“会前会议”。
 我们的研究显示，女性高管非常注重效率。她们开会时从不迟到，会议结束后，迅速离场，投入下一场会议或直奔办公室处理棘手难题。男性管理者则更倾向于花时间与他人沟通，检验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和获得支持。他们早到会议室只是为了抢占一个好位子，并与同事闲聊。会后，他们会继续待在会议室，谈论他们对其他问题的看法。

如果女性管理者能用这种方法了解同事的想法并结成联盟，对她们掌握发言时机和摆脱职场孤立感大有助益。她们最好能加入一些男性所谓的“会前会议”，提前展开一些实质性讨论。提前参与类似讨论有助于更明确会议主旨，同时也能让女性更易于积极参与发言。


2、准备好发言。
 参与调研的多数女性管理者表示，在阐述观点时，她们更喜欢正式的陈述式，而不是男性青睐的交谈式。我们给她们的建议听上去有悖常理，那就是：准备好即兴发言。“把你想说的先写下来，”福特说，“会上那些听上去随意、即兴的言论其实都是事先演练过的。如果某些观点真的不错，那一定是发言者事先打好腹稿的。”

会前有所准备、明确会议主题且知晓如何展开讨论后，女性高管就能在他人观点的基础上阐释自己的看法。事先准备的那些说服力比较强的观点和问题，能帮助她们将讨论推进得更深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董事会副主席兼区域执行合伙人安妮泰勒（Anne Taylor）发现，当提出类似于“你想到过这一点吗”或“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情况会怎样”之类的问题，能将讨论引导到另一个更富成效的方向上，如此一来，她也就发挥了最大影响力。

一位男性高管表示，当讨论快速推进时，需要用一些“措辞强硬的词汇”，比如主动性、权威性、精确性词汇，充分表明自己的立场。（见后文《让你的发言更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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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发言更有力

我们调研的男性高管表示，在会上为了明确表达观点，他们会用主动性词语和权威性的陈述句，避免模棱两可，巧妙地借用他人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简单地表示赞同。下面是一些女性管理者可以采用的策略。



与其这样说

……怎么样？

我倾向于同意。

我认为可能……

我同意。

或许我们可以……

好吧，要是……？



不如这样说

我强烈建议……

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理由是……

我坚定地认为……

我完全同意，因为……

这是我的计划……

我建议……

（
返回阅读原文

 ）






3、保持冷静。
 “说服别人时，谈话者的热情起至关重要的作用，”eBay高级副总裁史蒂夫波姆（Steve Boehm）表示，“问题是，女性高管该如何展现热情？”换句话说，她们怎么做才不会被认为热情过度？

实际上，我们的调研显示，此问题的答案是“一点点就好”。通过分析360度测评的反馈报告，我们发现，当女性高管对某个观点或想法表现出热情时，她们的男性上司及同事则时常认为她们“太过情绪化”。

男性管理者坦言这里存在双重标准。一位男性高管告诉我们：“要想继续待在这个圈子里，女性高管得多留神，而男性则无需如此。”在这个规则被打破前，女性管理者需要保持冷静沉着。重要的不是她们说了什么，而是她们怎么说的。女性管理者讲话时要语调平和，即使在重压之下也不要抬高音量；发言要谨慎，避免用讽刺或草率的方式表达挫败感。

女性高管还要学会用对事不对人的态度看待会上的争执。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执行副总裁凯伦达赫特（Karen Dahut）分享了她的经历：“不久前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我打断了一些争议性观点的发言。后来发现讨论时间过久，难以推进，我就宣布散会。但这件事情困扰了我整个周末，我担心会伤及我与同事间的关系，不知该如何与他们重归于好……然而周一上班碰到男同事时，什么状况也没有。对他们来说，什么问题也没有！”



公司能做的

女性高管显然更善于在会上大胆直言，但公司老板也需提供更多帮助，提升她们的与会表现。

首先，公司应修复好那些失效的反馈机制。在我们的调研中，有高达68%的女性管理者表示，她们很少在与会表现上，收到任何直接反馈。一位男性高管承认：“我们谈到过她们的问题，但从没告诉过她们。”管理者需要克服抵触情绪，给予直接反馈，才能让她们改进这方面问题。

其次，为了避免反复强调开会原则，管理层最好让更多女性参会。当一位女性管理者走进会议室，发现15名与会人员中只有2位女性时，她会非常不自在。女性同事的支持和更高级别女性高管榜样的力量不可小觑，会让形势大为改观。

最后，老板要积极地把女性拉进谈话中。调研期间，我们问了30名高级别女性管理者，列举一件希望与会男性做出改变的事，38%的受访者回答说，她们希望那些男同事能“直接向我们提问”，或“让我们加入讨论”。

这些改变能带来深远影响。“18年前，与我一同出席一系列会议的一位男性同事发现我很想在会上发言，却苦于不敢表达，”一位女性执行副总裁告诉我们，“一天会上，他看着与会的所有男性说，他知道我有自己的看法，希望我能说出来，无需介意大家的反应。他的话让在场的所有男士为我的发言让路，从那以后在会上发言就不再是我的难题。”



[image: ]
 凯瑟琳希斯、吉尔弗林和玛丽霍尔特是Flynn Heath Holt公司合伙人。Flynn Heath Holt是一家专注于女性领导力发展的咨询公司。他们3人合著《打破自己的教条》（Break Your Own Rules: How to Change the Patterns of Thinking That Block Women’s Paths to Power
 ，巴斯出版社出版2011年出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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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逼近时，还要拼事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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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仅30岁的年轻人被确诊患有肺癌。他不知是该放下一切陪伴家人，还是该继续从事让他充满激情的事业，并为可以让更多人受益的医学研究奖出份力。





晴天霹雳


确诊一周后



GlobalScope的领导者们并不常在每周例会上泪流满面，但今天是个例外。公司创始人之一吉尔莱纳刚刚向众人通报了自己的病情诊断结果——小细胞肺癌。尽管他决心用自己一贯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病魔做斗争，但是能活过5年的几率只有18%。

众人因悲痛而陷入沉默中，不过吉尔很快拍拍手，并坐直身子。“我还没死呢。”他打趣说。这位来自以色列的年轻人总是那么积极向上，也不允许同事们长时间沉浸在悲伤中，因为他们还有太多事要做。

GlobalScope是一家位于纽约的科技公司，其目标是赋予手机强大的放大功能。吉尔和他的合作伙伴都是刚刚从商学院毕业的学生，公司8个月前刚得到第一轮融资，下一轮融资预计也近在眼前。他们最近在测试各式各样的塑料透镜，这样可以削减成本，并尽可能提高手机的放大率。

“我们来说说下一步的测试工作。”吉尔说。他是团队的技术专家：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在攻读MBA前曾任职于以色列一家医疗保健公司。

迈克尔施罗克是公司的财务主管，他一边摇头一边感叹：“这完全没道理！你又不抽烟，而且才刚刚30岁，怎么就得肺癌了呢？”

“医生说我是特例。很少有我这样的人得肺癌，但不是没有。我也已经跟同龄的患者聊过了。”

迈克尔还是不断摇头。

“在我们讨论公事之前还有其他问题吗？”吉尔问。

“若缇还好吗？”卡莉加尔多斯问，她是公司的技术主管。

“她比大多数新娘都要沉着冷静。毕竟我们是以色列人，都非常坚强。她已经帮我规划好治疗方案了。”

“你还会继续留在纽约吗？继续工作？你确定你想这样？”迈克尔试探性地问吉尔。

“我还没仔细考虑所有事情，不过我可以跟你们保证，我会留下来。这里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一些全球顶级肿瘤学文献。尽管化疗会很痛苦，但是离病情恶化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希望一切尽可能照常运行。”

“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比公司更重要。”卡莉说，所有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我知道，但我觉得自己可以两者兼顾，”吉尔说，“现在我们能换个话题了吗？”



甘心付出


确诊一个月后



“我把一切都设想好了：娶妻、读MBA、创业。人生一直在我的掌控中。可现在我不知道下周会发生什么，更别提3个月或者3年后的生活是什么样。”

3周后，吉尔的朋友阿瑟克劳斯和玛雅汉莱邀请他回学校，跟大卫乔纳森一起共进午餐。两人目前还在商学院读二年级，而乔纳森是企业管理学教授，一年前曾在课上担任过他们三人的小组项目导师。

吉尔在去大卫办公室的楼梯上遇见了阿瑟。“不用问了，我自己交代：治疗进行得很好，我很好，若缇也很好。病情还跟以前一样，”他笑道，“当然，等会午饭的时候，我可能吃不了太多，不过我迫不及待想听听你们要说的‘大事’是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等我们跟大卫见面后再说，”阿瑟答道，试着配合吉尔欢快的语调，“我们想同时告诉你们俩。”

两人敲门后大卫立刻应门。“请进，快请进，找个地方坐，”他把他们引进了办公室，“吉尔，你好吗？知道他们两个急着想说什么吗？”

“我跟你一样也是一头雾水，”吉尔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好的，我来说。”玛雅解释说自己和阿瑟受吉尔的启发，开始关注肺癌，尤其是不吸烟人士为何得肺癌方面的研究。他们发现，总体而言肺癌获得的经费支持要比其他癌症少得多。阿瑟称：“人们很少同情肺癌患者。”

“大家都觉得烟民知道吸烟的害处，得肺癌是他们自作自受？”大卫问道。

“没错，”玛雅点头说，“但我们都知道吉尔不抽烟，他是个特例。”

“即便我抽烟也不会赞同这种观点。”吉尔说。

此外，玛雅称，大部分经费都用于研究常见的肺癌类型。捐款人和医学院都认为，相比于普通肺癌类型，小细胞肺癌患者数量太少，不必专门拨经费研究这样罕见的病症。

“我们想制定一个方案改变现状，”玛雅分别递给吉尔和大卫一个文件夹，“我们希望设立一个奖项，奖励那些为小细胞肺癌研究提供创新想法的人。”

玛雅说，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刚刚完成的研究表明，用奖励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不仅可以增强大家对罕见疾病的认知，还能推动重要的研究突破。受奖品吸引的科学家一般并不专攻这种疾病，但他们会想办法把自己的成果应用到此病的研究上。

“我们的目标是为治疗方案提供新思路。”阿瑟说。

“哇哦，”吉尔打开文件夹，浏览了一下提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大卫已经读到了文件的最后一页，他转向玛雅和阿瑟说：“我想你们已经咨询过哈佛的那位教授了。”他们点了点头。

“最大的障碍是募资，”阿瑟说，“我们想让奖金丰厚些，比如说100万美元。我们还打算在生物标记和治疗等不同领域设些小奖。”

“鉴于咱们学术群体的规模比较大，你可以先找自己人帮忙，”大卫说，“吉尔可以做这个奖项的形象代言人。”

“假如你们立志要做这件事，我认为它可以成为你们毕业后一个很棒的事业追求。”阿瑟和玛雅听后非常高兴，现在是他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学期，尽管他们都找到了咨询和顾问类的工作，但两人都没什么兴趣。“不过你们要记住，这是你们心甘情愿做的事，至少刚开始是这样的。你们别指望能马上赚到钱。”

“我们知道，”玛雅说，“我们只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咨询类的工作永远都会有。”

“你呢，吉尔？”大卫问，“我知道你现在全心全意投入到GlobalScope的工作中，我想之后的治疗也要耗费你大量时间和精力。你还有空参与这个项目吗？”

“他不必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阿瑟立即说，“我的意思是，吉尔，我们希望你能参与进来，至少在筹资时露个面。但我们都明白你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大家都看着吉尔。“我100%赞同这个方案，”他说，“你们愿意做这件事，我真的很感动。我很愿意帮忙：如果我不能战胜病魔，我希望其他人可以。但我需要些时间考虑一下。GlobalScope正处于关键期，而且我答应过若缇，眼下会专心准备第二次化疗。”

阿瑟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为没能考虑到这些而道歉。

“没关系。最近人们听了我的话之后总是这种反应。”吉尔说。

三人起身准备离开，不过大卫让吉尔留下来。

“我想让你知道，不管是GlobalScope、这个奖项，还是其他任何事情，只要你想找人倾诉，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大卫说。

“这种感觉对我来说相当陌生，”吉尔答道，“我把一切都设想好了：娶妻、读MBA、创业。人生一直在我的掌控中。可现在我不知道下周会发生什么，更别提3个月或3年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大多数人一生中有很多机会做重要的职业选择。我却可能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想做正确的选择。”



回归家庭


确诊3个月后



吉尔父母的家位于海法郊外。亲戚们听说吉尔和若缇回国过逾越节，都纷纷登门拜访。由于吉尔不许大家讨论任何有关病情、治疗、癌症或死亡的事，因此气氛还算轻松愉快。

派对开始前几个小时，吉尔溜到后院稍作休息。他的堂兄汤摩也随后跟了过来。

“你气色不错。”汤摩说。

“不像快死的人吧？”吉尔开玩笑说。

“这可不好说。”汤摩也打趣地回应道。

“我确实感觉不错。化疗虽然糟透了，但目前为止它阻止了病情的恶化。”

“我都听说了。似乎每次你一呕吐，若缇就给你妈打电话，然后你妈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再打给我。这简直就是吉尔莱纳家族电话接龙活动。”

吉尔笑了：“被爱包围的感觉真不错。”

“那想必我跟你说，你爸让我跟你谈谈，你也不会感到惊讶了。”汤摩说。

“关于让我搬回以色列的事？”

“他想让我说服你，等你下次临床治疗结束就回家来，在这边继续接受治疗。多陪陪若缇、你爸妈、堂兄弟、还有家里的孩子。你在以色列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若缇也是。在病魔面前，家人比工作更能帮到你，”他停顿一下，“当然，我没法体会你的心情，所以如果我说的你不爱听，随时可以让我闭嘴。”

“别担心，雅各布叔叔已经在你之前劝过我了。他说可以帮我在国内联系到任何一家医院继续治疗，还能帮我在以色列癌症研究基金会找一份兼职。他让我多想想父母的感受，多陪陪他们。听了他的话，我都觉得自己愧对父母。他的说服功力可比你强多了，”吉尔停顿了一下，“我必须承认，回家的念头令人感到温暖，而且我在癌症基金会也能取得一定成就。”

“你知道的，若缇也坚持让我放下一切，”他继续说，“好好接受治疗，然后尽可能享受生活。她想和我一起环游世界。但随后她意识到工作能让我更开心。能继续工作真挺不错的。”

吉尔把GlobalScope的近况告诉了汤摩：公司实现了一项突破，让图像可以变得更清晰，也更便于手机传输。世界卫生组织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投资者也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因此，如果我坚持下去就能挣一大笔钱。即便我用不到这些钱，也可以把它留给若缇和我父母，还能用它帮助很多得不到照顾的病人。”

“看得出来，你不想放弃这些。”汤摩说。

“但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吉尔简单介绍了一下玛雅和阿瑟的方案。他们已经从商学院校友那里筹集到30万美元，而且正在游说他帮他们募资，这样在今年秋天就可以把这个奖项办起来。“我喜欢这个跟病魔做斗争的方案，不仅仅是为了我，还为了更多跟我同病相怜的人，我觉得这个奖能对社会产生实质影响。”

“吉尔老弟，我的话可能很沉重。虽然你说过不让我们谈论死亡，我也跟很多人一样相信你可以战胜病魔。但如果真的只能再活几年，你想给大家留下些什么呢？你是想继续创业、做活动，还是陪伴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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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真实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取材于哈佛商学院约书亚马格里斯撰写的案例“阿维克雷默”（案例号为411022-PDF-ENG）。该文详情请登录hbr.org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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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家人是首选

本穆诺茨是Ben’s Friends 网站创始人。Ben’s Friends是一个专门为罕见疾病患者提供交流和互助的平台。






不管吉尔花多少时间陪家人，当生命走到尽头时，都会感到遗憾。


吉
 尔应该听从堂兄汤摩的建议搬回以色列居住。按主次来排列，家人应该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要他完全停止工作。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相信他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继续工作——不管是设立奖项、创业、还是加入以色列癌症基金会，甚至三者兼顾。但现在，他应该把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家人。

以我自己为例。2006年我29岁，动静脉血管畸形导致我大脑出血，不得不赶往医院接受紧急手术。当天晚上，我躺在医院病床上，一直在想自己能不能活下去，当时家人一直陪着我。如果我当时去世，有家人陪伴在侧足矣，而工作早已被我抛诸脑后。

当然，吉尔也可以不做选择。在我健康出问题后，我做了很多事情。我现在是贝勒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我还建了一个非盈利组织，专门帮助跟我和吉尔一样的人与病魔做斗争。在得病后的两年里，我一直担心自己能否活下去，惟一联系的人就是我朋友的朋友，一个跟我患了同样疾病的人。他完全能理解我反复出现的焦虑、沮丧和喜悦。这段经历让我决心建立一个社交网络，帮助罕见疾病患者互相交流。现在，这个网站拥有35个不同的患者群，5万多人可以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安慰。

没人会怪罪吉尔搬回以色列跟家人待在一起，他可以在以色列继续远程办公。GlobalScope的团队听上去很厉害，即便没有吉尔也能够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如果吉尔想在以色列远程参与公司事务，他的同事一定可以灵活配合他的工作。同事们会想念吉尔，但是这种思念远没有亲人那般强烈。无论身处何处，他都能激励公司的同僚们。如果公司遇到困难，吉尔可以通过电话会议或偶尔亲临公司来激发士气。公司依然可以稳步迈向成功，吉尔的妻子和父母也一样可以从公司获利。

我相信，在设立小细胞肺癌研究奖的过程中，无论吉尔做什么，只要能够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都会受到阿瑟和玛雅的赞赏。吉尔不必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就能为抗癌事业做贡献：在募资方面，吉尔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代表这种癌症的全体患者。只要偶尔公开露面或在家录段视频，他就可以履行代言人的职责。

吉尔不必马上抛下一切返回以色列。他应该抓紧时间完结GlobalScope的项目，并确保研究奖项顺利完成融资。但他不能再接新任务，只有这样，才可以开始为回国做准备。

很多人可能认为吉尔应该考虑遗产问题，尽可能发挥个人影响力，为研究奖项出份力。我第一次听说他的经历时也这么想。但在我看来，真正需要考虑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家人。不管吉尔花多少时间陪伴家人，当生命走到尽头时，都会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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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工作最重要

阿维克雷默是Prize4Life联合创始人兼CEO。Prize4Life是一家非盈利组织，旨在改进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的疗法并寻找治愈的方法。






在我看来，为自己的信仰努力拼搏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其
 实吉尔的选择并不互相冲突，他完全可以各方面兼顾。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吉尔完全可以住在以色列，偶尔去美国出差，继续为公司效力。我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这种方式完全行得通。但如果吉尔一定要做取舍，我建议他选择公司。因为工作可以让他心情愉快，也能保证在他去世后给家人留下最好的物质保障。

吉尔跟大多数人一样有三种责任：首先，他要对自己负责，这是一个“自我满足”的过程，即做最能让自己获得满足感的事。其次，他要对家人负责，特别是依靠他的家人，比如吉尔的妻子若缇和他们未来的孩子。和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非常重要，但金钱同样重要。对将死之人来说，钱财等身外之物似乎早已无足轻重（这也是为何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最后会喊出：“愿以王国换一匹马！”）。但吉尔可能希望尽自己所能保证家人的物质生活。再次，他要对社会负责，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管吉尔是继续创业还是帮助设立癌症研究奖，他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两件事都值得他付出努力。

吉尔跟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时间依次履行这三种责任。他已时日无多，必须做出选择。现在，他最先要做的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作为，他会感到沮丧，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这种负面情绪也将影响他的至亲。

吉尔知道自己能从公司获得丰厚回报。这笔钱能让吉尔肩负起对家人的责任。正是这个原因让我认为工作是吉尔的最佳选择。

这个案例其实取材于我的亲身经历。2009年我被确诊患有ALS，又称卢伽雷氏症。这是一个肌肉逐渐萎缩的过程，最终患者会完全瘫痪。确诊后我倒在床上消沉了几天，但之后我决定振作精神，和病魔搏斗。我当时在哈佛商学院攻读MBA。我联系了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还有远在以色列家乡的朋友们，一同建立了名为Prize4Life的非营利组织，类似于玛雅和阿瑟的做法。我们筹集了100万美元来推动对ALS的研究，进一步探寻和改进ALS的治疗方法。

这是我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尽管因为工作我又离家3年，但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我的决定。当然，因为我没结婚，不存在养家的问题，所以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

不管吉尔的决定是什么，我建议他、建议所有人做到让每一天都活得充实愉快，笑对生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2004年时医生曾断言我活不过3年，而现在10年过去，我依旧活得很好。在我看来，为自己的信仰努力拼搏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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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专心养病

韩小红是慈铭体检集团总裁。



癌症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在化疗阶段，人体的影响非常大，会恶心呕吐、体力极度衰弱、无法长时间正常工作。


乍
 一看文章，我觉得吉尔选择继续工作是对的。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对吉尔来说，工作是他的热情所在，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不可能轻易放弃。而且工作可以最大程度调动人的热情，提升免疫力，有助于治疗。不过前提是，他是否对自己的病情有清晰的认识。

吉尔是癌症中晚期患者，5年生存期的几率是18%。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存活期一般是一到两年，这样短的时间让一个人来选择的话实在无法把工作排在第一位，一定是把自己和家人排在最前面。

此外，癌症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在化疗阶段，患者会恶心呕吐、体力极度衰弱、无法长时间正常工作。事实上，病人此时已经难以胜任工作。因此，我认为这一阶段时间吉尔还是应选择跟家人在一起，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专心治病。

吉尔作为公司的主要领导者，虽然退居二线，实际上仍在把控全局。他现在还处于早期创业阶段，比较倾向于亲力亲为的管理方式。但通常情况下，领导者此时会把工作交给副手，自己只在重大事情上做决策。由于重大的改革创新或战略决策仍由领导者把握，公司整体会处于滞缓期。

癌症病人最大的特点是头脑清晰，但体力不足，吉尔还可以对公司业务进行遥控，通过信件往来、电话、短时间的小会议都是可以的，他不需要完全放下工作。但我从医疗角度建议他从工作状态中抽身，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跟家人在一起。

如果治疗效果显著，半年或一年后吉尔恢复得很好，可以长时间工作时，他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而且那时他不必花大把时间进行化疗，因为化疗基本已经结束。

至于帮助设立抗癌奖项，我认为他可以兼顾。不过毕竟玛雅和阿瑟才是主导者，吉尔只需要帮忙募资。我认为如果这件事确实不费时间，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半年只用1个下午、或者1个月只占用1天时间，仅仅参加几次会议或跟赞助商谈话，他就可以帮忙。此事值得去做，毕竟出发点是帮助别人。但这件事不要放在主要日程上，因为目前吉尔的身体无法胜任太多工作，他必须集中精力考虑自己的身体和公司事务。

吉尔处于癌症晚期还要去工作，想挣些钱留给家人，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他应该把工作规划收尾，培养接班人，安排后事。他一定要兼顾家庭。在这个阶段家人比他更痛苦，那是一种即将失去的痛苦。从我自己的经历和接触的病例来看，家人承受的东西更多，所以吉尔应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状态，让家人看到他的信念，从而减轻他们的痛苦。

我也曾罹患癌症，不过与吉尔不同，我是中早期癌症病人。我当时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所以阶段性放弃了工作。因为我要做手术，还要做化疗，所以我决定用头半年的时间专心治病，跟家人在一起。但我并未完全放手工作，而是在幕后操盘。我每周跟高管会谈一次，剩下的时间就专心治病。半年后，当我恢复得差不多时，才开始工作。

我当时的5年生存概率是20%，我判断自己基本还可以再活3年，所以我在半年后重新开始工作，利用剩下两年半的时间重新打造我的团队，巩固商业模式，把公司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我把孩子培养起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想清楚自己这两年半应该干什么。

我因为非常清楚自己两年半后还活着，即便有问题也基本能再活3年左右，因此我可以好好地做规划。但吉尔如果半年时间用来治病，剩下的时间用来工作，岂不是工作一年后就走向死亡？不可能有人会做这样的选择。癌症早期和晚期的安排还是不一样的。时间是区别点。



本文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实习生柴茁采访整理。





[image: ]

[image: ]


你会怎么做？

和记黄埔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迈克尔胡 Michael Ho

吉尔应该留下何种遗产不是由命运或外部环境决定，而是由他自己决定。他应该继续留在GlobalScope工作，并帮助设立癌症研究奖。这些可以让他给后人留下积极的影响。







印度普纳市军事理工学院学生

阿卡纳丹卡尔 Archana Dhankar

我22岁时罹患了癌症。我认为吉尔应该设法兼顾三者，这有助于让他摆脱得病后的颓废，而且对社会有所贡献。让自己忙碌起来，做自己觉得快乐和安心的事远比坐以待毙强。







Mastering Mind Academy创始人兼首席导师

西瓦库马帕拉尼亚潘 Sivakumar Palaniappan

吉尔应该利用余下时间协助设立癌症研究奖，同时多陪伴若缇和父母。人们很少有机会能为社会做出如此重要的贡献，吉尔也可以借此帮助自己和他人对抗肺癌。



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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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Have You Gone, Horatio Alger?


奋斗无用？

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 文

王晨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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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靠个人能力不再能让你出人头地时，你还会继续奋斗吗？






美
 国梦的核心是“天道酬勤”、“用实力说话”，美国人似乎对此深信不疑。

商业类书籍更是把个人奋斗当成立论前提：如果你按照他们的建议吃足够多的苦，绝对能在职场和个人生活中成为人上人。

《魔鬼经济学》和《超级魔鬼经济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芬列维特（Stephen Levitt）和记者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Dubner）遵循了这一套路。在新书《奇葩式思考》（Think Like a Freak
 ）中，他们延续了以往风格，试图传授给读者一些独门制胜秘籍。

这本书似乎值得一读，但两位作者的成果无法令人满意。要想读懂本书，读者的计量经济学和心理学知识需具备专业水平，思维要兼具严谨性和创造性，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作者要求管理者大胆承认自己的知识短板，以纯粹的愉悦面对新鲜事物，并能合理评估他人价值，制定复杂的激励方案等，可他们并未说明如何做到所有这些，况且具备这些技能也不足以确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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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葩式思考》

史蒂芬列维特、史蒂芬都伯纳


出版社：
 William Morrow


出版时间：
 2014年










最近的新书噱头都不小：营销和媒体达人瑞安霍利迪（Ryan Holiday）的《绝处逢生的艺术》（The Obstacle Is the Way: The Timeless Art of Turning Trials into Triumph
 ）讲的是如何在逆境中转危为机；老牌商业写手杰弗里詹姆斯（Geoffrey James）则出了一本《拒绝扯淡：49条秘密法则》（Business Without the Bullsh*t: 49 Secrets and Shortcuts You Need to Know
 ）。这些书虽然有些闪光点，但总体上论证不足、过于草率，几乎会让寻找“秘籍”的读者失望。

“成功没有捷径”，崇尚个人奋斗的人一定会大声赞成。不过另外两本新书要给他们泼冷水了：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的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和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儿子照常崛起》（The Son Also Rises
 ）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证明，对于大多数人，想靠能力往上爬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一定会有人反驳：我们身边不就有很多人白手起家吗，就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美国小说家）笔下的主人公那样。但这两本书的作者、巴黎经济学院教授皮克迪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克拉克，对传闻逸事并不感兴趣。两人都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研究现行体制是否鼓励个人奋斗。很不幸，他们的结论极其悲观。

皮克迪这本厚达700页的著作是一项历时15年的联合研究成果，其核心观点是：战后（1945－1970）发达国家社会和经济平等状况并未大幅改善；相反，在这段所谓资本主义全盛期，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富人在从穷人身上吸取财富。据皮克迪统计，在2010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最富有的1%人口享受了95%的经济增长成果。而且快速聚敛财富的并不是才能卓越、效率超群的“超级生产者”，而是“超级管理者”：在最富有的1%人口中，70%是大公司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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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的资本论》

托马斯皮克迪


出版社：
 Belknap Press


出版时间：
 2014年










优秀管理者的工作理应得到合理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立场一向如此。但如果公司高管能仅凭其地位就随意攫取经济增长果实，美国梦将成为水中捞月。皮克迪还认为，个人对团队成果的贡献很难界定，因此管理者的工作评价标准应如何设定，还有很大讨论空间。可以推断，如果这一分配状况持续下去，将有损民主制度，并催生不满情绪：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不平等和暴力泛滥就是前车之鉴。

《儿子照常崛起》描绘的状况则更加残酷。本书的观点简单说就是：家庭决定命运。通过考察超过20个社会中不同家族社会经济状况的历史变迁，克拉克得出结论：所谓社会流动几乎不存在。一个家族地位的提升或衰落不是3至4代人的事情，而一般需要10到15代。因此，克拉克估计，你出生时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有50%的可能会在你身上延续——成功是会遗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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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照常崛起》

格里高利克拉克


出版社：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










解决方法何在？如何打破资本和家族传承编织的牢笼？皮克迪和克拉克都主张，为遏制不平等，必须重新分配财富。但二者的出发点截然不同。

在皮克迪看来，社会体制无法自我纠偏，因此政府必须重新分配“精英”们不劳而获的财富。因此，他似乎在主张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转向社会主义。克拉克则不那么激进，在他看来，成功的人继承了家庭的社会地位，也继承了高素质，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重新分配财富的成本不高，且能提升社会总体福利。

笔者则主张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基于美国梦的乐观主义精神。从阿尔杰的小说到最近的《奇葩式思考》，这种乐观主义许诺我们有成功的可能，并激励我们努力奋斗。如果我们认同皮克迪和克拉克的主张，那么未来将毫无光明可言：如果一切终究是白费功夫，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奋力拼搏？

我们必须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商业类书籍、励志故事和成功学能够培养这种积极心态，而皮克迪和克拉克书中冷酷的社会状况描述会把你压垮。要克服阻碍个人奋斗的社会结构缺陷，仅有天真的乐观主义当然不够，但它绝对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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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姆沙利文是《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编辑总监，合著有《组织：办公室的潜在逻辑》（The Or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Office
 ，Twelve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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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ARE INVESTORS BAD FO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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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etrics that Wall Street uses to assess company performance can discourage investment in 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 This package looks at ways to mitigate that damage.











INNOVATION


The Capitalist’s Dilemma


Clayton M. Christensen and Derek van Bever



Sixty months after the 2008 recession ended, the economy was still sputtering, producing disappointing growth and job numbers. Corporations seemed stuck: Despite low interest rates, they were sitting on massive piles of cash and failing to invest in new initiatives. In this article, a leading innovation expert and his HBS colleague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is sluggishness.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they say, is that investments in different types of innovati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growth but are all evaluated using the same (flawed) metrics. Performance-improving innovations, which replace old products with better models, and efficiency innovations, which lower costs, don’t produce many jobs. (Indeed, efficiency innovations eliminate them.) Market creating innovations, which transform products so radically they create a new class of consumer, do generate jobs for their originators and for the economy. But the assessment metrics that financial markets—and companies— use always show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improving innovations to be better opportunities.

This is the capitalist’s dilemma: 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long-term prosperity is the wrong thing for investors, according to the tools that guide investments. Those tools, however, are based on an unexamined assumption: that capital is scarce, and that performance should be assessed by how efficiently companies use it. The truth is, capital is no longer scarce, and our tools need to catch up to that reality.


HBR Reprint R1406C








POLITICAL ECONOMY


The Price of Wall Street’s Power


Gautam Mukunda



Over and over again, executives make decisions that aren’t in their companies’ best interests, in response to pressure from Wall Street. Though many believe this happens because firms have a “fiduciary duty” to maximize shareholder returns, U.S. executives do not, as a matter of law, have any such obligation. Yet it’s hard for them to resist demands from a quarter that has amassed such a huge and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power.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as legislation that put controls on Wall Street was largely undone, the size and profits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grew enormously. That increased itsinfluence, particularly its ability tosway the government byspending billions of dollars on lobbyists and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Even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Wall Street was able to slow down and weaken new regulations meant to rein in its risky practices.

This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has serious downsides: It increases volatility, inhibits growth, and misallocates resources, such as talent and capital, away from wealth creation and toward wealth distribution. It distorts thinking. Restor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is critical to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health of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Limits on the size and leverage of banks and changes to the tax code could promote better equilibrium—but courage will be needed to put such reforms in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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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Managing Investors


Former IBM CEO Sam Palmisano, interviewed by Justin Fox



Managers and academics often lament that Wall Street’s shorttermfocus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corporations to plan for the long run. Palmisano disagrees. Yes, there are some on Wall Street, such as the sell-side analysts who dominate quarterly earnings conference calls, who can’t see more than a few months out. But CEOs shouldn’t participate in those calls anyway, he believes. They should instead focus their energies on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ho will embrace the long view if they are given ways to judge a company’s progress.

In this edited interview with one of HBR’s executive editors, Palmisano describes how IBM’s top management made significant changes to how the firm set goals and communicated them to investors. “The model,” a rolling multiyear road map for earnings growth and cash generation, included an emphasis on R&D investment even during downturns, a plan for execution that involved every unit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a shift toward long-term compensation. Transparency and open dialogues with large shareholders were also key.

The CEO is a steward, Palmisanoargues, charged with protecting a company and its returns for decades to come. But that vision need not clash with success on the visible horizon; during Palmisano’stenure, IBM’s stock price so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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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Idea


LEADERSHIP


21st-Century Talent Spotting


Claudio Fernández-Ará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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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a person who seems so qualified for a position fail miserably in it? How can someone who clearly lacks relevant skills and experience succeed? The answer is potential, the ability to adapt and grow into increasingly complex roles and environments.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organizations have based their hiringdecisions on competencies.But we have entered a new era of talent spotting. Geopolitics, business, industries, and jobs are changing so rapidly that it’s impossible to predict the capabilities employees and leaders will need even a few years out. The question now is not whether people have the right skills; it’s whether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learn new ones.

Research points to five markers of potential: a strong motivation to excel in the pursuit of challenging goals combined with the humility to put the group ahead of individual needs; an insatiable curiosity to explore new ideas and avenues; keen insight into connections that others don’t see; a strong engagement with work and people; and the determination to overcome obstacles.

Once organizations have hired true high potentials—a challenge, given the increasing scarcity of senior talent—and identified the ones they already have, it's crucial to focus on retaining them and on helping them live up to their potential by offering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at push them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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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Did It


LEADERSHIP


The CEO of Zoetis on How He Prepared for the Top Job


Juan Ramón Ala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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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ix began his career in finance and then spent years running businesses within larg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He was heading the animal health division at Pfizer when the company decided to spin off the division in an IPO and make him the CEO. Alaix knew that sophisticate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would be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the IPO: He would be telling the company’s story to analysts and potential investors, and their opinion of its strategy would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value of the stock offering.

He had about two years in which to pursue an aggressive training program and gain the skills he hadn't previously developed. Working with the HR department, he defined a development plan and then identified a mentor—the former CEO of a big European company. He used two communications trainers to help him hone his message and sharpen his delivery—and then practiced for interviews and road show pitches over and over again. Finally, he met monthly with Pfizer executives and internal board members to learn the art of dealing with directors. The article includes a Q&A with Nancy Duarte, a leading presentations 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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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Yourself


Women, Find Your Voice


Kathryn Heath, Jill Flynn, and Mary Davis Holt



[image: ]


Even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organizations, many otherwise dynamic women struggle in meetings. Some say their voices are drowned out; others can’t find a way into the conversation at all.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perceive a problem, but they tend to dismiss it as resulting from timidity, defensiveness, lack of focus, or excessive emotion.

Drawing on interviews, surveys, and decades of work as leadership coaches, the authors suggest steps women can take to feel more comfortable and become more effective. Women should master the “pre-meeting” connecting with colleagues to test ideas and gather support; come to meetings armed with cogent comments and questions that can move the conversation forward; keep an even keel, speaking in measured tones and being careful not to signal frustration through sarcasm or curtness; and move past confrontation without taking it personally. Bosses can also help ensure that women’s voices are heard, by providing direct feedback about meeting behavior, inviting more women to the table, and proactively pulling women into the conversation. These changes can have profound results, enabling all team members, male and female, to contribute to their full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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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在运动中消除偏见

蒂姆施莱佛　Timothy P. Shriver


陈圆妮 | 访　万艳 | 编辑












作为肯尼迪家族成员，蒂姆施莱佛
 子承母业担任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主席，带领该组织服务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20多万特奥运动员和他们的家庭。他同时还是一位教育家、活动家、电影制片人和企业家。






HBR中文版：
 特奥会需要与世界各地的政府打交道，你们是如何说服它们给予支持的？


施莱佛：
 不管是在非洲、北美还是在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国家，政府都没有足够多的资金独力提供社会所需的全部服务。他们一直在寻求合作伙伴，尤其是能够带来成果的合作伙伴。我们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为智障人士提供服务，帮助社区变得更包容，而且我们成本相对较低。这让政府感兴趣，因为这是很好的投资。




HBR中文版：
 会有政府拒绝提供帮助吗？


施莱佛：
 时常遇到。它们总说没有资源来帮助智障人士。但我们会告诉他们，这些公民应该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权利。如果政府投资于男孩的教育，就应该同样投资于女孩的教育；如果政府投资于健康儿童的教育，就应该同样投资于智障儿童的教育。忽略一个群体就是侵犯所有群体的权利。




HBR中文版：
 中国一些企业家对NGO持怀疑态度，对此你怎么看？


施莱佛：
 我觉得他们只是还缺乏足够的信任，不太相信公益事业也会为他们的企业带来好处。中国企业家还专注于商业、赚钱和竞争上。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他们已经开始更多关注社会问题与商业的关系。商业不仅仅是创造财富的力量，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HBR中文版：
 特奥如何筛选合作企业？


施莱佛：
 我们找寻的是与我们有相似价值观和兴趣的公司。可能造纸公司关心的是怎样保护森林，那它们不能帮助我们，我们也不能帮助它们。我们可以接受它们的捐赠但恐怕无法提供价值观的联合。但是生产妇女儿童商品、关注人们健康的制药公司、或运动品牌的公司就与我们有相同的价值，它们是我们理想的合作伙伴。




HBR中文版：
 商业领袖支持特奥时，往往会要求短期回报。你是如何说服他们的？


施莱佛：
 短期回报通常是看销量。从历史数据上看，当公司告诉消费者如果购买该产品会支持特奥，销量往往会上升。消费者乐于知道他们买的东西没有污染环境、虐待工人，是在推广多元化、平等、包容之类的概念等。公司对品牌的投资和收益需要更长时间，好的品牌能够帮助公司增长，也有更长期的价值。




HBR中文版：
 特奥在推广方面的独到经验是什么？


施莱佛：
 让名人和政府一起参与。但最有效果的是体育运动这种方式。运动非常简单、有力量，比如和十几岁的小孩打篮球或者乒乓球，我们总对人们说，你只来10分钟就行，然后可以自行离开。事实上如果你来10分钟就不会离开。

人们对智力有缺陷的人都会有一些恐惧：他们会做什么，会不会很古怪，会不会威胁到我，让我感到不舒服等等。可是等你来到特奥会，发现他们很美丽，你的内心会有一个可能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大转变。我们创造这样的空间让人们打开心扉。




HBR中文版：
 当智障人士遭遇不公正对待时，其实很多普通人是选择漠视的。


施莱佛：
 在我们的工作中会与这些智障人士成为朋友，所以当你看到他们被恶劣对待时会觉得不能忍受。就像你看见你最好的朋友出去被嘲笑时你会说：“你不能这样对待他，这是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来说，特奥运动员是美妙的存在，他们遭人侮辱和嘲笑会倍感痛苦，他们不该遭受这种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必须为之抗争，这种勇气来自于内心。


HBR中文版：
 你出生在一个政治世家，也从事过15年的教师工作，为什么后来又专注于特奥会的工作？


施莱佛：
 我母亲致力于关注和帮助在智力上有缺陷的人，决心要为智障人士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从小就看见她为之努力，因此想了解这些事情。我父亲对和平和消除贫困非常感兴趣，我也想知道这些事情，结果发现特奥能够实现所有这些目标。

很多人可能会说如果你想改变法律，就去见总统、参议员和商业领袖；我的父母却说，你应该去跟普罗大众见面，跟孩子见面，让他们来推动社会变革。这是非常聪明的办法。




HBR中文版：
 NGO该如何赢取公众信任？


施莱佛：
 NGO的财务应更透明，那么当人们捐款时，就能知道这些钱得以用在正规渠道。同时NGO还要评估和公开结果，让人们知道它们的努力有切实的成果，能让世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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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圆妮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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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胜出的插画说明由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迈克尔罗伯特奥尔森（Michael Robert Olson）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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